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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最终成果， 本书主要研究的是 1967—

1983年间联邦德国的新社会运动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简称 NSB）

及其与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 客观地说， 该项目的研究对笔者来说是一场

不小的挑战： 一是研究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 涵盖经济社会史、 社会运

动史、 教育史、 环境史、 妇女史等诸多领域； 二是研究对象非常细碎， 不

仅新社会运动本身包括诸多分支， 而且领导和推动这场运动的组织也都是

以分散的小组为主； 三是前人的研究相对较难借鉴： 在国内， 关于联邦德

国新社会运动的历时研究甚为薄弱， 成果寥寥； 而在国外， 大量有关这场

运动的研究又呈碎片化倾向， 而且将其与国家治理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的

研究者也并不多见。 当然， 绝不能以此为由放松对本项目研究水平的要求。

可以说， 虽然现在呈于各位专家和读者眼前的这部书稿仍有诸多不足之处，

但它确实也是本课题项目组近五年来努力工作的结果。

在引言中， 笔者拟对 “新社会运动” 和 “国家治理” 这两个本书最

关键的概念以及以联邦德国学界为代表的相关研究动态做一个简单的介

绍和梳理， 并就全书写作内容及参考文献做一个先期交代。

一

20 世纪 60 年代后向后工业社会 （ Post-indinstrial Society） 的转型，

是西方继近代工业化之后所经历的最大的一次社会变革。 在联邦德国向

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不仅社会运动的目标、 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



发生了变化， 国家治理的思想和体制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是该国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

左翼社会政治运动。 汉克·约翰斯顿 （Hank Johnston） 认为， 新社会运动

主要是指西方 20世纪 60年代以来发生的学生运动、 反核能运动、 少数民族

的民族主义运动、 同性恋权利维护运动、 女权运动、 生态运动等。① 根据德

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的定义， 新社

会运动在联邦德国主要指的是 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 区别于工人运动等

“传统” 社会运动的 “运动家族” （Bewegungsfamilie）。 虽然目前学界对

“新社会运动” 这一概念尚无统一的界定， 但笔者认为， 分支众多、 细碎庞

杂的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内部仍存在着一些共同特点： 首先， 它们都是在后

工业社会转型进程中发生的； 其次， 它们主要是由新左派以及受其影响的各

种新型左翼力量领导和推动的； 最后， 它们在目标、 组织和行动上都强调反

体制自治。

到 20世纪 80年代上半期时， 联邦德国大多数新社会运动都进入了制

度化的阶段。 其中最典型的事件就是 1983年时， 从这场运动中走出的绿党

成功地进入了联邦议院。 美国历史社会学派代表人物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 曾在 《社会运动论》 一书的结语中指出， 社会运动最突出

的特征在于对当局持续的挑战。② 因此， 他和联邦德国著名环境运动研究

专家约阿希姆·拉施克 （Joachim Raschke， 又译雅克西姆·纳德考） 都未

将制度化之后的社会运动当作社会运动。③ 受上述两位学者观点的启发，

笔者将本书的研究止于 1983年新社会运动大规模制度化之前。 因为在此之

后， 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就从原先的反体制、 反威权运动， 逐步变成了现

有体制的一部分。 典型的新社会运动主要是由新左派及其继承者领导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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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Johnston， Hank， New Social Movements， From Ideology to Ident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

[美] 西德尼·塔罗： 《社会运动论》， 张等文、 孔兆政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312 页。

Ottersbach， Markus， Außerparlamentarische Demokratie： Neue Bürgerbewegungen als
Herausforderung an die Zivil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 ： Campus Verlag， 2003， S. 100.



有后物质主义色彩的反体制斗争。 而进入体制后， 不仅由新左派分化出来

的各种左翼分子和团体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和反体制性，

而且新社会运动的自治性特征也变得不像以前那样明显。①

受新社会运动的影响， 联邦德国国家治理也发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变

革。 现代意义上的 “治理” 一词来源于英语的 Governance， 其权威定义是

“全球治理委员会” 1995年所下的 “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

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在权威主体、 运作方式等方面， “治理” 区

别于自上而下的国家 “统治” （Governing）。② 德国学者多将 Governance直

接引入德语表达 “治理” 概念③， 但有时又将 “善治” （Good Governance）

中的 Governance翻译为政府调控 （Regierungsfahrung）④。 近年来， 在美国

“治理” 理念的影响下， 联邦德国学者也逐渐采用传统的 “国家控制”

（Regieren） 一词， 表达与中国学界所使用的 “国家治理” 相接近的概念，

即在强调 “国家发挥主导作用” 的同时， 兼顾治理所强调的社会诉求⑤。

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联邦德国通过批判性地吸纳新社会

运动的目标理念和组织形式， 改进了国家治理的思想和体制。 不仅转型

时期凸显的许多问题， 如高校治理中教授权力过大的问题、 核能扩张中

的生态风险问题、 家庭治理中控制和压迫女性的问题等都在一定程度上

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 而且随着公民自治和协商合作机制的完善， 国

家治理也变得更加开放。 研究新社会运动推动下联邦德国的国家治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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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Ottersbach， Markus， Außerparlamentarische Demokratie： Neue Bürgerbewegungen als
Herausforderung an die Zivil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 ： Campus Verlag， 2003， S. 101 - 102.

Rosenau， James N. （ ed. ），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 - 29. 俞可平主编： 《治理与善治》， 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15 页。
Benz， Arthur （ Hrsg. ）， Governance-Regieren in komplexen Regelsystemen： eine Einführung，

Wiesbaden： VS， Verl. für Sozialwiss， 2010， S. 13 - 28.
Braun， Hans-Gert， Armut überwinden durch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und Mittlere Technologie：

Ein Strategieentwurf für Entwicklungsländer， Münster： LIT Verlag， 2010， S. 261 - 264.
Haus， Micheal， “Von government zu governance？ Bürgergesellschaft und Engagementpolitik im

Kontext neuer Formen des Regierens，” in Olk， Thomas （ed. ）， Engagementpolitik， Die Entwicklung der
Zivilgesellschaft als politische Aufgabe， Wiesbaden： VS Verl. für Sozialwiss， 2010， S. 210 - 232.



革， 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该国在后工业转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及其应对措施。

二

到目前为止， 国内外学界， 特别是德国学界对于联邦德国新社会运

动与国家治理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 这些成果对于本课题

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有着重要意义。 笔者在此无法一一涉及， 而只能挂

一漏万， 选择学界部分代表性著述予以介绍。

纵观近年来以国内外学界有关新社会运动及其与国家治理关系的著

述， 按主题和内容分类， 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关于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总体研究

在不同理论思潮的影响下， 联邦德国关于新社会运动的总体研究大

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 联邦德国学界主要通过引入欧洲流

行的 “新社会运动理论” （Theorie der Neuen Sozialen Bewegungen）， 来考

察战后社会变迁对整个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兴起及演变的影响。 如卡

尔 -维尔纳·布兰德 （Karl-Werner Brand） 和克劳斯·埃德尔 （Klaus

Eder） 就分别根据 “现代化—危机” 理论 （Modernisierung-krisenthoerie）

和中间阶层激进主义 （Mittlklassenradikalismus） 理论对联邦德国新社会

运动的发生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探讨。① 此类研究不仅使 “新社会运动”

在联邦德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 还推动了 “德国政治学联合会”

（Deusche Vereinigung für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新社会运动研究小组的

创立和 《新社会运动研究学报》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Forschungs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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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rand， Karl-Werner， & Rucht， Dieter （Hrsg. ）， Aufbruch in eine andere Gesellschaft，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Frankfurt a. M. ， Campus， 1986； Eder， Klaus， The New
Politics of Class：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al Dynamics in Adwanced Societie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3.



nal） 的创办。 这些理论都是根据社会运动的诉求来反推社会变迁， 不能

解释为什么社会变迁并不一定导致社会运动这一关键性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 重点引入美国流行的 “政治机会结

构”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理论， 从 “制度化政治体系的开放

与封闭” “国家对社会运动所实施的主导性战略” 等角度进一步诠释国

家政治权力对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兴衰的影响， 以弥补 “新社会运动理

论” 等对社会弱势群体政治动员条件关注的不足。 如迪特尔·鲁赫特

（Dieter Rucht） 就借助 “政治机会结构” 理论， 对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

的动员水平特征进行了分析①。 此时逐渐增多的个案实证研究也大都借

用 “政治机会结构” 理论， 如克里斯蒂安·约普克 （Christian Joppke）

有关联邦德国反核能运动衰落原因的研究。② 罗斯玛丽·哈弗 -赫尔茨

（Rosemaire Have-Herz） 对联邦德国新妇女运动 （Neue Frauenbewegung）

史的研究等。③

近年来， 随着 “治理” （Governance） 理念的流行， 西方又倾向于从

民主社会发展和公民社会形成的角度研究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治理功

能与绩效。 如罗兰·罗特 （Roland Roth） 等人认为， 新社会运动中出现

的民众 “抗议政治” 是联邦德国代议民主制的重要补充， 是实现 “善

治” （Good Governance） 的重要途径； 而布兰德则强调新社会运动是推

动联邦德国形成公民 “参与政治” （Engagementpolitik）、 完善社会治理的

重要力量。 但遗憾的是， 这些研究目前关注的多是新社会运动本身的治

理功能， 却忽视了新社会运动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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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Rucht， Dieter， “ Die politischen Gelegenheitstrukturen Neuer Sozialer Bewegung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in Hellmann， Kai-Uwe， & Koopmans， Ruud （ Hrsg. ）， Paradigmen der
Bewegungsforschung，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von Neuen Sozialen Bewegungen und
Rechtsextremismus， Wiesbaden： VS， Verl. für Sozialwiss. ， 1998， S. 109 - 127.

Joppke， Christian， “ Social Movements during Cycles of Issue Attention： The Decline of the
Anti-Nuclear Energy Movements in West Germany and the USA，” i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2， No. 1 （Mar. ， 1991）， pp. 43 - 60.

Nave-Herz， Rosemarie， Die Geschichte der Frauenbewegung in Deutschland， Opladen： Leske +
Budrich， 1994.



近 20 年来， 随着西方相关理论的传入， 国内政治和社会学界也陆续

展开了关于西方新社会运动的研究， 他们的著作中有些也涉及联邦德

国。① 但这些成果大多偏重理论研究， 缺少扎实的实证分析。 史学界目

前仅有少量关于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实证研究成果问世， 而大多数德

国当代史著作都未能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② 总的来说， 鉴于新社会运

动在联邦德国社会转型和政治变迁中的重要地位， 国内对这一问题的实

证研究确需进一步加强。

2. 关于联邦德国 68 运动与高校治理的研究

68运动 （68er-Bewegung / Studentenbewegung， 又称大学生运动） 一直

是联邦德国学界关注的焦点。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时， 同情左派的格哈德·

鲍斯 （Gerhard Bauß） 等学者曾借助当时可见的媒体报道和公开宣传资料，

肯定了这场运动对六七十年代联邦德国历史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③ 到 80

年代， 在修正主义派全面否定这场运动的积极作用之后， 后修正主义又开

始反攻。 1988年时， 联邦德国召开了以 “68精神没有消退， 漫长的行军没

有终止” 为主题的 68运动 20 周年纪念大会。④ 2000 年前后， 随着档案搜

集、 整理工作的逐步完成， 关于这场运动的研究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是

不属于 “68一代” （68er） 人的新一代历史学家可以更客观地对其给予研

究； 二是对 “1968” 这一年在联邦德国及西方历史上的深远影响给予了更

多的关注； 三是研究视角的全球化。 如在 68 运动研究 40 周年之际， 德国

学者就大力提倡在全球视野下重新审视这场运动， 并主张将第三世界及东

欧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变迁与之相联系、 相比较。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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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郇庆治 《80 年代中期以来的西欧新社会运动》， 《欧洲》 2001 年第 6 期； 陆海燕

《新社会运动与当代西方政治变革》，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如张顺洪 《西方新社会运动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黄正柏 《联邦德

国 1960—80 年代的学生运动和 “公民行动”》， 《温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6 期。
Bauß， Gerhard， Die Studentenbewegung der sechziger Jahre in der Bundesrepublik und

Westberlin， Handbuch， Köln： Pahl-Rugenstein，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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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gen von Revolte und Reform， 1968 - 1974， Vierow bei Greifswald： SH-Verlag GmbH， 1996.
http： / / hsozkult. geschichte. hu-berlin. de / tagungsberichte / id = 2393



在 68 运动过后不久， 就有学者开始关注这场运动与当时高校改革之

间的关系问题。① 之后， 随着 68 精神的历史价值再度得到肯定， 这场运

动与教育改革之间的联系再度成为 2008 年纪念 68 运动 40 周年大会上的

热点话题。② 有学者在会后的总结中强调， 要将高校政策作为后 “68”

时代社会变革史的重点之一来研究。③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安妮·罗斯

托克 （Anne Rohstock） 于 2010 年出版了基于原始文献对六七十年代巴伐

利亚和黑森州高校改革及大学生抗议进行研究的著作， 并认为虽然这一

时期 联 邦 德 国 的 高 等 教 育 改 革 主 要 是 由 科 学 政 策 制 定 者

（Wissenschaftpolitiker） 自上而下推动的， 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68

运动中大学生们的诉求。④ 值得注意的是， 现有德文著作在讨论 68 运动

与高校改革的关系时， 多为泛泛而谈， 而专以高校治理体制及其内部权

力博弈为视角来分析的却并不多见。

而在国内， 长期以来只有张世鹏、 沈汉等少数学者的成果对联邦德

国 68 运动进行过总体性探讨。⑤ 直到最近几年， 阮一帆等学者才关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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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Hübner， Horst， Sozialdemokratische Hochschulpolitik， Ordinarienuniversität und Studenten-
bewegung 1960 - 1980. Eine politisch-soziologische Analyse sozialdemokratischer Hochschulreform in
Nordrhein-Westfalen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Universität Münster， Münster： Lit Verl. ， 1982.
Goldschmidt， Dietrich， Teichler， Ulrich， & Webler， Wolff-Dietrich （ Hrsg. ）， Forschungsgegenstand
Hochschule. Überblick und Trendbericht， Frankfurt u. a. ： Campus-Verl. ， 1984. Peisert， Hansgert &
Framheim， Gerhild： Das Hochschulsystem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Funktionsweise und
Leistungsfähigkeit，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9. Schabedoth， Hans-Joachim， Hochschulreform-eine
verpasste Chance. Die politische Auseinandersetzung um die Hochschulreform-seit 1969. Voraussetzungen，
Hagen： Verlauf， Ergebnisse， 1982.

参见 Konferenz “ 68 ”， “ Umbrüche in bildungsgeschichtlichen Perspektiven. Impulse und
Folgen eines kulturellen Umbruchs in der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In H-Soz-u-Kult. http： / /
hsozkult. geschichte. hu-berlin. de / termine / id = 10166. Aufgerufen am 21. 11. 2009. 这次的周年大会

共有四个分会场， 主题分别是： （1） 第三世界研究； （2） 东欧改革研究； （3） 跨界交流和关系

研究； （4） 意义与影响研究。
如 Lauermann， Manfred， “Vierzig Jahre 1968，” In Berliner Debatte Initial， 20 （2009）， S.

125 - 126。
Rohstock， Anne， Von der “Ordinarienuniversität” zur “Revolutionszentrale”？ Hochschulreform

und Hochschulrevolte in Bayern und Hessen， 1957 - 1976， Berlin； Boston： R. Oldenbourg Verlag， 2010.
张世鹏： 《60 年代末联邦德国大学生运动》， 《国际政治研究》 1989 年第 3 期。 沈汉、

黄凤祝编著： 《反叛的一代：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学生运动》，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了这场运动对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和社会运动发展的影响。① 但是， 对于

联邦德国大学生运动与高校改革之间的联系， 中国学者的著作却仍缺乏

较为深入的研究。

3. 关于联邦德国新环境运动与环境治理的研究

多年来， 联邦德国学界关于新环境运动 （ Neue Umweltbewegung）

的研究成果颇丰。② 乌尔里希·林泽 （Ulrich Linse） 早在 1986 年就对

作为绿党前身的新环境运动进行了历史考察， 并指出了这场运动及其

形成的亚文化与二战前的自然—家园保护 （Natur und Heimatschutz） 运

动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乌托邦方案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区别。③ 到 20

世纪 90 年代时， 德国学界开始重点关注这场运动在政治、 经济等方面

与国家的互动。 如 1997 年时， 卡尔 -维尔纳·布兰德等人曾对联邦德

国的生态辩论进行了系统研究， 并通过分析一系列生态赔偿案例， 重

构了新环境运动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 进而阐释了生态冲突制度化的

进程。④ 进入 21 世纪后， 德国学界的研究重点又转向新环境运动的组

织变革及其对政治结构和过程的影响。 如鲁赫特以其 1987 年时对新环

境运动制度化的研究为基础， 通过分析自己搜集的原始数据， 阐释了

70 年代以来新环境运动行动方式和组织结构的演变。⑤ 西尔克·蒙德

（Silke Mende） 则在他的最新力作中详述了绿党从新环境运动中兴起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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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一帆、 李战胜、 傅安洲： 《20 世纪 60 年代末大学生运动与联邦德国政治教育的变

革》， 《高等教育研究》 2014 年第 8 期。
Engels， Jens， Naturpolitik in der Bundesrepublik： Ideenwelt und politische Verhaltensstile in

Naturschutz und Umweltbewegung， 1950 - 1980， Parderborn： Schöningh， 2006， S. 20.
Linse， Ulrich， & Anarchie， Okopax， Eine Geschichte der okologischen Bewegungen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Dt. Taschenbuch-Verl. ， 1986.
Brand， Karl-Werner， Okologische Kommunikation in Deutschland，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1997， Raschke， Joachim & Gudrun Heinrich， Die Grünen： Wie sie wurden， Was sie
sind， Köln： Bund-Verl. ， 1993.

Rucht， Dieter， “ Von der Bewegung zur Institution？” in Roth， Roland， & Rucht， Dieter
（Hrsg. ），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Frankfurt / M. ： Campus， 1987，
S. 238 - 262， Rucht， Dieter， & Roose， Jochen， “Von der Platzbesetzung zum Verhandlungstisch？ Zum
Wandel von Aktionen und Struktur der Ökologiebewegung，” in Rucht， Dieter （Hrsg. ）， Protest in der
Bundesrepublik. Strukturen und Entwicklungen， Frankfurt u. a. ： Campus-Verl. ， 2001.



展的过程。①

在联邦德国新环境运动的研究中， 反核能运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

点。 著名环境运动史学家约阿希姆·拉施克曾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

的著作中详细探讨了反核能抗议的形成原因和主要特点。② 他还在 1990

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围绕核能发展的讨论是联邦德国历史上规模最大、

思想内涵最为丰富的公开辩论。③ 两德统一后， 由于新环境运动研究的

转向， 以海伦娜·弗拉姆 （Helena Flam） 为首的研究团队也开始关注反

核能运动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④ 而近年来， 随着对新环境运动研究

的不断深入， 德国学者又认识到， 反核能运动在环境治理思想和体制的

变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如延斯·恩格斯 （Jens Engels） 在 《联邦德

国的自然政策： 1950—1980 年自然保护和环境运动的思想世界和政治风

格》 中强调了公民动议及其组织的反核能运动在联邦德国环境政治 “风

格” 转变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⑤ 而科尔内莉亚·阿尔滕堡 （Cornelia

Altenburg） 则在 《核能与政治协商》 中认为， 反核能运动不仅推动了联

邦德国能源及环境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也对联邦议院 “未来核能政

策咨询委员会” 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⑥ 总体而言， 虽然德国

学者开始关注到反核能运动对环境治理的推动作用， 但相关研究仍不够

系统和深入。

国内学者涉及联邦德国新环境运动的著作主要包括两类： 一是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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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 Silke， Nicht rechts， nicht links， sondern vorn： eine Geschichte der Gründungsgrünen，
München： Oldenbourg， 2011.

Radkau， Joachim， “ Kernenergie Entwickl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ein Lernprozeß？” i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Nr. 2， 1978 （4）， S. 195 - 222， Radkau， Joachim， Aufstieg und Krise der
deutschen Atomwirtschaft， Reinbek： Rowohlt， 1983.

Radkau， Joachim， “ Die Kernkraft-Kontroverse im Spiegel der Literatur. Phasen und
Dimensionen einer neuen Aufklärung，” in Hermann， Armin， Das Ende des Atomzeitalters？ Eine sachlich-
kritische Dokumentation， München： Moos & Partner， 1990， S. 397 - 431.

Flam， Helena， States and Anti-Nuclear Movement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 Press， 1994.
Engels， Jens， Naturpolitik in der Bundesrepublik： Ideenwelt und politische Verhaltensstile in

Naturschutz und Umweltbewegung， 1950 - 1980， Parderborn： Schöningh， 2006.
Altenburg， Cornelia， Kernenergie und Politikberatung： Die Vermessung einer Kontroverse，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10.



新左派院外抗议运动的研究， 如前文所提及的黄正柏的 《联邦德国

1960—80 年代的学生运动和 “公民行动”》； 二是关于联邦德国绿色政治

和绿党的研究， 如王芝茂的 《德国绿党的发展与政策》。① 不过， 就目前

所见， 国内尚无专门研究联邦德国反核能运动及其对环境治理影响的成

果问世。

4. 关于联邦德国新妇女运动与家庭治理的研究

联邦德国学界很早就开始研究本国的新妇女运动浪潮。 如雷娜特·

维根豪斯 （Renate Wiggershaus） 在 1979 年时就利用当时公开可见的出版

物和媒体材料、 宣传单等， 详述了包括反 218 条斗争 （ Protest gegen

§ 218， 反对 《刑法》 第 218 条禁止堕胎条款） 在内的 20 世纪 70 年代妇

女运动的过程及诉求， 并指出运动参与者的指导思想主要可分为马克思

—社会主义流派和激进女性主义流派。 但是， 该书将 70 年代的妇女运动

归结为战前妇女运动的继续， 既没有总结出新妇女运动的特点， 也没有

提及这场运动的影响。② 直到 2000 年之后， 联邦德国学界才开始关注这

场运动， 尤其是它对家庭治理变革的影响。

在史学界， 随着原始档案的不断发掘， 2002 年时， 克里斯蒂娜·舒

尔茨 （Kristina Schulz） 遵循当时新兴的性别史和新文化史、 新政治史传

统， 从女性性别认同和统治权力结构的角度入手专门对 1968—1975 年间

联邦德国新妇女运动的兴起进行了研究， 并认为这场运动在家庭法改革

和家庭政策领域引起了巨大的争论。③ 2012 年时， 米拉·弗雷 （Myra

Ferree） 又将联邦德国新妇女运动置于全球史的视野中进行考察， 认为在

家庭社会立法的性别平等方面， 德国相比其他西方国家处于落后的位置。

政治中对家庭价值的重视是引发德国女权主义兴起的原因之一。④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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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芝茂： 《德国绿党的发展与政策》，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年版。
Wiggershaus， Renate， Geschichte der Frauen und der Frauenbeweg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in der DDR nach 1945， Wuppertal： Peter Hammer Verlag GmbH，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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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in Frankreich 1968 - 1976， Frankfurt a. M. ： Campus， 2002， S. 11 - 12，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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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尔莎·伦茨 （Ilse Lenz） 还在 2010 年出版的 《德国新妇女运动： 告别

微小差异， 资料汇编》 中搜集了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以来有关联邦德

国新妇女运动的大量原始文献。① 但是， 由于不少德国史学家都认为新

妇女运动时至今日仍在进行当中，② 所以都没有对其影响进行全面、 系

统的实证考察。

进入 21 世纪后， 德国政治学界也开始从理论上总结这场运动的影

响。 如克拉丽萨·鲁道夫 （Clarissa Rudolph） 认为， 新妇女运动对政治

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丰富议题、 增加手段、 发展对立文化和扩展主体四个

方面。③ 而另一位学者康斯坦瑟·恩格尔弗里德 （Constance Engelfried）

则指出， 新妇女运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哲学层面， 即让

政治主体向女性扩展， 女性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二是政治层面， 即让政

治议题从社会公共领域扩展至私人领域。④ 近年来， 随着理论研究的不

断深入， 一些政治学家又专门分析了新妇女运动对联邦德国家庭治理所

产生的影响。 如卡琳·伯勒 （Karin Böller） 等人认为， 新妇女运动冲击

了联邦德国根深蒂固的男权家庭模式， 引起了对家庭、 邻居和个人的重

新定义。⑤ 而伊雷妮·格拉赫 （Irene Gerlach） 则认为， 尽管新妇女运动

并没有成为家庭政治中积极的利益代表， 但它却为法律提供了性别平等

的土壤。⑥ 但是， 政治学家的研究往往缺少扎实的实证基础。 总体来看，

联邦德国学者的研究虽然给笔者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 但他们的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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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却未能系统、 深入地揭示出新妇女运动在指导思想和体制结构等方

面对联邦德国家庭治理的影响。

而在国内， 史学界对德国妇女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二战前；① 到

目前为止， 还很少见到专门探讨联邦德国新妇女运动的成果。 近年来，

还有管理学界的学者指出， 联邦德国家庭政策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出

现了有利于女性的变化； 但是， 该学者也并未谈及新妇女运动在这一变

化中所起到的作用。②

总之， 目前国内对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关注明显不足， 而且以联

邦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也很少会从思想和结构两方面系统地研究这场

运动与国家治理变革之间的关系。

三

有鉴于国内外目前的研究状况， 本书拟从分析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

的形成背景出发， 通过研究 1967—1983 年间这场运动的演进历程及理念

诉求， 阐释在这场运动与联邦德国国家治理变革之间的互动关系。 具体

来说， 本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章内容：

第一章是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兴起的背景。 在这一章中， 笔者先是

从联邦德国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表现出发， 分析了该国新社会运动兴起

的经济基础、 阶层基础和思想基础； 然后又从联邦德国早期国家治理中

的 “保守主义” 倾向入手， 探究了导致这场运动兴起的政治背景； 最

后， 笔者又通过探究后工业转型过程中新左派的崛起及分化， 阐释了新

社会运动主要领导和推动力量的演变状况。

第二章是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演进及理念。 在本章中， 笔者先是

通过研究 68 运动的形成及演化， 揭示了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产生的过

程； 然后再以新环境运动和新妇女运动为核心， 阐释了 68 运动后该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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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动分化和发展的历程； 最后再以上面所提到的 68 运动、 新环境运

动、 新妇女运动为例， 分析总结了新社会运动的指导理念及诉求。

第三章是联邦德国 68 运动与高校治理变革。 本章以 68 运动中大学

生争取高校治理变革的斗争为核心， 首先阐明转型时期教授独揽大权的

传统高校治理结构是如何引发这场斗争的； 然后再分析左派大学生在这

场斗争中提出了什么目标及进行了哪些斗争； 最后再探讨它对联邦德国

高校治理结构变革的影响。

第四章是联邦德国反核能运动与环境治理变革。 在本章中， 笔者以

联邦德国新环境运动中的反核能运动为核心， 系统地阐释了这场运动的

兴起背景、 主要目标、 行动策略及其在联邦德国环境治理变革中所起到

的作用。

第五章是联邦德国新妇女运动与家庭治理变革。 本章主要是以新

妇女运动中的反 218 条斗争为核心， 首先分析作为联邦德国早期家庭

治理基石的堕胎禁令是如何引发这场斗争的； 然后再对这场运动中女

性主义者谋求家庭治理变革的目标及行动进行考察； 最后又从指导理

念和权力结构两方面入手， 探讨新妇女运动对联邦德国家庭治理变革

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较多地利用了笔者在柏林自由

大学访学期间所搜集的一些原始资料。 如藏于该校档案馆的院外抗议

活动档案 （APO-Archiv）、 当时新社会运动参与者公开出版的文件、 书

籍、 杂志和后人编纂的与这场运动相关的档案文献集等。 此外， 一些重要

的数据库， 如 “抗议研究史料” （Materialien zur Analyse von Opposition）

数据库、 联邦法律公告数据库 （https： / / www. bgbl. de / ）、 联邦议院出版

物数据库 （https： / / www. bundestag. de / drucksachen） 以及 《明镜周刊》

《时代》 等主流报刊的在线数据库等也为笔者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原始文献。

应用这些原始文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本书研究的前沿性和可信度。

由于水平有限和完稿匆忙， 本书中尚有许多错漏不当之处， 恳请各

位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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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兴起的背景

  在引发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因素中， 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以及与之

相随的新左派的崛起和分化无疑是最重要的。 后工业社会转型为新社会

运动的兴起提供了经济基础、 阶层基础和思想基础， 而新左派的崛起和

分化则为这场运动提供了核心领导和推动力量。 与此同时， 联邦德国在

早期国家治理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保守主义” 倾向， 则让新社会运动的

发起者找到了攻击的对象。

第一节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联邦德国

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西方社会发生了一场不亚于近代工业化的深

刻变革。 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侧重点出发， 用一系列以 “后 ”

（post-） 为前缀的新词汇来描述这些变革， 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 ） 的 “后 工 业 社 会 ”、 阿 米 泰·艾 特 齐 奥 尼 （ Amitai

Etzioni） 的 “后现代社会” （Postmodern Society）、 德国学者拉尔夫·达

伦多 夫 （ Ralf Dahrendorf ） 的 “后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 （ Post-Capitalist

Society） 等。 这些概念在诞生之后很多都遭到了学界的质疑和反对。

如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资本主义社会分析已过时、 战后西德已

经进入了后资本主义时代的达伦多夫，① 就在 1968 年德国社会学家年

① Dahrendorf， Ralf，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59.



会上遭到了法兰克福学派西奥多·阿多诺 （Theodor Adorno） 的批判。

贝尔从技术分析出发， 通过研究西方产业结构、 社会结构、 阶级结

构、 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变革提出了所谓的 “后工业社会” 的概念。 “贝

尔已看到西方社会正处在历史变革的巨大动荡中， 现有的社会关系、 权

力结构和文化价值都在迅速销蚀。”① 相较于争议较大的 “后资本主义”

社会等概念， 用贝尔的 “后工业社会” 理论解释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后

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兴起的原因， 无疑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也更加具有说服力。

一 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

政治冲突源于社会分裂和文化分裂。② 工业时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之间的分裂， 曾在德国引起过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冲突。 但是， 二战之后，

联邦德国实现了从工业时代的 “金字塔形” 社会向后工业时代的 “纺锤

形” 社会的转型， 并在这一过程中造就了一个主要由年轻的非体力劳动者

构成的、 政治参与性较强的 “新中间阶层” （Neue Mittelklasse）。

1. “纺锤形” 社会的形成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联邦德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得到较快增长， 并

逐步进入所谓的 “纺锤形” 社会。

联邦德国在法律和制度逐步完成重建的同时， 经济也进入了高速发

展时期， 出现了所谓的 “经济奇迹”。 在 “马歇尔计划” 的援助下， 德

国西部经济自 1948 年西占区货币改革开始就已走上了稳定和恢复的道

路。 1949 年立国后， 随着西方盟国再次放宽对昔日敌手经济发展的限制

并继续提供种种援助， 联邦德国得到了迅速的复兴。 据统计， 在 1948 年

币制改革前的第二季度， 德国西占区的工业生产指数只有 1936 年的

57% 。 但此后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西占区和联邦德国工业一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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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快速发展势头。 1949 年第四季度工业生产指数已经恢复到 1936 年的

100% 。 1950—1953 年， 工业生产指数分别为 1936 年的 134% 、 146% 、

158%和 174% 。① 1949 年时， 联邦德国家用小客车年产量已从战争刚结

束时的 1200 多辆提高到 10 万余辆。 到 1955 年时为 76. 2205 万辆， 1959

年时则高达 150. 3424 万辆。 汽车出口比例也从 1948 年的不足 12%上升

至 1959 年的 50%以上。② 随着工业的快速扩张， 1950—1960 年， 联邦德

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7. 6% 。③ 到 1965 年时， 其国民生

产总值已接近 1950 年的三倍。④ “经济奇迹” 所创造的财富为联邦德国

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推动下， 联邦德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有了巨大的

提高。 到 1958 年时， 职工收入已比 1950 年翻了一番还多。⑤ 而 1965 年

联邦德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是 1950 年的近四倍。⑥ 20 世纪 70 年代后，

联邦德国的居民收入状况出现了结构性改变： 在低收入阶层不断减少的

同时， 中等收入阶层规模迅速膨胀。 受充分就业、 工资增长、 福利改善

等因素的推动， 不仅传统工人阶级出现了 “中产化” 趋势， 原本大多就

属于中产的职员的收入也在进一步提高。 据统计， 1970 年工人之中月收

入 800 马克以下的低收入者占 57. 1% ， 职员之中占 21. 7% 。 800 马克到

1800 马克的中等收入者在工人之中约占 42. 7% ， 职员之中占 67. 5% ；

1980 年， 中等收入阶层人数进一步增加。 以男性为例， 在工人之中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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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在 2000 马克以下者占 21. 24 % ， 2000—4000 马克者则占 77 %以上；

在职员之中月收入 2000 马克以下者占 8. 63% ， 2000—5000 马克者则超

过了 83% 。①

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 尤其是以工人为代表的劳动阶层收入的增长，

逐渐改变了联邦德国普通民众家庭的消费观念与结构。 1955 年前， 尽管

工人的收入同比不算低， 但他们很少去购买奢侈品。 但从 50 年代中期开

始， 电视机、 汽车等原本属于上层家庭的消费品开始进入千家万户， 从

而使联邦德国进入了所谓的 “大众消费” （Mass Consumption） 时代。 例

如， 联邦德国的家用小客车消费量， 从 1948 年的 2. 3856 万辆， 上升至

1959 年的 74. 5721 万辆。②

总之， 联邦德国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已逐步进入普遍富裕的 “纺

锤形” 社会， 拥有中高收入的人群成为社会中的主体人群。 在一些学者

的眼中， 收入和生活水平差异的缩小正在使德国趋向纺锤形的 “单一阶

级社会”③。 纺锤形社会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抹平了联邦德国的阶级鸿

沟， 并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和新中间阶层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④

2. 新中间阶层的壮大

随着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 联邦德国在第三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

尤其是那些属于新中间阶层的科技和管理人员也有了大幅的增长。

在 20 世纪 50 年代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 联邦德国第三产业也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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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快的发展。 1952—1957 年， 联邦德国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年

增长率最高只有 3% （1957）， 其余年份都在 1. 5%以下， 其中有两年

（1955 年和 1956 年） 甚至是负增长。 制造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也

从 1952 年的 12. 7%下降到 1957 年的 6. 4% 。 但与此同时， 第三产业国内

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则呈总体上升态势。 其中， 流通业在 1955 年和 1956

年的增长率均超过 10% 。 到 1957 年时， 不仅流通业， 连公共服务业的增

长率也超过了农业和制造业。①

1960 年， 在联邦德国的三大产业中， 工业所占比例最高， 为

53. 5% ； 而第一、 第三产业的比重则分别为 5. 5% 和 40. 9% 。 到 1970

年， 第二产业在联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达到了最高的 57. 6% 。

彼时第一和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分别只有 3. 9%和

38. 7% ， 两者之和都不及单独一个第二产业。 但在此之后， 联邦德国三

大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就出现了历史性转折。 1975 年时，

联邦德国三大产业的结构为： 第一产业 2. 9% ， 第二产业 47. 7% ， 第三

产业 49. 4% 。 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到 1980 年， 三大产业在

联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进一步变为 2. 2% 、 44. 8%和 53% 。 第

三产业所占比重不仅超过了第二产业， 而且超过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的总和②。 通过以上数据的分析不难看出，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 联

邦德国经济和产业结构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在此之前， 联邦德国第三产

业虽然发展迅速， 但工业却一直是社会的主导产业， 这是工业社会的主

要特征之一。 但到了 1970 年之后， 联邦德国第二产业的比重却持续下

降， 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却持续上升， 并最终在 1975 年超过了第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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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最高的产业。①

随着经济、 产业结构的变化， 联邦德国的就业结构也呈现出了向后

工业社会转型的趋势。 根据有关统计， 1950 年， 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

就业总人数的 23. 2% ， 第二产业占 42. 3% ， 第三产业占 32. 3% ， 另有

2. 2%无法分类； 1960 年三大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相应为 13. 7% 、 48%

和 38. 3% ； 1970 年三大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相应为 8. 5% 、 48. 9% 和

42. 6% 。 到 70 年代中期， 上述状况出现了根本性变化。 1975 年， 三大产

业的就业比重为： 第一产业 7. 2% ， 第二产业 45. 6% ， 第三产业 47. 2% ；

1980 年， 三大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为 5. 5% 、 44. 1%和 50. 4% 。 上述统计

数据表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前， 联邦德国仍然是典型的工业社会

就业结构。 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一直是最大的就业群体。

此后， 联邦德国的就业结构出现了转型迹象，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超

过了第二产业， 成为最大的就业群体。 到 1980 年，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甚

至已经超过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之和。②

在产业和就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中， 工业时代作为最大就业群体的产

业工人也出现了缩小的趋势。 1950 年联邦德国有工人 1196. 7 万人， 占就

业总人口的 50. 9% ， 而到了 1980 年， 工人阶级的数量则下降到了

1137. 2 万， 其所占就业总人口的比例也下降到 42. 3% 。③ 与此同时， 属

于 “新中间阶层” 的非脑力劳动者则呈显著增长的趋势。 与小业主、 手

工业者、 小商人、 小农场主等 “老中间阶层” 不同， “新中间阶层” 主

要是由从事脑力劳动的科技人员、 管理人员等组成的。 20 世纪六七十年

代后， 随着产业和就业结构的变化， 不仅收入处于富裕阶层和底层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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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间的整个中间阶层都出现了扩大的趋势， 而且属于 “新中间阶

层” 的白领职员等也发展成为联邦德国的主导性就业群体。 1960 年， 在

联邦德国的就业职位中， 白领职员占 28. 1% 、 独立经营者占 12. 4% ；

1970 年相应的数字为 36. 2% 、 10. 4% ； 1980 年为 45. 7% 、 8. 6% 。①

随着收入和消费结构的变化， 联邦德国的社会结构逐渐由金字塔形演

变为纺锤形。 不少工人成为中等收入者， 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和社民

党逐渐成为建制派。 原本激烈的劳资冲突趋于平和， 传统阶级界限也日益

模糊。 社会矛盾的焦点随之开始从经济领域转向教育、 环境、 性别等其他

领域。 在纺锤形社会形成的过程中， 日益壮大的 “新中间阶层” 取代工人

阶级成为后工业社会中最具活力、 最具反抗精神的左翼社会群体。

总之， 尽管战后初期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完善大大弥合了工业时代的

社会和文化分裂， 减少了传统政治冲突大规模爆发的可能， 但随着联邦

德国开始逐步进入后工业社会， 新的文化和社会分裂又开始出现。 原本

在工业社会中最突出的劳资矛盾， 也逐渐为一直在工业社会中处于次要

地位及战后新出现的社会矛盾所取代。 联邦德国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及其

所带来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是该国新社会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

二 社会价值观转型

1.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流行

新中间阶层崛起后， 主要由这一群体所反映的 “后物质主义” （Post

Matierialism） 价值观也开始逐渐流行。 与工业社会中大多数人所追求的

各种单一价值目标不同， 后物质主义提倡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关注现代

化给个人生活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 反对将经济发展和技术升级作为衡

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 反对僵化官僚体制和权威， 将生活质量、 社会

团结置于比物质利益和人身安全更为重要的地位。

对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价值观变迁研究最著名的当属罗纳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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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哈特 （Ronald Inglehart） 的 《静静的革命》。 正是在这本著作当中，

英格尔哈特首次将 60 年代中期后西方社会中兴起的、 有别于工业时代的

价值观称之为 “后物质主义” 价值观。① 赫尔穆特·克拉格斯 （Helmut

Klages） 在英格尔哈特研究的基础上， 专门对联邦德国价值观变迁进行

了研究。 他认为， 60 年代中期， 联邦德国出现了所谓的 “传统断裂”

（Traditionsbruch）， 即从这一时期开始， 该国的主流价值观逐渐开始从传

统的 “义务、 纪律、 荣誉、 成就、 勤奋” 等接受价值转为 “享受、 参

与、 解放” 等自我实现价值。 与英格尔哈特相比， 克拉格斯的理论视野

更加宽阔， 他不是简单地将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立起

来， 而是从个体的思维和感觉出发， 提出了物质主义价值与后物质主义

价值相交融的多元价值观变迁理念。②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主要在联邦德国年轻人中流行。 战后初期成年的

“高射炮助手” 一代即在价值观上与老一辈存在明显差异。 少年时代直

接参与战争的经历给这一代人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二战之后， 他们常常

因此而产生失望、 恐惧和逃避的情绪。 “高射炮助手” 之后， 赫尔穆

特·舍尔斯基 （Helmut Schelsky） 所说的 “怀疑的一代” （The Sceptical

Generation） 也长大成人。 这是冷酷的、 摆脱幻想的、 现实的、 个人主义

的、 愤世嫉俗的、 自私的， 但却又不太可能成为不切实际的口号的牺牲

品的一代。③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 完全在战后出生的、 更加激进

的 “68 一代” 相继进入高中、 大学及工作岗位。 他们在价值观上表现出

更加明显的反体制、 反传统的后物质主义倾向。 例如， 在 16—29 岁的天

主教年轻人群体中， 按时去教堂参加活动的从 1963 年的 52% 下降到

1967—1968 年的 40% ， 到 1973 年则进一步下降至 24% 。④ 那么，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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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老一辈来说， 年轻人更容易受到后物质主义的影响呢？

从国内情况来看， 这主要是因为：

首先， 年轻人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 家庭收入的增长， 给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创造了延长在校学习时间的机会。 再加上战后生育高峰的叠

加效应， 让联邦德国中、 高等教育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出现了快速扩

张的趋势。 其中， 中学在校生总人数从 1950 年的 80. 1 万， 增长到 1970

年的 224. 3 万， 再到 1980 年的 347 万； 大学在校生人数也从 1950 年的

11. 7 万， 增加到 1970 年的 41. 2 万， 再到 1980 年的 81. 8 万。① 除了在校

生人数大幅度增长外， 选择接受更好教育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不仅毕

业后可直接升入大学的文理中学的就读人数在 1960 年后有了明显增长，

19—25 岁的人群中读大学的比例也从 1965 年的 6. 6%增加到 1970 年的

9. 5% 。② 中、 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提高了广大青年人的知识文化水平，

并使他们更易于接受注重生活质量和自我实现的后物质主义价值。

其次， 科技革命推动下快速发展的大众传媒， 也促进了年轻一代价

值观的变迁。 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 联邦德国大众传媒， 尤其是电视这

一新兴媒体发展迅速。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时， 有大约 50%的联邦德国

家庭拥有了电视。③ 大众传媒甚至成为联邦德国的第四权力。 只有在公

民获得足够的知识和信息之后， 政治和社会参与才能成为可能。 随着电

视等大众传媒在普通家庭中的推广， 各种信息的传播速度都大为加快，

并因此而唤起了中下层民众的政治和社会参与需求。 大众传媒， 尤其是

电视的普及对 60 年代中期后青年一代价值观的变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 例如， 电视节目对越南战争和院外大学生抗议的广泛报道， 带动了

年轻一代对政治的关注。 与此同时， 美国的音乐和生活方式也都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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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而为这些青年所熟知。 正是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发展， 才让年轻一代

情绪化的可感染性 （Beeinflussbarkeit für Emotionalisierung） 得到了加强，

并由此强化了这一群体的反体制、 反传统的后物质主义思想。

再次， 这还和年轻人生活的相对富足有关。 由于老一辈经历过

1929—1933 年的大危机、 战争所带来的各种苦难以及战后初期的物质匮

乏， 所以他们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而年轻一辈却对此印象不

深或完全没有印象， 他们成长在相对和平、 稳定和富足的时代， 因此他

们面对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时往往表现得更为激进， 所提出的解决方案

中往往也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怀疑的一代虽出生于战争年代， 但却

是在较少受到家庭和政治教育影响的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 相较父辈来

说， 他们具有更强的现实主义和社会生存能力。 68 一代完全在战后高速

发展时代出生和成长， 对战争苦难和战后初期的经济困难完全没有印象，

因此他们无法理解父辈满足物质富足的价值取向， 并开始主动追寻新的

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最后， 年轻人转向反对传统的后物质主义， 还和他们质疑及批判老

一辈在二战和纳粹时期所犯的罪行有关。 老一辈中的大多数人都直接或

间接地参与了二战， 因此他们常常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持回避态度； 而

年轻人， 尤其是完全没有经历二战的年轻人则更愿意深入反思纳粹历史

并拷问老一辈在二战中的罪责： “你们在当时做了些什么？”① 不同于

“高射炮助手” 对纳粹罪行所采取的缄默态度， 怀疑的一代与父辈在对

待二战历史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价值观冲突。 1963 年的奥斯威辛审判

让这种冲突达到了顶峰。 他们认为老一辈对西方民主的理解和实践是不

足的、 表面上的。 这是他们后来反对 《紧急状态法》 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战争罪行和两德分裂， 68 一代不仅缺少先辈们的民族认同感，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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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因其对纳粹罪行的谴责， 而与父辈形成了 “两代人的隔阂”①。 越南战

争爆发后， 老一代对西方破坏民主原则的行径漠然无视， 打碎了新一代

对他们最后的期待。 再加上时时悬于头顶的核威胁， 使得他们再也无法

继续按照先辈们的价值观继续思考和生活下去。

联邦德国年轻人倾向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还与其他西方国家， 尤其

是美国文化的持续影响有关。 二战之后， 随着美国对德占领的开始和持

续， 以及 1949 年之后美国在西德的长期驻军， 联邦德国的文化生活深受

美国的影响。 对当时迷茫无助的德国年轻人来说， 美国大兵的言行装束

所代表的就是所谓的自由、 个性的 “美国生活方式” （American Way of

Life）。 于是， 战后初期德国西占区和联邦德国曾出现过一股美国文化热，

牛仔裤、 可口可乐、 好莱坞大片随处可见。 德美文化交流机构， 如德美

学会 （ Deutsch-Amerikanischen Institute） 等纷纷建立； 1948—1953 年，

有大约 10 万名西德各界精英通过交流计划访问美国②， 并在此基础上建

立了促进两国知识分子交流的文化自由大会 （ Kongress für Kulturelle

Freiheit）。 “高射炮助手” 一代即是在美国摇摆乐等文化的影响下而充满

叛逆的。

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 来自美国的 “垮掉的一代” 的文化思

潮又对联邦德国价值观变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战之后， 美国出现了

一群放浪形骸、 讨厌学习和工作的青年作家。 他们无视国家法纪和社会

秩序， 不愿承担义务， 挑战一直以来为人们所遵守的传统价值标准， 因

此被称作 “垮掉的一代”。 50 年代中期后， “垮掉的一代” 所代表的思潮

迅速在联邦德国流行起来， 并对联邦德国年轻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正

如简·阿梅里 （Jean Amery） 在 1961 年所写的， “50 年代后期西风吹来，

日甚一日。 但是风气却已经或正在变得目无权威， 正如消费品生产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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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义一样， 双目所及， 世风日下。 美国式的欧洲文化和命运多舛的

50 年代末期一样， 都仅仅被归结为一点： 消费。 剩下的都是幻想”①。

除美国文化外， 欧洲先锋艺术 （Avantgarden） 也对后物质主义价值

观在联邦德国年轻人中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战结束之后，

美国文化霸权激起欧洲的反抗。 法国出现了亲美派和反美派激烈斗争的

“两个法国的分裂”， 并形成了所谓的 “文化马克思主义” 先锋思潮。 受

法国文化界的影响， 联邦德国也出现了反美的艺术情绪。 68 一代在充斥

着美国文化的社会中长大。 欧洲邻国先锋派思想的传入， 使得他们在越

南战争爆发后对美国充满了幻灭和痛恨。

2. 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兴起

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与文化变迁， 尤其是社会价值观变迁有着密切的

联系。 随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 这一价值观中所蕴含的生态主义

理念也开始在联邦德国等西方国家流行。 这是引发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

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战之后， 面对西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

（Rachel Carson） 在 1962 年出版的 《寂静的春天》 （Silent Spring） 中认

为， 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只有生态系统得到重视与保护， 人类社

会才能实现后续的生存与进步。 1971 年， 欧洲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 “罗

马俱乐部” （Club of Rome） 又在 《增长的极限》 （Limits to Growth） 一书

中指出， 如果不在全球范围内做出改变， 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会因遭

遇资源和环境的 “瓶颈” 而出现极大衰退。② 这两本书的出版给当时西

方世界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 让人们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和反省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并且开始注重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

题。 1972 年， 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届人类环境会议， 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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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 《环境宣言》， 呼吁全球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 为维护和改善生

态环境而共同努力。①

在联邦德国， 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学者也提出过反对科技与经

济无限进步的思想。 如阿多诺早在 1940 年出版的 《启蒙的辩证法》 中，

就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类 “统治自然” （Naturbeherrschung） 的思想

进行了批判， 并要求将人类从技术进步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后物质主义

价值观兴起后， 联邦德国左翼学者又将生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

起。 1973 年新左派重要理论阵地 《时刻表》 （Kursbuch） 杂志刊发了著名

左翼学者汉斯·恩岑斯贝格 （Hans Enzensberger） 主编和书写前言的

《生态与政治》 专刊， 明确指出 “生态斗争” 是具有 “阶级属性” 的。②

由于 68 运动后分化的新左派分子很多都成为新环境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和

推动者， 所以这种对他们影响较大的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生态

理念也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68 运动之后， 各种生态主义思潮在联邦德国民众中得到了快速的传

播。 据调查， 尽管 20 世纪 70 年代时发生了能源危机， 但环保仍然是最

受公众关注的三个议题之一。 甚至经济衰退和失业也没有减弱民众对环

保的热情。③ 受生态主义传播的推动， 作为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主要分

支之一的新环境运动在 1970 年之后也迅速地开展了起来。

在生态主义流行的同时， 战后兴起于其他西方国家的新式女性主义

思潮也开始在联邦德国加速传播。

1949 年， 法国著名女性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 （ Simone de

Beauvoir） 出版了被誉为 “女性主义圣经” 的 《第二性》， 该书是战后新

女性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④ 波伏娃认为， 女人是作为男人的他者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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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 这意味着， 在男权制社会文化中女性缺乏自主意识， 也从未根据

自身利益形成独立的群体。 波伏娃还相信， 男性出于强化自身统治地位

的需要， 便以自己所认为的 “女性” 概念强行塑造了女性。 因此， 女性

总是以男性的评价而行事， 这也让男人们用 “女性气质” 强行将女性划

为 “他者”。 因此波伏娃提出 “女人并不是天生的， 而宁可说是逐渐形

成的” 的观点。①

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后， 随着社会转型的开始， 波伏娃的思想逐

渐在其他西方国家中流行起来， 并发展出了不同的女性主义潮流。 其中，

以朱丽叶·米切尔 （ Juliet Mitchell ） 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Socialist Feminism） 者， 试图通过将其他各种理论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结合起来， 来揭示女性受到剥削和压迫的原因。 例如米切尔就把弗洛伊

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 她一边批判弗洛伊德对

男性生殖的崇拜及其女性为弱的观点，② 一边又大量吸收了精神分析法，

以此来弥补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妇女受压迫和解放问题论述的不足。 “米切

尔代表的是一种反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妇女自治运动， 以及一种改变

社会意识形态的 “文化革命”③。 而以美国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

（Kate Millett） 等为代表的激进女性主义 （Radical Feminism） 者则以男权

制社会为主要攻击目标， 通过阐释女性在 “性” 的方面所受到的各种控

制、 剥削和压迫， 来揭示男权社会中女性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根源。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随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日渐流行， 兴起于

其他西方国家的女性主义思潮也开始在联邦德国传播开来。 后物质主义

价值观中所包括的反传统、 反体制思想， 与女性主义反对男权统治和阶

级压迫的理论十分接近。 因此， 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开始， 许多受后

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的年轻女性纷纷加入女性主义者的行列。 她们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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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自治组织和开展争取权利的斗争， 成功地让原先在社会中处于次要

地位的性别平等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在这一时期涌现的联邦德国

女性主义者中， 最著名的当属爱丽丝·施瓦茨 （Alice Schwarzer）。

作为一名激进女性主义者， 施瓦茨的思想深受波伏娃的影响。 她在

回忆自己 1970 年初次见到波伏娃的情形时曾激动地表示： “对我而言，

与 《第二性》 的作者面对面就已经够令人感动的了…… 《第二性》 就像

是我们正要觉醒的妇女之间彼此传递的暗语。 而波伏娃本人、 她的一生、

她的作品都成了一种象征， 象征着即使是一个女人， 也可能突破所有的

阻碍， 冲破习俗与偏见的限制， 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一生。”①

20世纪 70年代之后， 施瓦茨一边致力于在联邦德国宣传波伏娃的男

权制理论， 一边积极投身于新妇女运动的实践当中。 1975 时， 她在代表作

《微小差异》 中表示， 社会是通过男人和女人来分层的。 性别认同并非来

自生物特性， 而是来自权力关系。 因此， 要想实现女性解放， 就必须在意

识形态上、 而非生物意义上消除男女性别差异。② 在 《妇女运动与妇女解

放》 一书中， 施瓦茨也明确指出， “千百年来反复的洗脑， 使我们相信我

们是卑贱的， 男性是强势性别这种观念已经深深地植入我们心中。 性别权

力关系的核心是性。 性统治是男权社会对妇女的公共统治的基础”③。 施瓦

茨的激进女性主义思想在联邦德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微小差异》 不仅

成为畅销读物， 而且其 “宣言式” 的论断还在媒体和政界引发了激烈的争

论。 正是靠着 《微小差异》 的热卖， 施瓦茨才有了足够的资金和其他女性

主义者一起创办了 《艾玛》 （Emma） 杂志。④ 自 1977年 1月 16日创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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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杂志很快就发展成为宣传女性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

除了以施瓦茨之外， 联邦德国其他激进女性主义者和仍以反对资本

主义制度为首要目标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美、

法等国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 正是女性主义的广泛传播， 为联邦德国新

妇女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第二节 早期国家治理中的 “保守主义”
倾向 （1949—1969）

1949 年之后， 随着东西方和两德分裂的定型， 联邦德国在国家治理

中出现了一定的 “保守主义” （Konservatismus） 倾向。① 受此影响， 联邦

德国早期不仅将直接民主排除在国家治理体制之外， 而且它还奉行一种

主要以反共冷战、 压制民众和歧视妇女为主要特色的国家治理政策。 当

后工业转型开始后， 联邦德国早期国家治理中的这种 “保守主义” 倾向

也成为引发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 国家治理体制中的 “保守主义” 倾向

联邦德国在国家制度结构 （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的设计中否定了

公民直接参与国家治理的形式， 废除了传统的直接民主制度。 这使得

《基本法》 所确立的国家治理制度具有明显的 “保守主义” 倾向。

1945 年之前的德国一直对西方代议制民主心存疑虑， 而这种制度本

身的问题则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 西方很早就对代

议制下的民主治理缺失问题进行过批判。 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启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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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卢梭。 在 《社会契约论》 中， 卢梭提出在民主制度下， 统治者与被统

治者相互分离， 只有全体公民以人民的身份集合在一起， 才能实现自身

的利益。 因此， 卢梭的人民民主理论是反代议制的思想渊源之一。 从理

论上看， 代议民主制只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一种表现形式， 它并不能取代

直接民主制度的形式；① 从历史经验来看， 1945 年之前的德国一直对西

方舶来的代议制持一定的批判态度。 在帝国时期， 代议制只是一个 “粉

饰”， 和真正的民主相差甚远； 而到了魏玛时期， 代议制也只是保证民主

政治生活的一个工具， 其重要性要低于公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 二战

之后， 为了减弱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干预， 联邦德国重新从西方引入

代议民主制度， 并由此形成了带有 “保守主义” 倾向的国家治理体制。

在联邦德国早期， 《基本法》 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措施限制和减少民众对

国家治理的干预：

其一， 间接选举联邦总统。 在最早的宪法草案中就确定了未来的联

邦总统不再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 这一条文在后来的制宪会议第三委员

会报告中再次得到了确认。② “由选举人选举联邦总统的目的是， 要将这

一全民代表与作为联邦性机构的联邦参议院联系在一起。”③ 1948 年 8 月

28 日， 制宪会议召开第六次会议。 会议成员古斯塔夫·冯·施莫勒

（Gustav von Schmoller） 在评论第三委员会的报告时再次指出： “从与魏

玛体系的区别来看， 我们的建议得到了最佳的体现。 草案建议总统不再

由人民选举， 也就是说， 在正常情况下， 如果联邦议院能就建立政府达

成多数的话， 总统就不能对组阁施加决定性影响。 联邦总统应该仅在几

种例外条件下有权解散联邦议院并诉诸全民公决， 而在其他情况下则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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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能。”① 联邦德国年轻的法学家克里斯托夫·默勒斯 （ Christoph

Möllers） 将魏玛时期公民直选总统的直接民主斥之为宪法 “民粹主义”，

并认为这是制定 《基本法》 时否定直接民主制度的主要理由。 “战后德

国立宪主义中双重的形式性被强有力的司法审查和以议会形式垄断民主

正当性所制度化。 《基本法》 有意废除了魏玛宪法中的民粹主义制度：

全民公决和直选总统。”② “在反对议会主义的弥久传统中， 诉诸民众经

常成为反对平等的程序和支持行政首长 （皇帝、 魏玛帝国总统， 或领

袖） 的魅力型统治的理由。 因此， 联邦共和国的宪法话语对制宪权问题

采取完全形式主义的方法， 将宪法秩序的政治正当性问题并入 ‘规范

的’ 宪法的文本解释的实践中， 就不是偶然的。”③

其二， 高门槛的议会政党制度。 联邦德国政党研究专家赫伯特·基

舍尔特 （Herbert Kitschelt） 认为， 以政党数目和政策联盟状况为核心的

政党制度是决定国家民主治理的首要因素。 《基本法》 不仅给予了政党

正式的法律地位， 还为政党进入议会设置了 5%的门槛， 政党在获得 5%

的选票后才能在议会中拥有议席。 这一安排的初衷是将激进的少数派政

党挡在议会之外， 以维护政党制度的稳定， 避免类似纳粹党那样的反体

制政党再度夺权的危险。 “一个 5%的门槛， 意图是把小的 （激进的） 挑

战者挡在门外。”④ 然而， 这一安排却使得联邦德国的政党政治日益僵

化， 不仅三党制格局很难被打破， 连中右翼联盟党的执政地位都很难被

撼动。 在像联邦德国这样的内部组织盘根错节的国家中， 激进且弱小的

政治组织很难在政党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 “德国一直是由联合政府所管

理的， 但联合政府中的一个合作者一直居于统治地位。” “在行政的舞台

·13·

第一章 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兴起的背景 

①

②

③

④

Wernicke， Kurt （Hrsg. ）， Dokument Nr. 13， Die Parlamentarische Rat， 1948 - 1949， Akten
und Protokolle， Band II， Boppard am Rhein： Harald Boldt Verlag， 1981， S. 404.

Boldt， Hans， “Parlamentarismustheorie： Bemerkungen zu ihrer Geschichte in Deutschland，”
in Der Staat， Vol. 19 （3）， 1980 （0）， S. 385 - 412.

[德] 克里斯托夫·默勒斯 （Christoph Möllers）、 赵真： 《 “我们 （畏惧） 人民”： 德国

立宪主义中的制宪权》， http： / / www. calaw. cn / article / default. asp？ id = 10683#m78。
Kriesi， H. ， Koopmans， R. ， Duyvendak， J. W. ， & Giugni， M. G. ，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p. 29.



上， 有形地融入通道以及行政的能力， 是由行政掌握的资源量和它的内

部结构决定的。”① 传统的政党国家很难避免领袖原则和精英统治。 虽然

有任期和政党竞争的限制， 但政党权力还是会交到一些政治领导人或精

英代表手中。

其三， 协商合作式的院外利益集团制度。 二战之后， 联邦德国不仅

重建了魏玛时期的企业代表会， 还建立了强大的工会组织， 即以德意志

工会联合会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 为首的各行业工会联合组织。

联邦德国以立法及集体合同的形式， 确立了工人代表组织与企业主利益

集团平等协商的劳资共决机制 （Mitbestimmung）。 “一种资源丰富的、 结

构紧凑的、 专业化的利益集团制度， 也能够阻止挑战者融入国家。 此外，

对挑战者来说， 公共行政和私人利益协会之间的高度体制化的、 包容性

的政策谈判安排， 是完全无法参与的。 换言之， ‘合作主义’ 类型的安

排将是比多元主义类型的政策网更强有力的、 更不可融入的。” “德国半

主权的国家是相对软弱的， 它的联邦主义， 它的司法强有力的地位和众

多类国家机构的自主性， 如著名的联邦议院， 全都促成了德国公共行政

的分割。 但德国具有一种有凝聚力的、 中央集权的利益集团制度， 利益

集团被高度整合进决策过程， 因而提高了国家的行动能力。”② 尤其是德

国的工会制度 “战后被盟国进行了完全的重构……德国工会完全被整合

进体制化的共决和协作的机制中”③。 不过， 在这种高度合作化的院外利

益集团制度中， 居于体制外的新生社会力量却很难找到自己的盟友或发

出自己的声音。 工会的官僚化和院外政治的制度化， 增加了民众影响政

治的难度。

其四， 否定全民公决。 1945 年之后， 《基本法》 设计者在盟国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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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放弃了联邦层面的直接民主 （Referendum， 或称全民公决）， 堵塞了

公民通过法定的直接民主制度， 即政党政治和院外利益集团活动组成的

代议民主制之外的途径参与联邦政治活动的道路， 降低了国家适应新的

社会分裂状况的能力。 《基本法》 第 20 条第 2 款明确规定， 联邦德国必

须以代议制的形式来实现民主。 之所以 《基本法》 会秉持这样的 “代表

绝对主义” （reprasentativer Absolutismus）， 主要是吸取了纳粹借民族主义

和民粹主义上台的教训。 在民主制度中， 作为 “一个统一主体的 ‘民

族’” 概念的存在是不合适的。 “从魏玛共和国失败中得到的教训是， 被

选出来的中央机关的执行人， 也就是总理必须有足够的权力。 随着限制

而来的……首先是国家的专制， 然后是 ‘民族’ 的不受宠。”① 正是参与

机会的缺乏导致了新左派及其继承者在意见与利益表达上的 “非传

统性”。

其五， 加强宪法法院的权力， 强调法制国家原则。 二战之后， 德国

西占区和联邦德国的政治家将宪法法院设计为 “宪法守护者”， 意图让

联邦宪法法院成为维护国家法治原则的实权机构。

在德国历史上， 从来没有一个司法审判机关能成为 “宪法守护者”。

纳粹法学家卡尔·施密特 （Carl Schmitt） 在 《宪法的守护者》 一书中，

曾明确表示 “拥有民事、 刑事及行政审判权而对诉讼作出裁判的法院不

是宪法守护者”。 将政治问题的司法解决当成是法治国概念的理念， 但是

却也忽略了把司法权扩及或许不具司法本质的领域， 只会让司法权受到

损伤。② 当最早提出让法院成为宪法守护者的奥地利宪法之父汉斯·凯

尔森 （Hans Kelsen） 到德国发表自己的看法时， 施密特还和其发生过激

烈的 争 论。 实 际 上， 在 魏 玛 时 代 的 宪 法 冲 突 中， 德 国 国 家 法 院

（Staatsgericht） 因权力太小和缺少独立性而很难扮演调停者和仲裁者的

·33·

第一章 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兴起的背景 

①

②

Roth， Roland， & Rucht， Dieter （Hrsg. ）， Die sozialen Bewegungen in Deutschland seit 1945，
Frankfurt a. M. ： Campus， 2008， S. 58.

[德] 卡尔·施密特： 《宪法的守护者》， 李君韬、 苏慧婕译， 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
第 16、 25 页。



角色。

二战后， 魏玛宪法中关于宪法守护者的安排和施密特的理论遭到批判

和否定， 《基本法》 正式确立了联邦宪法法院的宪法守护者的地位。 在议

会委员会 （Parlamentarische Rat） 探讨 《基本法》 的过程中， 成立联邦宪

法法院是重要议题之一。 为了使其真正成为 “宪法的守护者”， 议会委员

会决定给予联邦宪法法院和其他联邦机构同等的宪法地位， 其判决对所有

法院及国家机构有效。 此外， 在经过征询专业意见之后， 议会委员会决定，

将联邦宪法法院从其他的联邦法院系统中独立出来。 1949 年之后， 首届联

邦议院又根据 《基本法》 的相关规定制定了 《联邦宪法法院法》。

相比魏玛宪法来说， 《基本法》 和 《联邦宪法法院法》 不仅赋予了

联邦宪法法院在联邦国家机构中进行裁决的大权， 而且还让宪法法院成

为与其他联邦宪法机构地位平等的独立联邦机构。 但是， 扮演了 “宪法

守护者” 角色的联邦宪法法院却又成为联邦德国限制人民民主权利的工

具。 “公民不时会看到这种情况， 由他们选举运转的政党政治因宪法法院

最渴望行使的那种职能而停摆， 宪法法院就是一个影子皇帝……讲究国

家利益至上的、 封闭的、 施密特式的人民民主模式是值得高度怀疑

的。”① 作为联邦德国早期进行反共斗争和压制左派的 “宪法守护者”，

联邦宪法法院在新社会运动中不止一次否决了左翼当局出台的政策和法

律， 并由此成为社会保守势力的大本营。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 联邦德国还围绕 《基本法》 形成了一系列所

谓的 “宪法共识”， 如： 加强国家在利益协调中的地位， 强调 “总理治

下的民主”； 国会在政治决策中扮演协调角色； 压制院外活动， 反对利益

交换对国会构成压力； 劳资利益协调优先， 限制罢工权； 利益协调的共

赢取向； 有自卫能力的民主等。② 这些共识明显是将民主代表和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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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参与相分离。① 它们充分体现了联邦德国早期国家治理体制中 “保

守主义” 精英统治的特色。 后工业转型开始后， 这种带有精英统治特色

的国家治理体制， 成为新左派及其分化产生的左翼力量所批判和反对的

对象之一。

二 国家治理政策中的 “保守主义” 倾向

1949—1969 年， 联邦德国一直在国家治理中奉行一种带有 “保守主

义” 色彩的统治政策。 “尽管联邦德国的有形体制结构是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完全重建的， 劳工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被整合了， 但它的统治精英

对挑战者的支配性战略却继续是以过去的经验为标志的。 在国家好战的

民主的自我形象背景下， 西德的政治精英强行把所有激进主义的痕迹从

政治舞台上排除掉。 作为魏玛共和国创伤的后果， 对挑战者的宽容被解

释成软弱， 严厉压制被视为预防可能出现另一个魏玛共和国的必要措

施。”② 这种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国家治理政策也是引发联邦德国新社会

运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自联邦德国建立后的 17 年间， 代表中右翼保守势力的基督教民主联

盟 （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 下文简称基民盟） /基

督教社会联盟 （Christlich-Soziale Union， 下文简称基社盟， 基民盟和基社

盟在一起简称联盟党） 和自由民主党 （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 下文

简称自民党） 长期掌控国家权力。 由于联盟党在内阁中占据主导地位且

仅康拉德·阿登纳 （Konrad Adenauer） 就执政 14 年， 所以这一时期又被

称为 “基民盟国家” （CDU-Staat） 时期。③ 正是在保守派长期占优势的

政治格局下， 联邦德国在国家治理中产生了带有明显 “保守主义” 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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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 其主要特点包括：

首先， 加入北约， 倒向美国为首的西方。 重新武装和加入以美国为

首的北约是阿登纳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阿登纳强调， 联邦德国面对苏

联的威胁， 不能没有军事准备。 重新武装和加入西方军事集团的政策在

联邦德国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对。 反对者不仅担心武装后的联邦军队会将

自己的枪口对准东德同胞，① 而且还害怕联邦德国加入西方军事集团会

断送德国统一的前途。② 然而， 为了实现重新武装， 阿登纳不仅对国内

的反对意见置若罔闻， 而且还同意接受盟国所列的限制条件。 就这样，

随着 1955 年 5 月 《巴黎协定》 的生效， 联邦德国在阿登纳的强势推动下

最终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一员。

其次， 坚持反对共产主义和左派的立场， 尤其是严厉打击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的德国共产党。 十一月革命后建立的德国共产党曾在二战中

与法西斯进行过坚定的斗争。 战后初期， 德国共产党实现重建， 并在

1949 年 8 月举行的第一届联邦议院选举中获得 5. 7%的选票和 15 个议

席。 在冷战背景下， 亲西方的阿登纳政府实行强烈的反共政策。 1951 年

11 月， 阿登纳政府向联邦宪法法院上诉， 以违宪为由要求取缔德国共产

党。 1956 年时， 联邦宪法法院做出裁决， 责令德国共产党解散并不得成

立替代组织。 根据这一判决， 德国共产党的党产遭到没收， 其各级组织

也被州内政部门和联邦政府内政部所取缔。③ 此外， 联盟党还在竞选中

多次攻击共产主义， 称其会让联邦德国受控于苏联。④

再次， “基民盟国家” 还加强了对内公共安全政策， 限制普通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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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政治观点的权利和途径。 在以近代普鲁士警察制度为范本重建了各

州警察体系之后， 它又通过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而进一步对公民权利进

行了限制。 如 1953 年颁布的 《集会法》 （Versammelungsgesetz）， 表面上

给予公民集会、 游行、 示威的权利， 但实际上却将这些权利限制在一个

很窄的范围内。 同年， 阿登纳政府还完善了 《刑法》 和 《刑事诉讼法》，

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 允许警察限制公民权。 与扩大警察权密切相关

的还有冷战背景下的宪法保护制度， 其本质是打着宪法保护的幌子对公

民进行监视， 而且在实际中受到监视的基本上都是左派。

最后， 还将女性束缚于家庭中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 战后初期的联

邦德国妇女无论在家中还是在社会上的地位都有显著的提高。 但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 当联邦德国一切步入正轨后， 国家和社会却又开始重申妇

女的传统角色。① 在联盟党、 基督教会等保守势力的主导下， 联邦德国

早期一直坚持着一种以 “男主外、 女主内” 为主要特色的家庭和社会治

理政策。 在联邦德国保守派看来， 理想中的女性应该是拥有一个大家庭

的家庭主妇， 她们的任务是照顾好丈夫和孩子， 收拾好家务， 她们的性

格是被动的， 天真烂漫的， 有依赖性的， 最重要的是满足于现状。 而野

心勃勃的职业女性则是令人厌恶的。 在关于女性角色的调查中发现，

75%的男性和 72%的女性皆认为妇女属于家庭。②

“基民盟国家” 之所会奉行一种带有 “保守主义” 倾向的政策， 首

先是因为联邦德国建立时， 各大政党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均持反苏反共

的立场。 领导联盟党执政的阿登纳是坚定的反共斗士。 他认为 “成为西

方一部分的德国是合乎其精神与社会结构、 历史传统和人民意愿的”③。

为了维护民主制度和国家安全， 传承基督教信念和西方价值观， 联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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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必须加入西方。 除了联盟党和阿登纳， 左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下文简称社民党） 也在政治和意

识形态上坚持反苏反共立场。

其次，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讨好西方， 以便让联邦德国在东

西方冷战和国家分裂的情况下获得再生和复兴。 阿登纳认为， 只有紧

密地与西方保持一致， 联邦德国才有可能摆脱受大国联合控制的局面，

才有可能在东西方冷战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之地。 由于在冷战中 “德国

是不可或缺的”①， 所以只要联邦德国加入西方阵营， 西方就必然要为

它减负松绑， 帮助它从一个被管制的国家变成一个自立的伙伴。 之后

的联邦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 （ Ludwig Erhard） 和库尔特·基辛格

（Kurt Kiesinger） 继续执行阿登纳的亲西方政策，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

于这一考虑。

最后， 这还是由联邦德国老百姓的政治 “风格” 所致。 所谓政治

风格 （Habitus）， 是指一个人在中小学和重要的社会化进程中被打上的

烙印， 它是一种内化的无意识的行为。 在联邦德国的成年人， 先后经

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两次帝国的军事独裁和两次战后的经济崩溃， 这

使得他们缺少政治热情， 并对政治生活充满了迷茫。 与此同时， “输入

的民主” 也没有给西德人更多的政治活动空间。 因此， 相较于国家政

治中的保守主义政策， 他们更关注的是能否获得物质层面的安全。② 在

冷战大环境的限制和联邦政府的积极引导下， 刚刚被二战和纳粹统治

折腾得筋疲力尽的西德民众渴望物质生活的改善， 而较少关注自身民

主权利的问题， 这是 “保守主义” 国家治理政策能够在阿登纳时期形

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2 年 10 月的 “ 《明镜周刊》 事件” （Spiegel-Affäre） 最终迫使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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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纳去职。① 1966 年 “基民盟国家” 结束后， 库尔特·基辛格又领导组

建了联盟党—社民党大联合政府。 早在 1959 年时， 长期在野的左翼政党

社民党就在 《哥德斯贝格纲领》 中彻底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1966 年时， 该党又与保守的联盟党一起组成了大联合政府。 社民党的改

弦易辙引起了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左派力量的强烈不满， 并成为 60 年代

中期院外抗议运动高涨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大联合政府延续了带有 “保守主义” 色彩的国家治理政策。 其中最

突出的表现就是出台 《紧急状态法》。 当局认为， 在 “内部全面崩溃的

危急时刻”， 这部法律对保卫国家是绝对必要的。 由于在所谓的紧急状态

下， 国家可以部分取消 《基本法》 中的法制原则， 所以这部法律很容易

让人们联想到魏玛宪法第 48 条， 即在紧急状态下， 魏玛共和国总统有权

干涉宪法所保护的公民民主权利。 在最初制定 《基本法》 时， 议会委员

会并没有将紧急状态条款列入。 20 世纪 50 年代末， 反共意识形态浓厚

的 “基民盟国家” 则将这一法律的通过当作了 “头号目标”。 1960 年，

联邦内政部长格哈德·施罗德 （Gerhard Schröder） 首次向联邦议院递交

了 《紧急状态法》 草案， 提出在战争、 自然灾害等重大灾难爆发后， 国

家可以对部分公民基本权利进行必要的限制。 尽管这项法律一直遭到院

外抗议运动和 68 运动的强烈反对， 但基辛格大联合政府还是在 1968 年

通过了它。② 除了制定 《紧急状态法》 之外， 大联合政府还支持美国的

越战政策， 并一直在家庭和妇女政策等方面裹足不前。 这些做法都是引

发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重要原因。

1969 年维利·勃兰特 （Willy Brandt） 上台后， 社民党—自民党联合

政府开始减少和消除国家治理政策中的保守主义倾向。 勃兰特不仅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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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 “新东方政策”， 缓和与社会主义国家， 尤其是东德的关系， 而且

还在国内推行一系列所谓的 “内部改革” （ innerer Reformen）， 以兑现自

己竞选时 “我们要推进民主” 的想法。 但是， 勃兰特的国内改革进展缓

慢。 1974 年， 勃兰特的一名秘书被查出是东德间谍。 勃兰特被迫辞职

后， 新上台的赫尔穆特·施密特 （Helmut Schmidt） 为了维护经济增长和

社会稳定， 不仅中止和改变了勃兰特时期开启的多项改革政策， 而且还

对日渐激进的左派力量给予了严厉的压制。 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在

改革中的一再拖延和倒退， 是激起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又一重要原因。

总之，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联邦德国国家治理的体制和政策一直呈

现出一定的保守主义色彩。 而当 60 年代中期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后，

联邦德国早期国家治理中的这种保守主义倾向也没能及时做出改变。 这

也是导致该国新社会运动爆发和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节 新左派的崛起及分化

在联邦德国向后工业转型的过程中， 原先处于次要地位的社会矛盾

逐渐暴露出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以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

（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 简称 SDS） 为代表的联邦德国新

左派 迅 速 崛 起。 该 组 织 及 其 分 化 产 生 的 左 翼 环 保 公 民 动 议

（Bürgerinitiative Umweltschutz） 和女性主义小组成为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

的重要领导和推动力量。

一 新左派的崛起

新左派是 50 年代末期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左翼知识分子群

体。 在战后反对斯大林模式和社民党的过程中， 以菲德尔·卡斯特罗

（Fidel Castro）、 切·格瓦拉 （Che Guevara） 等人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社会

主义革命思想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讲坛马克思主义等左翼社

会主义思潮在西方各国迅速传播。 深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的年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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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知识分子， 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 展开了对后工业社会

转型时期西方社会的批判。 随着这些人在组织形式和政策主张方面与社

民党 “老左派” 的区别越来越大， 他们便以 “新左派” 的面目活跃于西

方各国的政治舞台之上。 可以说， 新左派的崛起过程， 就是它在组织和

理论上与老左派分道扬镳的过程。

联邦德国新左派的代表是 1946 年成立的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

该组织本是社民党在高校中的青年组织。 战后重建时期， 它与在野的老

左派观点接近， 互相支持。 然而， 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开始， 作为老

左派的社民党意识到， 自己必须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纲领， 才能在大选

中获得成功。 同属老左派的德意志工会联合会也因为劳资共决制度的发

展而逐步丧失了原先的斗争精神， 和社民党一样成为建制派。 与此同时，

随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流行，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政治观点却

变得越来越激进， 并因此与老左派在很多问题上发生了冲突。 例如， 在

50 年代末的反核军备扩散抗议中， 该组织就拒绝支持社民党的保守

态度。

1960 年 6 月 19 日， 社民党决定中止对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援

助， 并支持该组织内部的右翼分子在高校中另建拥护社民党政策和纲领

的大学生政治团体 “社会主义高校联盟” （Sozialistischer Hochschulbund，

简称 SHB）。 随后， 社民党鼓励学生脱离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 加入

新成立的社会主义高校同盟。 面对老左派的打压，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

联盟于 1961 年 10 月 1—2 日在法兰克福召开第 15 次代表大会， 宣告本

组织 “现在首次获得了完全的独立”。 1961 年 11 月 8 日， 社民党正式宣

布在组织上与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断绝关系。 同时还出台决议禁止

社民党党员参加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

然而， 被开除的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不仅没有走向消亡， 反而

继续以独立的政治姿态参与复活节游行运动、 反 《紧急状态法》 运动等

院外抗议活动。 而就在此时， 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的大学生运动以更为

激进的形式发展起来。 美国学者怀特·米尔斯 （Wright Mills） 撰文，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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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使用 “新左派” （英语 New Left， 德语 Neue Linke） 一词称呼大学中这

些与产业工人政治诉求有明显区别的左翼学生群体。 1961 年 3 月 29 日—

4 月 10 日，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成员前往英国参加新左派活动。 第

二年， 他们又召开了新左派研讨会。 当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与英国

等地的新左派接触之后， 便决定给自己也贴上新左派的标签。

整个 20 世纪 60 年代上半期，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在大学生中

的影响不断扩大。① 根据 1967 年 2 月 《明镜周刊》 的调查， 在参与过政

治集会的联邦德国年轻人中， 有 27%同情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目

标。② 该组织的快速发展为之后 68 运动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总体来看， 在后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联邦德国新左派， 在许

多方面都与老左派存在一定的区别。

首先， 两者的组成人员不同。 老左派的成员大多来自工人， 尤其是

年长的工人。 而新左派团体则主要是由年轻的左翼知识分子组成。 美国

学者米尔斯在 《致新左派的一封信》 中， 提出了所谓的文化工具和文化

工人的概念。 他主张以文化为标准来确立新左派与老左派的主要界限，

并把传统上所说的左翼知识分子都划入了以文化为标准界定的新左派的

范畴。③ 联邦德国新左派理论家汉斯 - 于尔根·克拉尔 （Hans-Jürgen

Krahl） 也表示， “知识分子必须加入组织化的阶级斗争， 他们不再是精

神文明工作的代表， 精神文明工作也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代表”④。 作为德

国社 会 主 义 大 学 生 联 盟 成 员 的 于 尔 根 · 沙 尔 滕 布 兰 德 （ Jürgen

Schaltenbrand） 在 1962 年时也明确指出， 联邦德国新左派主要是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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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探讨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小组。 这些小组主要

由学生、 知识分子的青年骨干组成”①。

其次， 两者在指导思想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方面也存在较大差

别。 二战之后， 西德老左派的指导思想主要是所谓的 “民主社会主义”。

而新左派的指导思想则吸收了许多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讲坛马克思主义

的理念， 如反对后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对人的压抑， 反对技术精英， 将

白领、 学生、 知识分子等非体力劳动者而不是工人阶级看作革命的社会

基础等。 与此同时， 到 1959 年后， 老左派还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过时

论， 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再适合分析联邦德国这样的社会现实， 也不必一

定要被应用于改造现实社会。 但新左派认为， 老左派只从财产关系的变

化就认为联邦德国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调， 以及

作为老左派代表的工会和社民党指导思想的转变， 都是拘泥于科学社会

主义的结果。② 通过激烈批判老左派的教条， 新左派获得了新的活力。

他们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展开斗争， 却又并不指望资本主义经济

危机和随之而来的革命， 而是专注于解决联邦德国的现实问题。③

再次， 两者对代议民主制度也持不同看法。 老左派认同西方的代议

民主制， 因此多在体制内进行合法活动， 而新左派则反对代议民主制，

因此经常采用体制外的街头抗议形式展开斗争。 西方工人政党自 19 世纪

末起就逐步进入议会并开始组阁执政。 因此， 二战后各国信奉 “民主社

会主义” 的左翼工人党中， 基本都赞成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制度。 而西

方的工会组织则作为这些政党重要的合作伙伴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代表集

团在院外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虽然罢工还仍然存在， 但斗争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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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剧目” 都已程式化。 合法的、 温和的抗议一般都很难引发当局的镇

压。 “老左派” 通过制定和发表自己的纲领、 计划和宣言， 为国家未来

的发展出谋划策。 而 “新左派” 则对资本主义国家持怀疑或反对态度。

他们倾向于从体制外发起挑战， 反对议会道路和政党政治， 反对封闭的

院外利益集团及合作协商机制， 主张通过直接行动来解决问题。 “新左

派” 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它反对资本主义国家中由精英阶层所实行的威权

统治， 不相信官僚体系和代议制政府。 以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为代

表的 “新左派”， 不仅要求在大学中， 而且还要求在广泛的社会各领域

中实行直接民主制， 这种带有卢梭主义和乌托邦倾向的思想， 常常会受

到 “老左派” 的批判。

最后， 两者在组织形式上也有区别。 老左派多采用集中化组织形式，

而新左派则多无固定的组织形式。 68 运动领袖 D. 科恩 - 本迪特 （D.

Cohn-Bendit） 曾明确表示， 我们不完全拒绝组织， 但我们不认为一个革

命领袖和革命政党是必要的。① 由于对组织形式存在分歧， 德国社会主

义大学生联盟后来逐渐分裂为 “反威权派” 和 “传统派”。 反威权派反

对建立集权组织， 因为这样会对成员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构成威胁。 该派

不仅要求在各个组织层次上实行自治， 还反对科层化的政党和工会组织，

反对领袖原则和森严的组织结构， 要求老左派组织增加开放性和包容性。

新左派中的传统派虽然试图建立新的集权化组织， 但这一目标在实践中

却很难获得成功。

1967 年 6 月 2 日，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内再次因组织问题而发

生了激烈的争论。 以克拉尔和鲁迪·杜切克 （Rudi Dutchke） 为代表的

一方要求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在未来的斗争中组织起来， 但这一要

求却遭到了来自西柏林和法兰克福的反威权派的强烈反对。 1967 年 9

月， 杜切克在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第 22 次代表大会上认为， 精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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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国家从军事到心理全面压制社会。 因此， 必须唤起 “革命性群体意

识”。 后来， 杜切克和克拉尔在卡尔·施密特的影响下提出了自己的游击

战理论， 并试图以此来解决新左派的革命组织问题。 但是， 这一理论既

反对组织的集权化， 又要求在组织中实行军事化原则。① 因此， 它不可

能从根本上提高新左派的组织化程度。 总体来看， 新左派自始至终都没

能建立像老左派那样的集权组织， 这是它很快发生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只要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想要积极前进， 缺乏组织性就不是问题，

而是必然。 一旦失去动力， 缺乏组织性就会终结这一组织。 如果 ‘德国

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 还像这样继续发展下去， 它就无法逃脱美国伯克

莱大学生组织的命运： 解散。”②

二 新左派的分化

1. 环保公民动议的兴起

68 运动结束后， 部分新左派分子在生态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转向了环

境议题。 20 世纪 70 年代初， 从新左派分化而来的左翼环保公民动议在

联邦德国发起了以 “政治生态运动” （politischer Ökologiebewegung） 为代

表的新环境运动。 这些环保公民动议将唯经济增长论和技术至上主义当

作物质主义的体现， 它们希望通过贯彻生态主义理念， 来重塑整个国家

治理体制。

其实， 68 运动尚未结束时， 新左派就已经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

掺入了生态主义的诉求。 如 1970 年 6 月， 海德堡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

盟就曾对联邦德国参与建设莫桑比克大坝的政策进行过抗议。 68 运动结

束后， 从新左派分化出来的环保分子中， 无论是主张以暴制暴和人民革

命的激进派， 还是反集权、 反暴力的稳健派， 都是通过组建和参与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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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动议积极投身于政治生态运动的。 “左派转向对生态问题感兴趣形成

了一种国家批判模式……倾向于和平主义和日常生活问题的绿色运动明

显区别于传统的环境运动。”①

公民动议原先仅指具有某种特定目标而没有正式组织的公民小组。

有人认为公民动议这一名称可能来自 1967—1968 年的 “社会民主选举动

议” （Sozialdemokratische Wählerinitiative）。 68 运动开始后， 公民动议的

内涵迅速发生变化。 霍斯特·齐勒森 （Horst Zillessen） 在 1974 年指出，

公民动议是一种公共性或协会性小组， 其目标是 “克服明显的、 典型的

对自然或环境的错误认识， 它们的工作是自由和无偿的， 并聚焦于地方

立法和短期问题的解决”②。 而 P. 迈尔 -塔施 （P. Mayer-Tasch） 则区别

了两种公民动议的类型， 一种是持久的， 以对政治、 经济和社会产生长

期影响为目标， 这种公民动议不是因为某种紧急形势而产生的， 而是为

了在现有社会条件下， 加强具有相同或近似目标的单一行动之间的团结；

另一种就是专门针对某一目标而产生的公民动议。③

由于在斗争的目标和方式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新左派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分化出了不同的左翼派别和团体。 在那些继续进行 “革命” 的新

左派中， 除了极少数成为红色恐怖分子外， 其余多数都参加了较为激进

的社会主义组织 “K 小组” （K-Gruppen）。 在政治生态运动中， 这些激

进的 “K小组” 试图通过参与和控制环保公民动议， 来实现它们推翻资

本主义统治的理想。

与此同时， 原属德国社会主义大学同盟的 “反威权派” 也在瓦解后

产生了许多互相攻击的小群体。 各个不同的小组试图选择不同的议题，

与其他不满的社会群体组成联盟， 继续从事他们的 “社会主义” 抗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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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在这之中最著名的要数所谓的 “非暴力行动小组” （Gewaltfreien

Aktionsgruppen） 和 “非教条派” （Undogmatische）。 非暴力行动小组虽然

继承了新左派的反体制、 反威权思想， 但却主张尽量少地使用暴力手段

来实现这一目的。 “非教条派” 基本放弃了马列主义， 他们主要是以自

治、 自决的方式在分散的小组织中自发地进行斗争。 这些温和的小组后

来很多都融进了 70 年代的公民动议之中。

根据伯恩德·古根贝格 （Bernd Guggenberg） 的观点， 68 运动结束后，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小组经历了从 “单点” 活动走向统一的过程。① 在 20 世

纪 60年代末 70年代初， 公民动议反对的都是一些明确的、 地方性的项目

和政策， 如空地开发、 快速路建设等。 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环保公民动议

小组主要有 “环保行动” （Aktion Umweltschutz e. V. ）、 “上莱茵地区中央

环保公民动议” （ Bürgeraktion Umweltschutz Zentrales Oberrheingebiet e.

V. ）、 “汉 诺 威 环 保 公 民 动 议” （ Bürgerinitiative Umweltschutz e. V.

Hannover） 等。 之后， 虽然针对单个问题的公民动议仍在继续发展， 但

公民动议的组织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公民动议之间的横向联系不断加

强。 这些环保公民动议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期从事的环保活动主要

包括： 在媒体上呼吁关注健康与环境问题， 揭发对环境有损害的建设工

程和污染， 举行抗议活动等。 环保公民动议内部都有专门针对某一领域

的 “对立专家” （Gegenexperten）。 相对体制内的专家来说， 这些专家更

注重技术的政治影响、 而不是技术本身。 各领域的对立专家可以参加所

谓的审批程序， 对环境治理的过程产生影响。 此外， 环保公民动议还通

过积极开展各种环境教育来参加环境治理。

在环保公民动议中， 绝大多数都属于与新左派有一定渊源的左翼小

组。 正是在这些左翼环保公民动议的领导和推动下， 以政治生态运动为

代表的新型环境运动在联邦德国迅速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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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新左派到新妇女运动中的女性主义者

与法国类似， 领导和推动新妇女运动的女性主义者很多也是从 68 运

动中的新左派女大学生分化发展而来。 对于新妇女运动与联邦德国 68 运

动的关系， 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新妇女运动是由

68 运动发展而来，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新妇女运动是为了纠正 68 运动的

错误。 在 68 运动中， 新左派激进组织 “公社” 提倡的女性解放、 自由性

爱等， 导致了传统性道德的沦丧。 这一问题后来一直为新妇女运动所诟

病。 68 运动的许多宣传册中都出现了有关性和避孕的知识。 而后来的新

妇女运动却只是将避孕药丸当作与生育有关的工具， 而非与性爱有关。①

不过， 即使是后面这种否认新妇女运动是由 68 运动发展而来的观点， 也

承认两个运动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在 68 运动中， 部分女大学生将妇女解放当作了核心目标， 并推动运

动不断向前发展。② 新左派试图将自己的内部结构改造为未来社会结构

的典范。 但实际上， 在男生们集会、 静坐、 散发传单时， 女生们却在男

生的领导下负责打印传单、 煮咖啡、 看孩子。 在集会中， 她们几乎很少

明确发表自己的观点， 也无法对运动产生很大的影响。 她们在 68 运动的

核心组织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中处于被领导的地位。 在 1968 年 9 月

法兰克福召开的第 23 届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联邦代表大会上， 男女

代表的分裂愈加严重。 以孕妇西格丽德·吕格尔 （Sigrid Rüger） 为代表

的女性代表甚至在会上向主席台投掷了番茄。③

在 68 运动所带来的生活方式革命和自我实现理念中， 与新妇女运动

浪潮直接相关的就是私人生活的政治化和性道德的改变。 女大学生们在

第 23 届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 家庭中的阶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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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表现为男性是资产阶级， 女性是无产阶级。 只有女性有足够的动机，

加上坚决态度， 才有可能颠覆男权社会的专制。 “要取消私人生活与社会

生活之间的藩篱， 私人生活的改变要按照政治行动来理解。”① “德国社

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组织关系。 人们极力掩盖这种冲突，

因为这必将导致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重组。 回避的方式非常简单，

人们只要将生活的某一个领域从社会中孤立出来， 并冠之以私人生活的

名号即可。 这种禁忌化导致妇女在认同男权的社会中受到压迫并遭到男

性的统治。”②

在 68 运动之后， 新左派分化出来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小组选择以

性、 家庭等私人问题作为突破口， 继续从事反体制、 反威权斗争。 此时

虽然有很多女性成员还在原来新左派的阵营内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讨论

相关妇女问题， 但也有少数要求完全独立的妇女小组 （Frauengruppen），

认为妇女遭受了资本主义和男权主义的双重压迫。 如慕尼黑社会主义妇

女组织 （Sozialistischen Frauenorganisation München， 简称 SFOM） 便是如

此。 该组织最早可追溯到 1969 年慕尼黑大学社会学专业女大学生成立的

左派组织， 其目标是推动妇女问题的解决和妇女工作的开展。 虽然 1970

年时 68 运动和妇女小组之间还没有明确的界限， 但慕尼黑社会主义妇女

组织在早期讨论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有与男性同志完全脱离的要求。③ 慕

尼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还成为当时各类妇女小组的聚会之处。 这些小组

成员交叉， 互相支持。④ 此外， 以 68 运动中曾向新左派男性成员投掷西

红柿的黑尔克·桑德尔 （Helke Sander） 为代表的 100 名女性还成为西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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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妇女中心 （Frauenzentrum） 的最初动议者。

许多年轻女性通过 68 运动加入新妇女运动。 这些人之所以参与斗

争， 与他们在新左派中反抗男人的政治意识的发展密不可分。 正是在她

们的推动下， 独立的新妇女运动在 68 运动后逐步发展了起来。① 68 运动

中所使用的政治工作和革命手段成为新妇女运动展开斗争的工具。② “对

新妇女运动浪潮来说， 68 运动的意义主要在于在象征性的层面上作为相

关事件持续地产生了影响。”③

在联邦德国向后工业转型的进程中， 新左派及其分化产生的左翼力

量让联邦德国早期充满保守主义色彩的国家治理模式陷入了困境。 新的

社会和文化分裂并不能直接导致国家治理危机。 只有当那些受后物质主

义价值观影响的新左派要求国家正视后工业社会中所存在的社会问题，

即那些与 “生活世界殖民化” （Kolonialisierung der Lebenswelt）、 “后工业

压迫” （Postindustrial Oppression） 和 “风险社会” （Risikogesellschaft） 有

关的社会问题， 而国家又未能及时拓宽公民参政议政的渠道， 新的亚文

化群体缺少在体制内表达意见和参与国家治理的途径时， 他们才会将自

己的诉求集中体现到一系列非 “传统” 社会运动当中， 并对后工业社会

转型时期联邦德国的国家治理产生冲击。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 西方世界普遍出现了向后工业社会

转型的迹象。 在各国陆续兴起的新左派及其分化产生的左翼力量， 都

将不满和反抗的矛头对准了以代议民主制为核心的西方国家治理体制。

不过， 从新社会运动形成的背景来看， 联邦德国在西方国家中有两个

特殊之处： 一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年轻一代中的流行， 很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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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代人缺少服从纳粹独裁和忍饥挨饿的经历， 从而更易于与老一辈

所持的传统价值观发生冲突有关； 二是处于冷战前沿且吸收了魏玛共

和国灭亡教训的联邦德国在早期国家治理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保守主

义倾向。 这些因素后来对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具体诉求都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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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

演进及理念

  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发轫于 68 运动。 20 世纪 70 年代后， 这场运动

逐步进入高潮， 并分化出新环境运动、 新妇女运动等不同的分支。 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 虽然还存在突发事件引起的抗议浪潮， 但联邦德国新社

会运动总体上已趋于平稳， 且大部分走上了制度化的道路。

1967—1983 年， 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核心理念和诉求是反对带有

保守主义色彩的国家治理体制和政策， 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实

现社会秩序的根本性变革。 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 新左派及其分化

产生的左翼力量在不同领域发起了重塑国家治理体制的抗争。

第一节 新社会运动的产生： 68 运动的形成与演变

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萌芽于 68 运动。 尽管学术界对于 68 运动是否

属于新社会运动存在争论， 但在笔者看来， 相对于以工人运动为代表的

传统左翼社会运动来说， 68 运动无疑更符合新社会运动的特征。 无论是

发生背景、 领导核心、 参与者出身， 还是目标理念、 组织形式和斗争风

格， 68 运动都与其后新社会运动的其他分支并无太大区别。

一 68 运动的形成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起， 以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为代表的新左

派开始加强各个院外抗议运动之间的联系， 并有意识地利用这些运动所



形成的动员资源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 1966 年底大联合政府建立后， 新

左派提出强烈抗议， 并在 1967—1968 年间借助一些突发事件将院外抗议

运动汇集为声势更为浩大的 68 运动。 在这一过程中， 新左派将原本目标

各异的院外抗议运动发展为在问题界定、 原因追述、 要求及价值取向等

方面具有某些统一特征的运动， 并将其变为了贯彻自己 “反威权斗争”

（Die antiautoritäre Revolte） 理论的政治实践工具。

68 运动的兴起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联邦德国发生的院外抗议

活动 （Außerpalarmentarische Opposition） 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谓院外抗

议运动， 是指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后由联邦德国部分社民党党员、 工

会会员和青年大学生群体等左派政治力量参与发动的一系列斗争的总

称， 其主要代表有复活节游行运动、 反 《紧急状态法》 运动、 青年—

学生运动等。 通过在院外抗议活动中积累经验和资源， 新左派逐渐走

上了独立抗争的道路。

联邦德国新左派在 68 运动中开展的反越战斗争， 是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前、 中期发动的类似斗争的继续。 新左派之所以会选择以越南战争

作为自己的攻击对象， 主要和它早期参与复活节游行运动的经历有关。

源自 50 年代反重新武装运动的复活节游行运动， 主要目标就是反军国主

义、 反战、 反扩军和实现西德社会的民主化。 在 60 年代初期时， 新左派

就是通过借鉴复活节游行运动中与越南战争相关的主题和斗争形式， 才

独立地开展起了反美反越战的斗争。 从 1964 年开始，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

生联盟曾组织了多场反对越南战争的斗争和宣传活动， 如放映专题电影，

举办座谈会等。 1966 年 2 月初， 新左派又与其他大学生政治团体合作在

西柏林发动了 2000 人参加的第一次大规模反战示威。 同年 5 月 22 日，

该组织副主席哈特穆特·达布罗夫斯基 （Hartmut Dabrowski） 还在法兰

克福大学召开的主题为 “越南分析： 一个个案” （Vietnam-Analyse， eines

Exempels） 的会议上， 严厉批评了联邦政府支持美国对越南军事干预的

政策。 会后， 学生们在新左派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

并发布了致联邦总理艾哈德的公开信， 声明联邦政府无权以人民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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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越南战争。①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另一位领袖贝恩德·拉贝

尔 （Bernd Rabehl） 也明确指出： “第三世界及其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接替

了 19 世纪无产阶级的古典的作用。 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 这些运动会发

展起一种新的道德和信任， 新的政府和社会的形式。 但是， 只有在第一

世界人民的支持下他们才能得胜……我们应当根据在第一世界发生的革

命性变革来解释这些榜样。”②

新左派的反越战运动得到了各类青年学生组织的广泛支持。 包括左翼

的 “社会主义高校联盟” “德国自由大学生联盟” （Liberaler Studentenbund

Deutschlands， 简称 LSD） 和右翼的 “基督教民主大学生联盟” （Ring

Christlich-Demokratischer Studenten， 简称 RCDS） 等， 都对美国发动越战的

行径表示谴责。 1967年 2月 11日，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 与 “社会

主义高校联盟” 和 “德国自由大学生联盟” 共同举行集会， 反对美国发动

越南战争。 新左派理论家杜切克在会上明确表示， “我们必须发起挑战，

以便赢得更多的支持者”③。 在此次集会上， 以新左派为首的左派大学生不

仅打出了越共的旗帜， 还焚烧了美国总统的头像。 与会者甚至喊出了 “美

国佬滚出越南！” “约翰逊是刽子手！” “支持胡志明！” 等口号。④ 5 月初，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领导法兰克福左翼学生在 “德美友好周” 开幕时

发动游行， 抗议美军入侵越南和出现在法兰克福街头。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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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新左派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参与开展的反 《紧急状态

法》 （Notstandsgesetz） 斗争， 也为它在 68 运动中开展类似斗争奠定了基

础。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联邦德国刚开始讨论 《紧急状态法》 的时

候， 就有少数左翼作家和科学家对这部法律的思想进行了批判。 到 60 年

代初期， 反 《紧急状态法》 运动逐渐成形。 该运动的核心目标就是反对

国家通过 《紧急状态法》， 并认为这一法律所规定的紧急状态会取消法

制原则。 参与反 《紧急状态法》 斗争的人不仅包括知识分子， 也包括工

人等其他左派分子。 例如五金工会和化学工会就坚决反对这一法律。

在 68运动爆发之前的院外抗议运动中， 新左派就一直组织学生跟工会

一起反对 《紧急状态法》 的通过。 1966 年 9 月 1—4 日召开的 “德国社会

主义大学生联盟第 21 届代表大会” 做出了反对通过 《紧急状态法》 的决

议。① 同年 10月 30日， 新左派参加了在法兰克福召开的有 8500 人参加的

“民主的危机” （Notstand der Demokratie） 大会。 这场大会围绕反对 《紧急

状态法》 的主题设了 “制定 《紧急状态法》 的历史责任与政治责任”；

“ 《紧急状态法》 中的新闻和舆论自由问题”， “ 《紧急状态法》 对日常生活

的影响”， “紧急计划， 经济与雇工问题”， “ 《紧急状态法》 之违宪问题”

以及 “良知自由与反抗权利问题” 等 6 个分会场。② 法兰克福学派等左翼

知识分子和工会领导都参与了此次大会。 图宾根大学哲学教授恩斯特·布

洛赫 （Ernst Bloch） 在会上表示： “我们今天走到一起， 就是要阻止某些事

情开始。” “以前那些先生们通过宪法第 48 条玩够了把戏； 现在我们决不

答应这些先生们用他们的 《紧急状态法》 戏弄我们的未来。”③ 大会为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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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左派工会和新左派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 决定成立新的领导理事会。

秘书长赫尔穆特·绍尔 （Helmut Schauer） 是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

全国主席。 1966年 11月至次年 2 月， 受大联盟政府成立的影响， “民主的

危机” 理事会共在 80 余个城市建立了行动委员会。 到 1967 年， 行动委员

会发展到 150个。

此外，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后左翼大学生为争取高校改革而发起的

一系列抗争， 也对 68 运动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关于这部分内

容将在本书第三章中进行详细分析。

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院外抗议活动的发展， 左翼大学生的反抗

情绪空前高涨， 从而为 68 运动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1967 年 6 月 2 日， 伊

朗国王穆罕默德·巴列维 （Mohammad Pahlavi） 访问西柏林。 西柏林学

生抗议美国和他勾结压迫伊朗人民。 学生们与保护巴列维的警察发生矛

盾， 并高呼： “冲锋队！ 盖世太保！ 你们为什么要为巴列维打人？”① 在

冲突中， 学生本诺·奥内佐格 （Benno Ohnesorg） 头部中弹， 当场死亡。

奥内佐格被害的消息传出后， 全国大学生掀起了激烈的抗议活动， 联邦

德国 68 运动就此正式爆发。

二 68 运动的演变

在 68 运动期间， 以新左派为核心的左翼大学政治团体主要进行了以

下一系列斗争：

首先， 积极开展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斗争。 1967 年下半年， 杜切克

等人曾多次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于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赫

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等人探讨有关越南战争的问题。 德

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还于 1968 年 2 月 5 日在法兰克福大学举行了以

“支持越共” 为口号的主题宣讲会。 该组织领导人之一克拉尔在会上发

表题为 《论第三世界的革命解放运动与大都市中的抗议运动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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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Zusammenhang zwischen revolutionären Befreiungsbewegungen in den

Ländern der Dritten Welt und den Protestbewegungen in den Metropolen） 的讲

话。 会后， 杜切克企图带领学生游行队伍包围美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

以期对美国和联邦德国当局 “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①。 在这次宣讲会的

推动下， 1968 年 2 月 17—18 日，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及其他左派大

学生政治团体还联合发起了反对越南战争国际大会。 杜切克在会上发表

题为 《同志们，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的演讲， 指出越南的形势正逐渐

恶化， 与会者必须发挥自身的创造力， 果断而多方面地发动群众， 才能

与越南革命者共同期待取得最后的胜利。②

1968 年 2 月 29 日晚， 超过 6000 名示威者在法兰克福市内举行示威

活动， 要求 “结束在越南的战争”。 国际教会委员会主席马丁·尼默勒

（Martin Niemöller） 发表演说， 认为 “美国不可能在越南取得胜利”， 波

恩的 “大联合政府” 必须认识到， 院外抗议运动的参与者根本不相信任

何 “沉默是公民义务” 的说法。 来自西柏林的政治学家艾克哈德·克里

蓬道夫 （Ekkehard Krippendorf） 则强调， 学生示威主要不是为了反对美

国， 而是为了和马丁·路德·金等其他美国国内反对越战的人更接近。

在集会人群的压力下， 当天下午为参加此次集会而被捕并有可能面临刑

事处罚的杜切克最终被释放出来。③

其次， 在 68 运动中， 新左派还与大联合政府就通过 《紧急状态法》

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奥内佐格被警察打死后， 警察滥用权力的行为立即在大学生中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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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极大的愤慨。 左翼学生们决定不能将此事件看成是一个个别事件， 而

是将其作为反对 《紧急状态法》 的重要理由。 1967 年 6 月 8 日抗议运动

的组织者声称， 巴列维访问期间的警察手段， 尤其是 2 日的西柏林的流

血事件清楚表明， 他们受到了谋划中的 《紧急状态法》 的威胁。 6 月 27

日， 法兰克福大学的左派学生再次号召举行反对 《紧急状态法》 的游行

活动。 11 月 16 日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还散发传单， 希望学生对法

兰克福大学政治哲学教授卡罗·施密特 （Carlo Schmidt） 的讲座发起占

领活动。 “作为大学教师的他反对大学生的民主， 作为大联合政府部长的

他则支持 《紧急状态法》。” ① 后来， 激进的学生们果然在施密特教授讲

座时开展了有关占领教室和 《紧急状态法》 辩论活动， 有几个德国社会

主义大学生联盟的成员还因此被告上了法庭。② 学生们还指出， 校长不

允许学生打扰施密特教授讲座的要求是对言论自由的践踏。③

在联邦议院对 《紧急状态法》 进行 “三读” 和 “终读” 讨论之前，

左翼大学生于 1968年 5月 11日又在西柏林召集了大规模示威游行。 “民主

的紧急状态” 理事会组织了 “向波恩进军” （Sternmarssh auf Bonn） 和其

他一系列抗议活动。 数千人按照既定计划参加了示威游行活动。 活动结束

时，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主席和工会领导人都发表了反对通过 《紧急

状态法》 的演讲。 但是， 工会其实并没有在反对 《紧急状态法》 这一问题

上采取和学生一样强硬的立场。 他们同一天在多特蒙德组织了一次单独的

示威行动。 而且， 在游行示威结束后， 工会又拒绝了学生组织实行总罢工

的要求。 激进的左派大学生们非常生气， 于是决定自己发动占领课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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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抗议 《紧急状态法》。 5月 15日联邦议院对 《紧急状态法》 进行三读时，

法兰克福的学生又在 1848年革命时期召开第一届德意志邦联议会的地方举

行了集会示威。 激进学生领袖克拉尔号召让大学成为反对 《紧急状态法》

的行动中心。① 虽然工人也上街声援学生， 但这些抗议活动却阻止不了

《紧急状态法》 在 5月 30 日正式被联邦议院通过。② 此后， 新左派与工人

及其他左翼派别的合作难以为继， 曾经风光一时的反 《紧急状态法》 斗争

也就此消沉。 1968年 8月， “民主的紧急状态” 理事会最终宣告解散。

再次， 反对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的斗争 （Anti-Springer-Kampagne）。

反对右翼出版巨头施普林格集团的斗争也是 68 运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 在 68 运动期间， 出版巨头施普林格对新左派等左翼大学生政治团体

采取敌视态度， 因此而激起了后者的强烈不满和抗议。

1967年 10月 14日， 左翼大学生们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通过散发传单、

撕毁杂志等方式抗议施普林格出版社。 14—15 日 “德国社会主义独立

（中） 学 生 行 动 中 心 ” （ Aktionzentrums unabhägiger und sozialistischer

Schüler， 简称 AUSS）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施普林格出版社的 “暴力”

提出批判并要求没收其财产。 第二天，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也在汉

堡的施普林格出版大楼前举行抗议活动。 联盟领导人对施普林格的垄断

经营行为给予了强烈谴责， 并认为媒体垄断是反民主的， 因此应该没收

施普林格的财产。 示威者数次遭到警察和官员的驱逐和批评。 德国社会

主义大学生联盟的示威行动得到了当地高校学生代表大会 （Konvent） 的

支持。 “我们提倡非暴力行动， 在这一前提下尽可能地去做吧！” 学生们

的激进行为遭到了校方和当局的弹压。 1968 年 2 月 8 日， 西柏林自由大

学宣布禁止学生参加有关施普林格的占领活动。 2 月 15 日， 联邦德国内

政部长保罗·吕克 （Paul Lücke） 也在 《世界报》 （Die Welt） 上发表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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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认为， 如果有那么一天， 执法或司法机关无法控制个别捣乱分子的话，

内政部将毫不犹豫地坚决取缔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①

1968 年 4 月 11 日的 “杜切克被刺事件”② 让反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的

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当时， 许多城市都爆发了阻碍该集团出版

物邮寄和运输的行动。 在西柏林， 刺杀事件发生后不久学生们就举行集

会商讨袭击施普林格出版集团驻该地办事处的问题。 当晚有 2000 名学生

包围了施普林格的办公大楼。③ 几十名学生冲进出版集团大楼内， 但之

后又主动撤了出来。 在警察介入后， 学生们又烧毁了多辆该集团的运输

车辆并阻塞了通道。 5 天之内， 共有 5 万多人参加了抵制该集团出版发

行的活动。 有 827 人受到了法院的控告。 在慕尼黑， 学生们也发动了类

似的攻击施普林格旗下 《图片报》 编辑部的活动。 第二天复活节假期

时， 参加运动的人数达 35 万， 多地发生暴力冲突及伤亡事件。 此次事件

不仅是反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斗争的高潮， 也是整个 68 运动的斗争高潮。④

如此大规模的非法暴力抗议引起了当局和社会各界的忧虑和不满。 1968

年秋季假期结束后， 为声援被施普林格以占领和损害其财产为罪名而告

上法庭的霍斯特·马勒 （Horst Mahler），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发出

集会号召， 但只得到了 1000 名学生的响应。

在 “反施普林格斗争” 的高潮过后， 新左派很快放弃了在社会中争

取同盟者的做法， 重新开始了校园占领活动。 但是， 此时的德国社会主

义大学生联盟却遇到了更多的困难。 一方面， 占领行动被视为是激进的

非法行为， 甚至法兰克福学派也对此难以接受； 另一方面， 在某些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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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行动取得胜利之后， 提倡非暴力原则的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也

面临着学生中暴力分子的挑战。 再加上新左派内部在手段、 战略和组织

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分歧， 它从 1968 年冬季之后便再也无法发起大规模抗

议。 1970 年，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自行宣布解散。

从总体上看， 联邦德国新左派所领导的 68 运动主要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 这场运动中虽然存在不同斗争， 但这些斗争都是以反对晚期资本

主义国家 （Spätkapitalis） 的威权统治为政治目标的； 其次， 在这场斗争

中， 不存在统一的领导机构， 各地的新左派及其他左翼大学生政治团体

都基本处于自治的状态； 最后， 在斗争风格上， 新左派及其他左翼大学

生政治团体较多地采用了集会、 示威、 游行、 占领等非法手段， 甚至有

时候大学生们也采取了暴力对抗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 68 运动

中， 除了本节所介绍的几类斗争外， 左派大学生还重点进行了争取高校

治理变革的斗争。 关于这场斗争的详情将放在本书第三章中进行论述。

第二节 68 运动后新社会运动的分化及演进

68 运动开启了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大幕。 在此之后， 新社会运动

开始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而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分支， 便是新环境运动和

新妇女运动。

一 新环境运动的演进： 以政治生态运动为核心

新环境运动又称第二次环境运动 （zweite Umweltbewegung）、 现代环

境运动 （moderne Umweltbewegung）。① 因指导思想的缘故， 这场运动在

联邦德国还被称为 “生态的运动” （ökologische Bewegung） 或 “生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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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Ökologiebewegung）。① 正是在后物质主义生态理念的指导下， 历史

上拥有悠久环保传统的联邦德国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形成了

实用主义的全国统一环保政策， 并在此推动下发展出以政治生态运动为

代表的新环境运动。 1973 年石油危机之后， 官方的实用主义环保政策推

进迟缓， 而由左翼环保公民动议领导和推动的政治生态运动则呈蓬勃发

展之势。

1. 通往新环境运动之路： 从自然—家园保护运动到政治生态运动

20 世纪 70 年代初， 随着生态主义的传播， 拥有悠久环境运动传统

的联邦德国在体制内实用主义环保政策的推动下发展出了由左翼环保公

民动议发动和领导的政治生态运动。 而这种政治生态运动的兴起， 则标

志着联邦德国新环境运动的形成。

德国的环境运动传统源远流长。 早在 19 世纪晚期的德意志帝国时

期， 由于快速工业化带来了对自然景观的破坏， 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

发起了有组织的自然保护 （Naturschutz） 运动。② 如音乐家和作家恩斯

特·鲁多夫 （Ernst Rudorff） 曾按照所谓的美学理念， 建立了德国历史上

最早的自然保护组织 “德国家园保护联盟” （Deutscher Bund Heimat-

schutz）。③   

一战后， 出于凝聚民族、 鼓舞士气的需求，④ 带有右翼保守主义色彩

且重视 “家园” 多于自然的 “自然—家园保护” 运动发展迅速。 纳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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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后， 这场运动的参与者迅速投入了它的怀抱。① 1933 年希特勒夺取

政权后， 德国自然保护组织一致投票同意将自己并入新的帝国人民财产

与家园联盟 （Reichsbund für Volkstum und Heimat）。 自然资源保护者还一

度在纳粹的自然资源保护机构中担任要职。 在帝国林业部长赫尔曼·戈

林 （Hermann Goering） 的领导下， 纳粹德国不仅成立了一个中央自然保

护部门， 而且还于 1935 年通过了德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国家自然保护法，

将珍稀植物、 动物、 自然遗迹和先前建立的自然保护区都置于国家的保

护下。②

二战之后， 以治理某种环境污染问题为目的的左翼环保运动又逐渐

发展起来。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 1949—1962 年间由鲁尔地方利益集团、 市

民组织和市政当局共同发动的大气保护运动。 这场运动的内容主要包括：

首先， 鲁尔煤矿区居民联合会 （ Siedlungsverband Ruhrkohlenbezirk，

简称 SVR） 坚定地要求通过立法改善鲁尔区的大气污染状况。 1952 年 8

月 27 日， 鲁尔煤矿区居民联合会主席施图尔姆·克格尔 （Sturm Kegel）

在 《西德汇报》 （Westdeutsche Allgemeines） 上公布了一份要求在鲁尔所属

的北莱茵—威斯特伐伦州 （Nordrhein-Westfalen， 下文简称北威州） 引入

大气质量法规的报告。 同年 10 月 10 日， 克格尔又在鲁尔煤矿区居民联

合会理事会上正式提出 “工业区大气污染治理” 法案。③

其次， 1949—1962 年， 许多鲁尔市民组织， 如杜伊斯堡 （Duisburg）

的市民联合会 （Bürgervereine）， 也对大气环境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这种民间的自发运动在 1956—1957 年后渐入高潮。 例如， 在 1957 年 1

月 9 日杜塞尔多夫市民联合会上， “市政当局备受质疑———他们与大工业

同流合污反对受苦的人民； 在这里， 发言人号召反对大气污染的民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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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在这里发出了关键性的呼声： ‘都市上的阴霾夺走了我们的健

康！’”① 在鲁尔地方市民联合会的推动下， 联邦市民联合会也于 1958 年

4 月 22 日向联邦议院建议， 采取明确的法律手段治理大气污染。

最后， 在此期间， 鲁尔区的某些市政当局和专业科研机构还展开了

一系列科学调查。 这些调查不仅有力地证明了鲁尔区大气污染的严重性，

还确认了大气污染与居民健康之间的联系。 如奥博豪森 （Oberhausen）

市卫生局协同盖尔森基兴 （Gelsenkirchen） 健康研究所曾于 1957 年夏至

1958 年秋进行了一次对矿区居民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的调查。 这次调查

以铁的事实表明， 鲁尔工业区的大气污染对当地居民健康的危害是不容

否认的。 “长期以来关于大气污染是否有害健康的争执终于有了定论： 鲁

尔区的孩子与其他地区的同龄人相比， 身材矮小， 体重较轻， 且常常患

有佝偻病。”②

在大气保护运动的推动下， 鲁尔的空气污染问题引起了联邦德国政

界的普遍关注。 1961 年 4 月 28 日， 后来成为联邦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发表

了著名的题为 “鲁尔的天空必须再度湛蓝” 的演说： “持续的调查结果

显示， 大气、 水污染与白血病、 癌症、 佝偻病和血象变化有着密切的联

系。 这甚至在孩子身上就能确认。 令人震惊的是， 这么一个与千百万人

息息相关的全局性工作直到今天为止还未能全面展开。”③

与此同时， 1949—1962年鲁尔大气保护运动还促进了联邦德国带有生

态主义色彩的环保原则的形成。 例如， “问责原则” （Verursacherprinzip）

的产生就与鲁尔大气保护运动有关。 所谓 “问责原则”， 就是 “谁污染

谁治理” 的原则。 在二战前出现的 “工业保护区” 原则下， 鲁尔居民也

必须分担治理大气污染的费用。 但这种观念在 1949—1962 年的鲁尔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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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保护运动中遭到反对和否定。 因此， 1962 年北威州 《大气污染治理

法》 明确规定， “对本企业内外部设备进行审查计算的成本……由企业

负担”①。 与生态主义相符的问责原则后来被联邦德国确立为实施环境治

理的主要原则之一。

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开始， 在鲁尔大气保护运动的推动下， 受生

态主义价值观影响的社民党总理维利·勃兰特，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进

实用主义环保政策：

其一， 1971 年， 联邦政府制定了历史上首个环境规划， 对 “环境政

策” （Umweltpolitik） 做出了明确的界定。 “规划” 按照生态主义原则， 要

求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健康环境， 防止土壤、 空气、

水以及动植物受到人类的侵害， 并消除已造成的伤害或不良后果。 同时，

提出了环境治理的三大具体原则；② 其二， 初步实现国家环境治理的制度

化。 1972年联邦内政部设立了专门为联邦政府制定环境政策提供科学建议

的环境问题常设委员会 （Rat von Sachverständigen für Umweltfragen）。 1974

年， 国家环境治理的业务主管部门联邦环境署 （Umweltbundesamt） 成立；

其三， 出 台 了 一 系 列 环 保 法 规， 如 1971 年 的 《飞 机 噪 音 法 》

（Fluglärmgesetz）、 1972 年的 《垃圾处理法》 （Abfallbeseitigungsgesetz） 及

1974年的 《联邦大气污染防治法》 （Bundes-Immissionsschutzgesetz）。

除了勃兰特政府的推动之外， 许多体制内相关的社会组织此时也十

分关注环境议题并支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环境保护政策。 如在 1969—

1970 年年度报告中， 德国工业联合会 （ 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简称 BDI） 就提出了自己的环保政策。 德国工商业大会

（Deutscher Industrie-und Handelskammertag， 简称 DIHT） 在 1972 年也建

立了环境保护工作组 （Arbeitskreis für Umweltschutz）。 之所以经济界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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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期对环保采取支持态度， 主要是它们此时还未预料到环保的巨额成

本。 体制内实用主义环保政策的发展， 尤其是全国统一环境政策的形成

和官方对生态主义环境治理原则的引入， 不仅体现了当时联邦德国全社

会环保意识的提高和环保热情的高涨， 而且还为政治生态运动的产生提

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像德国这样的稳定下来的老左派……可以成

为新社会运动的盟友。”①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作为新环境运动代表的政治生态运动登上了历

史舞台。 与传统环境运动相比， 政治生态运动是一场企图以生态主义重

塑国家治理体制和社会秩序的 “乌托邦” 式的社会政治运动。

2. 政治生态运动的发展演变

“公民动议为新环境运动打造了基础。”②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 主要

由新左派分化而来的左翼环保公民动议在联邦德国发展迅速。 到 1972 年

时， 十五个环保公民动议小组在法兰克福成立了环保公民动议联盟

（Bundesverbandes Büergerinitiativen Umweltschutz e. V， 简写为 BBU）， 来

自改善环境行动联合会 （Aktion zur Umweltverbesserung e. V）、 地球之友

协会 （Freunde der Erde）、 生物保护联盟 （Bund für Lebensschutz）、 世界

生物保护联盟 （Weltbund zum Schutz des Lebens， e. V. ） 等组织的成员共

同组成了联盟理事会。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的主要任务是向公众阐明环境

保护的意义， 影响行政机构及议会的决策， 并在各公民动议小组中扮演

协调者和交流者的角色。 “一方面消除工业界和行政部门令人震惊的误

解， 另一方面发挥超越单个公民动议组织的影响力。”③ 环保公民动议联

盟积极支持同类型公民动议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院外环保集团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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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初，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在政治生态运动中首要关注

的议题是如何阻止危害环境的交通设施的修建。 如号称最早的公民动议

“莱茵河堤岸保护联盟” （Der Verein zum Schutze des Rheinufers） 曾发起

反对路桥建设破坏莱茵河生态的大型抗议宣传活动。 抗议行动不仅得到

了不计其数的环保公民动议和德意志建筑师联盟 （ Bund Deutscher

Architekten） 的支持， 还引起了地方和联邦政府的高度关注。 在公民动

议及其他组织的共同压力下， 地方交通主管部门开始重新制定规划方

案。① 与此同时， 以 “马克西近郊行动组织” （Aktion Maxvorstadt） 为代

表的慕尼黑公民动议小组也进行了反对修建公路的斗争。 为了向市政府

施加压力， 这些公民动议采取以下多种形式的斗争来展现以汽车、 公路

为导向建设城市对环境的危害， 如印刷并分发自己的传单和布告； 组织

集会示威活动； 举办展览， 与媒体合作； 影响市长和市议会的选举； 参

加听证会等。②

进入 1974 年之后， 70 年代初期联邦德国全社会一致推进环保的情况

发生了改变。 从客观上说， 这主要是因为 1973 年石油危机的爆发， 不仅

让公众感受到了罗马俱乐部所说的能源枯竭的灾难场景， 而且还让西方

扭转经济衰退的压力骤增。 从主观上看， 则主要是因为， 在勃兰特因间

谍丑闻突然下台后， 新上任的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将保证能源安

全和经济发展放在了国家战略的首要位置。 而且国家的这一战略还得到

了工会和经济界的支持。 尤其是能源、 化工、 造纸、 汽车等行业的工会

和大企业害怕环境治理会影响自己的利益。③ “对政府、 经济界和工会来

说， 环保会危害就业。”④ 随着官方在环保立场上的不断退缩， 联邦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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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生态运动在 1974 年之后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环保公民动议小组和体制外其他生态主义组织的蓬勃发展， 是这一

时期联邦德国政治生态运动迅速推进的主要标志之一。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后， 环保公民动议的关注焦点和行动领域

都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特征。 根据 1977 年的调查， 在 331 个联邦德国公

民动议中， 关注并活跃于能源、 交通运输、 景观保护等领域的分别有

40% 、 33%和 32% ， 关注并活跃于城市规划与工业领域的也分别有 23%

和 19% 。 此外， 垃圾管理、 化学药品使用和有机农业、 水污染、 大气污

染、 噪声污染、 军事设施污染等也都是公民动议关注和活跃的领域。①

与此同时， 环保公民动议的反体制自治性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1978 年时，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将公民动议运动的目标界定为： “地球应

该是所有生命的家园， 世界也是如此。 要消除恐惧、 强迫和贫困， 摒弃

等级体系。” 与传统的自然保护组织相比， 公民动议缺少科层官僚结构和

正式的组织规则。 在公民动议当中， 人人地位平等， 权力相当， 最新成

立的动议甚至连固定的成员都没有。②

除了环保公民动议继续发展外， 此时联邦德国还出现一些体制外的

生态主义科研机构。 与传统的自然—家园运动不同， 新环境运动是一场

基于科学思想的运动。 因此， 那些受生态主义理念影响的 “对立” 专家

和 “对立” 科研机构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科学研究结

论， 这些专家和研究单位不仅让民众更加信服生态主义理念， 而且也推

动了大企业对环保的重视。 1977 年， 位于弗莱堡的生态研究所 （Öko-

Institut） 正式建立。 它是之后一系列独立环境研究所的先驱， 是 “对立”

专家们发挥作用的平台。 与此同时， 在英国激进技术运动和 “选择性”

技术中心的示范作用下， 柏林理工大学也建立了 “选择性技术跨学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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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 （Interdiszipläre Projektgruppe Alternative Technologie）。①

进入 1973 年后， 环保公民动议推动政治生态运动向着选择运动的方

向发展， 这意味着它不仅构建出了对 “选择性” 生活方式的认同， 还强

调与现有体制的对立。 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态运动中， 环保公民动议首

要关注的是核电站风险问题。② 但鉴于本书将在第四章对反核能运动集

中展开论述， 所以笔者在此仅以反对汽车交通的斗争为例， 来说明这一

时期政治生态运动发展的情况。

交通是这一时期环保公民动议继核能之后第二个最关注的议题。 由

于汽车既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 也是战后西德经济和技术发达的象征，

所以它也成为左翼环保公民动议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 许多环保公民动

议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都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全德汽车俱乐部

（Allgemeiner Deutscher Automobilclub， 简称 ADAC） “对资源无意义的浪

费和对下一代的不负责任” 的交通政策。 公民动议认为， 汽车不仅会在

废气、 噪声、 事故等方面给居民带来危害， 而且它在城市规划中所具有

的优先权， 会让其他交通方式长期不受重视。 因此， 公民动议大力推广

自行车旅行， 试图借此让人们形成健康、 环保的出行习惯和文化氛围。

环保公民动议还将反对汽车交通与社会平等结合起来。 它们认为，

个人交通的暴力是一种恐怖主义， 汽车生产是杀人的交易。 汽车交通的

牺牲者主要是老人、 儿童、 妇女、 穷人、 步行者和自行车骑行者。 开汽

车是精英主义的体现， 因此必须为争取平等的公路使用权而斗争。 公民

动议还对汽车驾驶员的粗鲁行为进行了批判。 鲁尔区哈姆市的公民动议

“绿色哈姆” 在一份传单中写着： “注意！ 司机， 你们是用轮子行动的！”

公民动议的成员要求哈姆市加强泊车收费， 并将收来的钱补贴给行人和

骑自行车的人。 在汉诺威， 斗争甚至体现出了激进的左翼阶级斗争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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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该市的环保公民动议每年都要举行堵塞城市交通的自行车集会活

动。① 总之， 对许多左翼公民动议来说， 汽车不仅是一种危害环境的交

通方式， 更是保守主义精英统治的象征。

除了反对汽车交通的斗争之外， 这一时期左翼环保公民动议还进行

了许多其他斗争。 如卡尔斯鲁厄和汉诺威的公民动议主要关注的是工业

排放等议题。 不过，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绿党的崛起， 以政治生态

运动为代表的联邦德国新环境运动也开始走上了体制化的发展道路。 绿

党通过参与州与联邦议会的选举， 一步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在 1983

年时， 它成功获得联邦议院的合法席位， 成为联邦德国第四大党。② 绿

党的发展将环境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政治高度， 联邦德国政坛的绿化

也得到了进一步加深。 在绿党成功地进入联邦议院之后， 联邦德国的新

环境运动也逐渐融入了国家治理体系当中。

二 新妇女运动的演进： 以女性在私人领域争取权益的斗争为核心

20 世纪 70 年代， 联邦德国出现了明显异于工业时代传统妇女运动

的 “新妇女运动” （Die Neue Frauenbewegung， 又称第二次妇女运动浪

潮）。 如其他西方国家一样， 萌生于 68运动的联邦德国新妇女运动， 也带有

明显的公民权利运动和选择运动 （Bürgerrechts-und Alternativbewegungen） 的

特点。

新妇女运动期间， 各类女性主义者都重点致力于在性、 身体、 家庭

等私人领域为广大妇女争取权益和地位。 新妇女运动的首要诉求就是要

让女性在私人领域获得话语权， 可以自己 “有权定义性、 身体以及生育、

母亲等” 概念。 因此， 以家庭、 生育和性为代表的私人问题， 是新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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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关注的焦点。① 而为女性在私人领域争取权利的斗争， 也成为这场

运动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斗争。

1. 新妇女运动的形成： 女性主义者对私人领域的关注

联邦德国新妇女运动的形成， 与 68 运动后女性主义者关注私人领域

的妇女解放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工业革命后的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中， 无论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

和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妇女运动， 还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的

马克思主义妇女运动， 都是将政治、 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男女平等作

为其核心目标的。 但到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西方新一代女性主义者开

始将私人领域作为分析女性问题的核心。 这一时期联邦德国新妇女运动

中的女性主义潮流主要有两种： 一是社会主义潮流， 二是激进主义潮流。

在 1976 年 《妇女年鉴》 （Frauenjahrbuch） 中， 明确将新妇女运动分为

“左派” 和 “激进主义” 两个潮流。 区分的标志是反资本主义和反男权

主义哪个优先。 这两派都是在 68 运动后随着女性参与抗议的不断增多而

发展起来的。② 社会主义潮流的代表包括西柏林社会主义妇女联盟

（Sozialistischen Frauenbund Westberlins） 和慕尼黑社会主义妇女组织等。

而激进主义潮流的代表则主要是爱丽丝·施瓦茨。

联邦德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虽然仍以反对资本主义为首要目标，

但她们在其他西方国家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 也关注到了女性在家庭

等私人领域受到剥削和压迫的事实。

一方面， 她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女性反抗的基本理论， 重

新发现和宣扬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妇女解放学说， 并将关注的焦点

更多地放在了家庭等私人领域。

在 19 世纪晚期， 女性社会主义者强调和同志们团结起来与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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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斗争， 她们将自己和丈夫归入同一个阶级。 虽然此时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 尤其是恩格斯和奧古斯特·倍倍尔 （August Bebel） 已经明确了

妇女对其丈夫的依赖性， 甚至提出了两者之间存在阶级对立， 但由于社

民党长期专注于解决工资和贫困问题， 所以这一观点一直没有引起女性

社会主义者的注意。①

马克思主义在初兴的新妇女运动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20 世纪 60 年

代末， 新左派分化出来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重新发现了被男性社会主

义者和部分传统女性社会主义者 “忽略了的恩格斯等人对妇女问题的论

述”。 她们相信， 家庭中男性类似于资产阶级， 女性类似于无产阶级， 两

者之间的关系则类似于对立阶级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 因此， 社会

主义女性主义者试图改变二战后联邦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不注重妇女解放

的现状， 并要求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全面实现男女平等。 作为该派代表的

慕尼黑社会主义妇女组织在章程中就明确表示， 其目标是实现妇女在经

济上的、 法律上的、 教育上的、 社会上的平等， 以及联邦德国男女两性

的全面解放。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要修改法律并实现社会的根本性

变革。②

另一方面， 联邦德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还认为女性在私人领域中

从事人口再生产和家务劳动应该被给予报酬。

家务劳动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初就已经出现。③ 联邦德国的社会主义

女性主义者认为，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双重的， 一是付工资的， 另外一

种是无工资的； 后面这一种主要是针对妇女的。 在家庭外存在的是资本

主义雇佣关系， 在家庭这一从事人口再生产的机构中则存在男权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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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① 男女绝对不属于一个阶级， 几乎所有女人都在男权制下以妻子

或母亲的身份从事无偿的家庭劳动。 拿工资的女性也受到男性的剥削。

资本主义使得男权制合法。 马克思认为， 人口再生产无法参与社会商品

交换， 很难通过人口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其价值， 因此家庭中

的人口再生产是非资本主义性质的。 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却表示， 家

庭中人口再生产本来就与社会生产一样产生价值， 马克思、 恩格斯的论

述是不正确的。 时至今日， 学界对人口再生产是否与社会生产一样仍存

在不同看法。②

而以施瓦茨为代表的联邦德国激进女性主义者， 也在波伏娃等人的

男权制理论的影响下， 重点关注了女性在身体、 性等私人领域受到控制

和压迫的事实：

首先， 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 性别不是天生的， 而是社会和文化发

展的结果。 性别双元主义是现代社会文化的基本认同之一。 而人类也就

由此被封闭在两个不同的性别群体当中。 在这种两性群体的分类下， 女

性拥有女性的身体和性， 是潜在的母亲和另外的性。 双元的性别封闭群

体体现在社会的性、 生育和身体等各个方面。③

作为一 个 激 进 女 性 主 义 者 中 的 “社 会 女 性 主 义 ” （ Sozialen

Feminismus） 者， 施瓦茨认为是社会条件而不是生物特征造成的男女差

异。 在她看来， “人首先应该是人， 其次才是在生物学上被分为男人和女

人。 性别不能再决定命运”。 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属于女性， 但社会学意

义上的母亲却是男女相同。 “ ‘男性’ 与 ‘女性’ 不是自然的， 而是文化

上的。 在历代人中， 他们都具有新的、 强迫性的认同， 且这种认同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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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性和征服性。 不是阴茎和子宫， 而是权力和无权让男人和女人有区

别。” “人种、 阶级都没有像性别一样决定人类的生活。”①

其次， 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遭到了压迫， 而这种压迫主要体现在身体

和 “性” 的方面。 激进女性主义者相信， 妇女是男权统治体制中的他

者； 女性在其中所受的压迫源自历史局限性的压迫和性别统治的社会结

构。 她们将 “性” 的问题看作是社会和政治问题， 认为性关系所体现的

是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 要求在性与身体方面实现女性的自决。 深受波

伏娃影响的施瓦茨认为， 女性对自己的性与身体缺乏认识和自决权。 对

女性的性压抑也是男权统治的一部分。 同时， 她还借鉴精神分析的方法，

将性器官赋予社会意义。 男子生殖器崇拜即为男权统治的象征。② “我的

主要观点是： 独立于个体的男女关系是社会统治关系。 男人居于统治地

位， 女人居于被统治地位。 权力关系通过性表现出来。 统治性的性别名

义和性别本身是形成这种男女权力关系的工具。”③

再次， 只有在社会和文化上消除性别差异， 实现性别平等， 才能真

正实现女性的解放。 激进女性主义中的 “社会女性主义” 相信， 实现妇

女解放， 依赖于女性的 “自我发现与实现”、 社会对女性这一 “他者的

接受”、 消除性别分化等。④ 社会女性主义者强调， 性别差异不值得称

赞， 它使得压迫更加难以改变。 她们既要求按照 《基本法》 实现平等，

也要求在社会和私人领域保护妇女和满足妇女的要求。 施瓦茨在 《妇女

工作与妇女解放》 一书的结论中将妇女解放的根本方法归为教育， 并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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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在个人和集体两个层面展开抗争；① 同时她又在 《微小差异》 中强

调， 只有两性平等才能真正实现女性的解放。 “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害怕丈

夫的不信任……如果女人对男人的爱不再被理解为当然的义务， 那男人

的麻烦就大了。”②

为了消除女性在私人领域所受到的控制和压迫，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者和激进女性主义者率先将自己的斗争矛头指向了 《刑法》 第 218 条堕

胎禁令。 而争取堕胎权的反 218 条斗争， 则不仅成为引发联邦德国新妇

女运动的导火索， 也成为这场运动前期主要的表现形式。 关于反 218 条

斗争的详情， 本书将在第五章专门展开论述。

2. 70 年代中期后女性主义者在私人领域争取权利的斗争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后， 新妇女运动开始向着多元化的方向。 下面

就以抗议对女性施暴的斗争和争取性解放的斗争为例， 分析从 70 年代中

期到 80 年代初期女性主义者在私人领域维权斗争的发展情况。

（1） 抗议对女性施暴的斗争

抗议对女性施暴 （Gegen Gewalt gegen Frauen） 的斗争是新妇女运动

后期女性主义者在私人领域争取权利的代表性斗争形式之一。 这场斗争

的目标是让广大妇女有权、 有能力拒绝针对自己身体的各种暴力和骚扰。

早在 1971 年， 英国就出现了收容受迫害妇女儿童的机构。 女作家艾

琳·比泽 （Erin Pizzey） 关注贫困已婚妇女所遭受的家暴问题。 她出版的

《放低尖叫声否则邻居会听见》 （ Scream Quietly or the Neighbours Will

Hear） 一书被翻译为德文。③ 该书对联邦德国女性反家暴意识的觉醒和反

家暴斗争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联邦德国， 抗议对女性施暴的斗争， 首先针对的是家庭暴力。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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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阿伦巴赫 （Allensbach） 研究所的报告， 1 / 5 的德国妇女遭受过家庭暴

力。 据统计， 在联邦德国， 每年有 10 万到 400 万妇女受到了丈夫的虐

待。① 妇女们不仅在身体上备受摧残， 精神上也处于无助和迷茫之中。

相当一部分妇女在遭受暴力后， 却认为是自己做得不够。 而且这些妇女

也没有勇气和财力离开自己的丈夫。 然而， 1973 年关于强奸和性骚扰的

法律改革并未将婚内情况包含其中。 直到 70 年代中期时， 公众对这种暴

力形式仍不甚了解。 对家庭内部暴力的禁忌化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这种

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此后， 家暴问题逐渐开始受到联邦德国媒体的关注。 1976年时， 来自 40

多个国家的 2000多名妇女在布鲁塞尔举行集会， 抗议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联邦德国女性就是通过媒体了解到这些集会的。 自这年开始， 许多左翼报

刊， 如 《明镜周刊》 《时代》 《星报》 （Stern） 等， 都对家庭暴力及女性受害

者进行了调查和报道。 1976年4月， 德国公法广播联盟 （Arbeitsgemeinschaft

der ö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anstalt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一台还播出了反映妻子遭受家暴和婚内强奸情况的纪录片。②

随着家暴问题逐渐为广大民众所知， 联邦德国女性主义者在 20 世纪

70年代中期后也开始重点关注女性遭受暴力的问题， 并将女性所遭受的这

些暴力视作男权统治的产物。 1977年发表于女性主义杂志 《勇气》 的 《恐

惧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一文指出： “强奸和暴力是针对全体女性的， 是一

种政治行为， 苏珊妮 （强奸受害者） 是政治犯罪的牺牲品……在联邦德国

每一刻钟就有一位女性被强奸。 没有警察和法院在这种暴力面前保护我们。

因为这个社会的道德准则是同情和支持针对妇女的暴力的。 这种男人的道

德将女人看作一种财物。 每个男人都有权强奸他的老婆。”③ 为了反对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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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对女性所施加的暴力， 女性主义者在 70 年代后期主要进行了以下两方

面的斗争：

一方面， 积极开展街头抗议活动。 例如， 在 1977 年讨论反对强奸和

暴力总体策略的慕尼黑妇女大会期间， 西德许多城市都进行了抗议强奸、

警察拷问等暴力行为的大规模示威活动。 许多妇女脸上涂着各种颜色在

性用品商店、 广场上游荡， 以表明自己不再甘做暴力牺牲品的决心。 示

威者贴着我是强奸犯的标签， 占领报馆、 成人用品商店等地。 这次集会

借用宗教节日， 被称为 “沃普尔吉斯之夜 ” （Walpurgisnacht）。 不过，

在当局的严密监视下， 这次示威游行活动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①

另一方面， 开展自助帮扶 （Selbsthilfe） 活动。 女性主义者主要通过

妇女中心、 妇女之家等自治性工程开展对遭受暴力的妇女的帮扶活动。

妇女中心的成员通过引导医生与当局、 联系律师、 组建谈话小组、 开设

专门的女子防身课程等方式帮助妇女反对暴力。 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甚至

认为法庭审判中的辩护就是男权制下男性为犯罪辩护的一种表现。② 自

1977 年后， 慕尼黑出现了妇女紧急求助电话， 以及为被强奸妇女提供咨

询的工作站。 通过这些所谓的性别民主化工程， 女性主义者希望完善妇

女的自助能力和公共活动能力， 以 “改善妇女在警察和法官面前的状

况”。 除了慕尼黑之外， 其他各城市， 尤其是柏林、 不莱梅、 法兰克福、

汉堡、 萨尔布吕肯、 斯图加特的妇女中心和妇女工程 （Frauenprojekt） 也

都有了较快的发展。③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 有更多证据证明了男性暴力对女性身体的

伤害， 更多知识分子加入抗议针对女性暴力的斗争中。 公众此时所关注

的， 已不再仅仅是家暴问题， 而是反对性暴力、 保护女性在公共场合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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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侵害、 反对第三世界的贩卖妇女交易、 反对重口味色情等其他新的女

性遭受暴力的问题。 而在这些问题中， 反对性暴力无疑是最受女性主义

者关注的。 这一时期激进女性主义者仍然将性别暴力当作现代男权社会

对女性的压迫。① 联邦德国女性主义者在 1982 年将美国出版的 《保守最

严的秘密： 儿童性虐》 一书翻译引入， 推动了对性暴力非法性的认知。

随着媒体及其他各界的广泛关注， 性暴力丑闻也不再是社会禁忌的话题。

基本上可以说， 1965 年之前出生的儿童是最后一代既不知道 “性暴力”

的概念也没有受到相关自我保护教育的人。 1982 年开始， 经历过性虐待

的少女们开始在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动员能力的女性主义者的支持下参

与反对针对女性暴力的斗争。 1984 年， 女性主义者帮助这些少女出版了

《凶手父亲： 针对少女的性暴力——— “回忆就像一个定时炸弹”》 一书，

深刻揭示了家庭性暴力对女性的伤害。②

（2） 争取性解放的斗争

新妇女运动期间， 女性主义者将性与身体的自决当成关键问题。 在

这场运动中， 对 “另外的性” 的认识达到了革命性的新阶段。 女性主义

者如履薄冰地开辟出一个新的性别文化， 并引发了一场争取女性性解放

的斗争。

68 运动时， 联邦德国新左派曾将性解放与反思和清除纳粹余孽联系

在一起。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开始， 打破一切禁忌的性解放浪潮席卷整

个联邦德国。 许多西德人在 1968 年及其之后将纳粹对性的压制解释为一

种犯罪。 而新左派则特别认为性与政治密不可分。 当性革命扩展至学生

中后， 这些学生们便自以为是真正的性革命先锋。 他们将性压制与 60 年

代保守主义政治联系在一起， 认为对纳粹分子的姑息政策需要一种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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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来推翻。 在 68 运动中， 一切现存的制度和文化， 包括传统性道德和性

角色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①

68 运动后， 女性主义者则在性解放方面发展出激进的反男权主义。

他们认为男权社会忽视了女性对性欲的追求， 并将追求女性性欲和性高

潮看作是对男权社会的反抗。 在争取性解放的斗争中， 女性主义者要求

正视和夸耀女性性器官， 同时还关注和致力于改善女性性及生殖健康。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时， 女性对自己的身体了解得非常少。 根据 1973

年 11 月柏林妇女之家的一项调查， 妇女对自己的身体， 尤其是性器官的

了解非常有限。 而当新妇女运动浪潮来临后， 性知识就得到了快速的普

及， 大学生对自己身体的了解已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媒体上也经常

出现这方面的讨论。②

在性解放斗争中， 女性主义者通过吸收最新的性学研究成果， 积极

开展普及性知识的活动。 最先开始对女性性器官展开研究的是美国、 意

大利的性学家。 他们都主张女性应享受性爱。 之后， 西德也出现了著名

的妇女性学家。 在性学研究的推动下， 许多西德妇女群体都致力于提高

妇女对性和身体的科学认识， 以便为其实现身体自决和参与政治做准备。

女性主义者在新妇女运动中提出 “我们想成为性爱主角” 的口号 。 她们

一方面在组织内分享自己的经验， 另一方面也对国家和社会处置性问题

的方式进行批评。 1974 年面包与玫瑰小组在 《妇女年鉴第一号： 堕胎与

避孕手段》 中提出了 “我们要面包， 也要玫瑰” 的口号， 意指女性不仅

要争取实际的利益， 还要追求爱情、 友情和快乐。③ 在慕尼黑 218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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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tion 218） 中， 慕尼黑社会主义妇女组织的议题也有关于女性性解

放的。①

在普及性科学知识的同时， 妇女组织还希望提高妇女的性及生殖健

康水平。 1974 年出版的 《妇女年鉴》 （Frauenjahrbuch） 第一号提出， 通

过对性器官的自我检测， 可以较早发现怀孕和其他疾病。 女性主义者开

始系统地反对现有妇科诊疗体系， 自主的妇女健康中心等也相继成立。

女性主义者还向具有同情心的妇科医师建议了解女患者的经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时， 妇女健康问题已经成为新妇女运动关注的焦点问题

之一。②

从 70 年代中后期到 80 年代早期， 女性主义者关于身体与性的讨论

深刻地影响到了联邦德国社会。 妇女的形象和观点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并反映了社会上性开放思想的流行。 但与此同时， 这场运动的目标不是

挑战原有道德体系， 而是谋求 《基本法》 所规定的人的尊严和性别的

平等。③

总的来说， 新妇女运动之所以 “新”， 就是因为在这场运动中， 新

一代女性主义者聚焦于前辈们较少关注的私人领域的性别不公问题， 并

为此而发动了抗议对女性施暴、 争取性解放等一系列为女性在私人领域

争取权利的斗争。 尽管到 70 年代中期后， 女性主义者也像传统妇女运动

成员那样参与政治、 经济、 文化等公共领域的维权斗争； 但从整体来看，

女性主义者为广大妇女在性、 身体、 家庭等私人领域争取权利的斗争，

才是一直贯穿于新妇女运动始终， 且让这场运动区别于传统妇女运动的

斗争。

作为集体行动的高级形式， 社会运动起自于 “自发性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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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ntane Mobilisierung ）， 终 于 “ 官 僚 制 度 化 ” （ bürokratische

Organisiertheit）。① 萌生于 20 世纪 60 年末的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 在 68

运动后开始向着新环境运动、 新妇女运动等不同方向发展。 而到了 80 年

代前期后， 随着新环境运动和新妇女运动等逐步开始制度化， 新社会运

动也结束了以大规模对抗为特征的阶段， 进入了相对平缓的发展时期。

第三节 新社会运动的指导理念

在演进过程中， 始于 68 运动的新社会运动后来发展出不同的代表性

分支， 如新环境运动、 新妇女运动等。 尽管这些先后出现的各类运动的

具体目标并不相同， 但它们基本上都是以带有后物质主义色彩的 “反体

制” 思想为指导的。 也就是说， 这些运动多关注后物质主义议题， 它们

希望通过自己在各个具体领域的斗争， 重塑压迫、 控制个人和威胁、 侵

犯个人生活的国家治理体制， 尤其是要改变代议民主制中的精英统治。

这也是新社会运动区别于以往传统左翼社会运动的主要特征之一。

一 68 运动的指导理念： 新左派的 “反威权斗争” 理论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后， 来自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著名理论

家鲁迪·杜切克和克拉尔等人提出了带有后物质主义色彩的 “反威权斗

争” 理论， 从而为新左派批判联邦德国早期国家治理体制提供了重要的

思想武器。 在这一理论中， 新左派不仅反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个人的

压迫和代议民主制， 而且还要求通过所谓的 “行动主义” 来重塑国家治

理体制。

1. 反对发达资本主义对个人的压迫和代议民主制

通过借鉴和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理论， 新左派将矛头对准了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和压迫。 法兰克福学派的赫伯特·马尔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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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运用弗洛伊德的 “爱欲” 理论和黑格尔哲学对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自

由和民主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他认为， “今天， 自由和奴役的结合变得理

所当然了”①， “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盛行着一种舒适、 平稳、 合理、 民

主的不自由现象， 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②。 马尔库塞的思想对新左派的

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③

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引导下， 新左派也相信个人在发达资本

主义社会中受到了控制和压迫， 只有推翻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才能真正

实现人的解放。 杜切克指出，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活和工作方面对消

极的受领导的大众进行了 “功能性” 操纵， 因此需要将个人从劳动和技

术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他批判和反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方式， 将

其斥之为 “威权” 统治。④ 克拉尔也认为， 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威权

性的。⑤ 克拉尔还援引马尔库塞的 “解放” 理论， 认为 “改变人的财产

关系和生产工具所有权只是短暂的解放， 它不能改变个人在历史进程中

形成的交往关系。 解放首先不是改变工业财产关系， 而是改变体现社会

关系的交往组织 （Verkehrsorganisation）”。 他认为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背

离这一解放原则， 因此大城市的革命是必须的。 “正如马尔库塞所说， 解

放不是技术机器的解放， 而是社会的人的解放。 在这一令人信服的理性

原则下， 威权国家将社会保障之中的无法忍受的压迫变得更加明显。”⑥

新左派认为， 强迫劳动在后工业社会依然存在， 只有社会层面上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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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自我管理才能真正将工人阶级从强迫劳动中解放出来。

杜切克还致力于将 “反威权斗争” 理论应用到联邦德国社会之中。①

他认为联邦德国经济社会体系是技术进步时代复杂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

部分， 该体系已深深渗入个人生活领域并用工资将人牢牢束缚在这个体

系之中。 因此， 联邦德国已经无法解决发达资本主义的问题。 “对联邦德

国及西柏林社会经济状况的评价， 是讨论在国际革命与反革命运动背景

下德国铁幕的前提。 作为寡头统治最绝望的努力， 大联合 （政府） 试图

解决结构性难题 （的行为） 清楚地暴露出其作用的客观局限性。”② 显

然， 在 “反威权斗争” 理论中， 新左派关注的主要是晚期发达资本主义

在经济以外领域对个人的控制和压迫， 这使得他们的思想带有着明显的

后物质主义倾向。

在反对发达资本主义控制和压迫个人的同时， 新左派吸收了法兰克

福学派和右翼学者卡尔·施密特的思想， 着重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代

议民主制进行了批判。

二战之后， 曾经弥漫在德国各界的 “反议会主义” 基本被清除干

净。 但这并不意味着联邦德国对西方舶来的代议民主制就不存在任何批

评。 实际上， 联邦德国成立后， 知识界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代议民主制

就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新左派的反议会主义思想不仅受到法兰克福学派

等左翼知识分子的影响， 还受到了卡尔·施密特等右派知识分子的影响。

“这并非一个简单的物极必反的事例。 在德国， 施密特成为左派中间的热

门， 因为他同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决裂以及紧随决裂之后的反议会民主主

义， 正投合了议会外反对派的心意……更广泛地讲， 战后关于社会民主

的共识走向终结， 而与此同时新左派渴望将似乎是自足的资产阶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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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政治化， 正是这一巧合为施密特的思想敞开了空间。”①

杜切克借用马尔库塞的理论， 将代议民主制度看成是一种压迫的容

忍 （repressiven Toleranz）， 认为它掩盖了对工人的剥削并保护私有制。

他在 1967 年越南民主大会上说， 要让代议制民主显示其阶级属性及其威

权特性， 强迫它暴露出 “暴力专制” 的一面。② 同年 10 月他又提出要仿

照巴黎公社的模式在西柏林建立直接民主的治理模式。③ 杜切克还在 12

月 3 日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代议民主制一无是处。 也就是说， 我们

在国会中并无人民利益的———是真正的人民利益的———代表。 您现在可

能会问， 哪些是真正的利益？ 那就是 ‘再统一、 就业保障、 国家财政安

全、 经济秩序’ 等， 所有这些要求议会都必须满足。 现在在议会代表和

不成熟的、 被控制的人民之间完全是分裂的。”④ 克拉尔也表示， 今天反

对威权国家明天就是反对法西斯主义， 联邦德国政治系统中的议会从执

行机构变成了控制和掩饰机构， 从而终结了民主。 他认为 《紧急状态

法》 是威权国家对工人和学生群众压迫的重要体现， 是 “应对经济危机

的公开的恐怖主义手段， 使工人在紧急状态下被血腥镇压， 使学生反抗

屈服于从上而下的高校改革”⑤。

杜切克进而还对与代议民主制相关的威权政党和精英政治进行了批

判。 在 1967 年 6 月的 “抗议的条件与组织” 大会上， 杜切克明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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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暴力机器及其执行者是统治者的保护伞。 必须发动学生运动对警察

的镇压进行抵抗。 他在 1968 年 2 月 18 日的越南大会上还指出： “今天法

西斯主义不再由个人或政党代表， 而是孕育在威权型人格的日常教育当

中， 简单地说， 就是在现存国家组织和机构的专制之中。”① “在德国，

这些法西斯主义的人格基础不能通过外部限制来消除， 它实际上被转化

到了反共思潮当中。”② 被刺伤之后， 杜切克已经与所有的政党划清界

限， 对政党精英产生怀疑。 1976 年后， 杜切克参与了生态主义政党的建

立。 他自认为是 “反威权” 马克思主义者， 与一切脱离广大群众的精英

政党划清界限。

2. 强调 “行动主义”

为了实现反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和代议民主制的目标， 以杜切克等

人为代表的新左派十分强调所谓的 “行动主义” （Aktionismus）。

杜切克谋求 “通过世界革命消灭饥饿、 战争和统治”。 克拉尔也

“拥护和渴望” 革命。 “尽管院外抗议运动的思想史中改良主义一直比革

命主义占据上风， 但在一个物质和思想总体上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中，

形势却要求一场革命性变化。” 杜切克提倡在大学建立行动中心， 实现大

学与城市的政治化，③ 并要求学生与青年工人组成统一战线， 使学生与

工人的生活环境融合起来， 进而开展其他类型的共同的生活实验。 这些

思想后来被他应用到公民动议和女性主义运动之中。

基于这种革命目标， 杜切克等新左派理论家提出了所谓的 “行动主

义”， 并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纸上谈兵给予了批判。 在 1967 年 6 月 2 日奥

内佐格被警察枪杀后， 杜切克公开反对哈贝马斯重建公共政治领域的观

点， 要求 “建立行动中心， 训练行动分子， 在大学和城市里采取直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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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和政府乃至整个社会制度作战”。 克拉尔则批判阿多诺在 《否定辩

证法》 中修正历史唯物主义， 否定阶级斗争。 他指出， “社会实践是目

前最重要的实践， 而我相信……社会实践的认识论意义未能完全在批判

理论中体现”， “在认识论方面， 因为阶级斗争没有加入这一理论当中，

从头至尾的抽象成为批判理论致命的实践缺陷”， “阿多诺的理论经验和

个人经历使其对学生运动的解释是非常自相矛盾和虚弱的”①。 总体来

看， 新左派的行动主义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 强调 “体制内长征” （Marsch durch die Institutionen）。 为了

实现革命的目标， 杜切克 1968 年 2 月 17 日提出了名为 “体制内长征”

的策略口号。 他具体地解释了学生运动在未来应采取的做法： “加深在

社会不同层次 （高中、 假期培训学院、 大学、 著名的工业部门， 等

等） ……业已存在的矛盾……以此分裂整个代议民主体制中的各部分

和分支， 并把他们争取过来转入革命者阵营。 体制内长征意味着颠覆

性地利用复杂的国家—社会机器中可能有的矛盾， 以此在一个长期的

过程中摧毁它。”② 他谈到要通过触及整个制度的 “长征” 来扩大 68

运动的基础， 要通过 “长征” 建立一种对立制度。 因此， 虽然杜切克

强调革命， 但有学者却认为 “体制内长征” 其实是一种 “颠覆制度的改

革主义” （Systemabschaffenden Reformismus）。③ 克拉尔也表示， 不可将行

动主义的革命绝对化。

第二， 强调 “革命意识” 在革命中的作用。 在奥内佐格遇刺后， 杜

切克指出： “生产力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 就为消除饥饿、 战争和统治提

供了物质上的可能。 所有都取决于人的意识。 人一直受到从其产生的历

史中所最终形成的意识的控制， 并屈从于它。” 与马克思不同的是， 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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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不认为革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 而是取决于 “革命的坚毅性”， 取

决于 “自愿性意识形态” （voluntaristische Ideologie）。 “革命战争是可怕

的， 但人民的忍耐更加可怕。”① 这就使得他与反对革命行动主义的哈贝

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知识分子的观点存在分歧。 1967 年 9 月， 德国社会

主义大学生联盟联邦代表大会让克拉尔撰写 “组织机构建议” 时， 克拉

尔又提出将切·格瓦拉的革命行动从农村引向城市这一组织策略， 强调

革命意识的培养是群众革命的前提。 他代表新左派全力支持布拉格之春，

反对华约国家对捷克的入侵。 克拉尔还在其对列宁 《怎么办？》 的注释

中认为， 列宁关于群众革命意识必须通过教育和宣传才能产生的观点已

经过时， 群众中本来就有分散的具有革命意识的小组， 可以通过抗议进

一步激发这种意识。② “作为文化和社会学家凭经验和天才所塑造的阶级

状态， 反威权意识首先通过公民解放的内在矛盾， 推动技术民主解体向

传统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转化， 并实现议会民主与个人自治的互动。”③ 杜

切克也将集会和抗议作为在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中培养革命意识的重

要途径。④

第三， 反对暴力。 1965 年之后， 杜切克出于对形势的判断， 认为联

邦德国城市中的 “暴力游击战” 是非法行为， 他要求通过静坐、 占领课

堂、 投掷番茄等抗议手段， 让 “代议民主制去掉伪装， 暴露其暴力独裁

的阶级属性和统治特征”⑤。 杜切克主张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应逐渐

放弃暴力。 1968 年杜切克又提出， “当我们用多种形式 （从非暴力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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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会到暗杀） 触动资本主义统治体系的中枢神经时， 打破这一体系游戏

规则将会揭露其暴力专制的本质。” 但杜切克的暴力倾向对事不对人，①

而且原则上他也反对在联邦德国等欧美国家采取暴力斗争的行为。 1971

年时他曾表示， “我们同志中没几个人幻想过 1968 年具备有利于革命的

形势”。 这与马尔库塞在 1969 年的判断是一致的。② 此外， 他还与红军

旅等极左恐怖主义组织划清界限。 1974 年 11 月 9 日杜切克在红军旅成员

霍格尔·迈因斯 （Holger Meins） 的葬礼上举拳宣誓： “霍格尔， 斗争还

将继续。” 后来他自己解释说， 这里的斗争指的是阶级斗争， 而不是恐怖

主义。 1977 年 9 月他写道： “个人恐怖将走向个人独裁而不是社会主义。

这不是我们的目标。”③ 克拉尔也表示， 必须注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防

止行动主义失控的危险。④

二 68 运动后新社会运动的指导理念

受新左派 “反威权斗争” 理论的影响， 68 运动后在新社会运动中发

挥了重要领导和推动作用的其他左翼力量也展现出明显的反体制意识。

它们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 不仅反对国家对个人及其日常生活

的威胁和侵犯， 挑战工业时代被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 而且还要实现以

个人自决和直接民主为核心的公民自治， 并希望由此重塑国家治理体制。

1. 关注后物质主义议题， 反对现行国家治理体制

作为政治生态运动的核心领导力量，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也在关注后

物质主义生态环保问题的同时， 长期对现行国家体制秉持一种不满和拒

·88·

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与国家治理研究 （1967—1983）

①

②

③

④

Kailitz， Susanne， Von den Worten zu den Waffen. Frankfurter Schule， Studentenbewegung und
RAF， Wiesbaden： VS-Verlag， 2007， S. 151.

郑春生： 《马尔库塞与六十年代美国学生运动》， 博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年， 第 100 页。

Zitiert nach Treulieb， Jürgen， “Rudi Dutschke und der bewaffnete Kampf. Einspruch gegen
eine unseriöse Legendenbildung，” http： / / www. oeko-net. de / kommune / kommune05 - 07 / adutschke.
htm

Kailitz， Susanne， Von den Worten zu den Waffen. Frankfurter Schule， Studentenbewegung und
RAF， Wiesbaden： VS-Verlag， 2007， S. 123.



绝的态度。 它们不仅反对经济无限增长战略， 而且还反对政党国家， 要

求改变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大工业—官僚集权主义。 这既是后物质主义价

值的体现， 也是其本身价值认同和风格的体现。①

公民动议的出现其实是对技术和行政官僚系统掌控资源、 排除公民

个人意见的反抗。 “政治家的长期的习惯性的忽视最极端的例子是核能，

但也包括其他领域的例子： 在议会决策情况披露不充分的同时， 实际负

责的专家却不承担政治责任。” 在后工业转型进程中， 由于体制内上下层

之间缺少协调， 所以造成了现有国家治理主体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公民

动议就是要对政党、 利益集团和官僚国家进行全面的抗议。②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包括稳健派和激进派。③ 其中稳健派以环保公民

动议联盟为代表。 其主要特点是在主张非暴力的前提下， 按照生态主义

的要求， 反对技术专家和官僚的统治。 它在实践斗争中既利用听证会、

诉讼等体制内的渠道展开活动， 也坚持体制外的 “公民不服从斗争”

（Aktionen zivilen Ungehorsam）。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不仅明确否定了技术

环保这一短视行为， 而且还明确表示要实现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全面变

革。④ 在 《自述文件》 （Selbstverständnispapier des BBU） 中， 它明确表示，

“我们不仅仅希望消除误会和阻止错误的发展方向。 我们更希望实现的目

标是， 建立一个公正、 自由、 充满人性的社会秩序”。 新的社会秩序不仅

应该以自由、 民主、 和平、 公正、 团结为基本价值观， 还应消除集权与

无效、 财富与贫困之间的对立， 还应让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更加 “人

性”。 要让所有社会成员都为这一新秩序的建立而共同担负责任。⑤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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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派并不是要彻底推翻现行体制， 但它们却要求从根本上消除现有国

家治理体制中与后物质主义生态理念不符的成分。

而激进派则认为公民动议是阶级斗争的新形式， 是民主力量的行动

中心。① 它们将资本主义国家看作是专制和暴力的， 主张以暴制暴， 发

挥人民运动的革命潜力。 1974 年施密特上台后， 激进派在左翼环保公民

动议中的影响不断增大，② 如共产主义联盟 （Kommunistischen Bund， 简

称 KB） 就控制了下易北河环保公民动议。 通过参与政治生态运动， 激进

派及其所控制的环保公民动议意图将生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要

求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 重塑国家治理体制。

作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重要践行者，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试图将生

态主义与反体制、 反国家的思想结合在一起， 通过反对国家治理中的

“保守主义” 倾向， 重塑国家治理体制和社会文化秩序。 它们参与对立

文化和工程的建立， 并对其提供资助和专业指导。 “在 70 年代期间， 公

民动议关于技术规划进程的观点日益激进化， 它们将其作为不民主的代

表予以拒绝。”③

与此同时， 女性主义者也关注具有后物质主义色彩的议题， 她们反

对现行国家体制在私人领域对妇女的控制和压迫， 并试图从根本上改变

对女性不公的性别秩序。

联邦德国女性主义者主张私人的也是政治的。④ 在新妇女运动中，

女性主义者关注女性在私人领域的自治权， 其目的是要从根本上改变社

会制度和统治关系。 新妇女运动反对现有一切政治制度及其内在主体，

包括现有的政党、 政府和议会， 还有德国妇女理事会 （ Deuts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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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uenrat） 等传统政治性妇女组织。① 因此， 女性主义者发动新妇女运动

的根本目的是重塑国家治理体制。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主张将男权制理论引入传统马克思主义， 并将

女性在私人领域的解放看作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因素。 在 68 运动期

间， 新左派将性解放看作反抗晚期资本主义威权统治的重要手段。 支持

68 运动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马尔库塞认为， 统治利益锁定了性道德。 性

变成了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 性要在社会重构中得以解放。 妇女就业率

的提高， 妇女对生育数量的控制， 性道德的解锁， 都从根本上动摇了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民社会。 1968 年的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集会

上， 女性代表曾表示： “难道性高潮不应该是一个讨论的话题吗？” 这些

女大学生将性问题与统治问题联系在一起， 她们要求改变生产和权力关

系， 实现私人生活领域的政治化， 推动民主的发展。 通过将性问题与统

治问题联系起来， 新左派希望将女大学生打造成为新女性的典范。②

68 运动后， 从新左派中分化出来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 继续将争

取私人领域的妇女解放当作自己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手段。 在新妇女运

动中， 这些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将具体的斗争目标与社会主义目标结合

在一起。 因此， 它们的反体制诉求就变成了消灭原有的社会统治性组织

结构， 将家庭和社会中的男女关系看作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 要

求重组社会劳动组织和实现个人自治， 并改变女性在性与生育等方面所

受到的控制和压迫等。 这种源自 68 运动的反体制思想就是要建立全新的

国家治理体制。 “在被左翼组织的男性拒绝和嘲笑之后， 反抗的妇女们选

择从同志们的左派组织中独立出来并开展自治运动。 她们要求改革社会

形态， 要求女性在新的社会形态中不再受到压迫和剥削。 这一思想将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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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系到一起。”①

以男权制理论为基本指导思想的激进女性主义者， 则将反对对女性

性与身体的控制和压迫当作推翻男权统治的关键。 “20 世纪 60 年代， 激

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是被压迫的阶级， 并称现行社会体制是性阶级体

制。 男女不平等是由性别造成的， 消除不平等的方式就是要破坏性别角

色的分工。 20 世纪 70 年代， 激进女性主义者开始改变观点， 从把女性

地位低下归因为女性的生理状态， 转变为谴责男性的生理状态……把男

人当成敌人。”② 在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中， 激进女性主义者认识到， 国

家和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控制， 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实行统治的表现。 要实

现女性在私人领域的自治， 就要让女性有权拒绝国家和社会在私人领域

对自己的控制和侵犯。 要通过形成所谓的反对文化， 反对男权统治关系

（herrschenden Verhältnissen）。 在 70 年代初， 这次妇女运动就已经昭示了

女性在生活环境和个性方面的特殊性。③

激进女性主义者将追求性解放和反对性暴力都看作对男权社会的反

抗。 1973 年 3 月 1 日建立的西柏林妇女中心在其内部自助小组所写的

《女巫私语》 （Hexengefluester Frauen， 又称 《魔女耳语》） 中就要求在性

的方面实现去男权化， 在政治上主张妇女自主夺取权力， 同时构建属于

女性的身体与性文化。④ 1984 年出版 《凶手父亲： 针对少女的性暴

力——— “回忆就像一个定时炸弹”》 也明确指出， 针对妇女身体的暴力

行为就是男性统治的手段和结果。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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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üller， Ursula G. T. ， Dem Feminismus， eine politische Heimat der Linken die Hälfte der Welt，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3， S. 74 - 75，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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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ünchen， München： Oldenbourg Verlag， 2011， S.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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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einen Unterschied， Eine Quellensammlung，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10， S.
778.



2. 强调 “自治”

除了关注后物质主义议题、 反对现行国家治理体制外， 68 运动后的

新社会运动还十分强调要实现以个人自决和直接民主为核心的自治， 并

希望以此来重塑国家治理体制。 “在新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看来， 这场运动

不仅带来了传统政治理念， 尤其是唯经济增长论的变化， 也带来了某些

组织形式的变化。 新社会运动试图改变传统左翼社会运动中制度化和特

权化所带来的结构问题， 希望通过取消常设代表制度来做出相应的

改变。”①

在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中 “反威权派” 的影响和参与下， 68 运

动后的新社会运动在组织上也是以左翼的非集权化小组为主。 非集权化

意味着 “基层运动” 和 “直接民主”， 意味着否定一切制度化和官僚化

倾向。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一些名为 “动议” “工作小组” “工程” 的左

翼自治小组快速发展成为新社会运动斗争实践的领导核心和主要形式。

在这些小组内部， 平等主义的决策模式和角色分配被认为是真正的民主。

而且， 在日常生活政治化的影响下， 这些小组还将自治和平等当作了重

要的政治目标。 正因为如此， 新社会运动呈现出明显的 “草根运动” 的

风格。

传统自然保护组织不仅视野狭窄、 成员保守， 而且还都是等级分明、

门槛较高的科层制官僚机构。 而领导和推动政治生态运动的环保公民动

议则具有明显的非集中化和多样化的特色， 它们自始至终一直以一种草

根组织的形式存在。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在主观上就认为自己是一个非集权化的直接民主

组织。 联盟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由各个环保公民动议小组推选产生的成员

代表大会 （Mitgliederversammlung）。 而作为常设机构的理事会不仅无法

直接影响成员代表大会的选举， 而且理事会的成员还必须与各自所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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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ucht， Dieter， “ Von der Bewegung zur Institution？ Organisationsstrukturen der
Ökologiebewegung，” In Roth， Roland， & Rucht， Dieter （ Hrsg. ），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Frankfurt / M. ： Campus， 1987， S. 240.



公民动议小组保持紧密的联系。 “理事会对下属的成员组织绝对没有命令

权。 也就是说， 每个小组在其领域内拥有完全的自治权。”① 1975 年时，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共包含 2000 多个独立公民动议组织。② 在政治生态运

动发展的过程中， 巴登 -阿尔萨斯公民动议曾试图让公民动议向着统一

组织的方向发展， 但这与公民动议传统的分散自治模式发生了冲突， 并

引起了反对集权的非暴力行动小组的不满。 总体来看， 在反核能运动等

政治生态运动的占领行动中， 实际发挥决策作用的一直是底层的行动

小组。③

1977 年， 在长期担任主席的汉斯 -赫尔穆特·维斯腾哈根 （Hans-

Helmut Wüstenhagen） 去职之后，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进一步加强了其非集

权化的特性。 新的章程强调了环保公民动议的草根属性和地方自治， 并

将联盟理事会主席由一人改为三人。 通过这些改革，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

的 “非等级化” 趋势变得更加明显。 直到 70 年代末期时， 环保公民动议

联盟才逐渐向利益集团的方面发展。 但即便如此， 联盟内部， 尤其是那

些发展得比较成熟的环保公民动议， 却对此颇有异议。 在一番激烈争论

之后，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决定， 继续在内部给予成员自治权。 由于来自

底层的提议过多且争论激烈，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的年会甚至都常常会陷

入混乱。

正如德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作为 “新时代政治语义中的新发现”，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在其组织和行动方式上独具特色。 “公民动议是松散的

集合， 只在个别情况下有固定的组织形式。 在成员及其活动的支持下，

它们大多只在地方上对明确的政治决策进程产生影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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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ggenberger， Bernd， & Kempf， Udo （Hrsg. ）， Bürgerinitiativen und repräsentatives System，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84， S. 157.



与此同时， 为了让女性独立于男人及其统治的国家， 联邦德国新妇女

运动浪潮也追求自决和性的自治。① 自治既意味着个人的自治， 也意味着

对现有体制保持独立。② “在她们的前辈们得到了政治上的合法承认之后，

她们谋求在所有社会领域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最终开辟出一个妇女自我发

现和自我实现的空间。”③ 这次妇女运动中存在着各种自治性的小团体。 它

们推动各类妇女工程的实施和妇女机构的建立。④ “自治意味着对女性反对

男性暴力和创造自我空间的要求， 同时还意味着在这些妇女小组中没有等

级差距， 在领袖和追随者之间没有分裂。”⑤

联邦德国新妇女运动的自治性特色在组织结构方面体现得非常明

显。⑥ 在新妇女运动中， 不仅领导和推动这场运动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小

组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小组都是自治的， 女性主义者建立的妇女中心、 妇

女之家、 妇女健康中心等妇女工程也基本上都是自治的。 “新妇女运动中

的组织大规模应用自治原则， 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理念和策略。”⑦ 1977

年， 由西柏林妇女中心发展而来的健康中心为了以自助的形式来保护妇女

健康， 还筹建了著名的 “个体经历交流小组” （Selbsterfahrungsgruppen）。⑧

通过这些 “个体经历交流小组”， 参与者致力于寻找自治性和个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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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权利。

与此同时， 为了真正实现女性自治， 女性主义者还强调要在空间上

给予妇女特殊的保护。① 许多女性主义者拒绝与男性合作， 也反对男权

主义的传统组织。 她们组建了只属于妇女自己的咖啡馆、 书店、 咨询活

动中心和避难所。② 在这些由女性建立的、 只为女性服务的空间中， 只

存在女性之间的社会关系。 通过组织结构和积极反对男性认同、 男权制

关系， 这些组织为妇女创造了新的可选择的文化。

1967—1983 年， 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经历了从产生到高潮、 再到制

度化的过程。 在这场运动的产生阶段， 领导和推动 68 运动的新左派形成

了 “反威权” 斗争理论， 试图通过自己独特的 “行动主义”， 推翻发达

资本主义对个人的控制和代议民主制度。 68 运动后，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

和女性主义者又分别在政治生态运动和新妇女运动中发展了新左派带有

后物质主义色彩的反体制思想。 它们关注环境保护和反对传统性别秩序

等具有后物质主义色彩的问题， 希望通过反对国家对个人及其日常生活

的威胁和侵害， 实现以个人自决和直接民主为核心的公民自治， 进而重

塑联邦德国的国家治理体制。 新社会运动的这些带有后物质主义色彩的

反体制思想， 相应地分别体现在 68 运动、 政治生态运动和新妇女运动的

各种具体斗争之中。

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是这一时期整个西方新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 虽然各国新社会运动都在理念和诉求方面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后物质

主义反体制色彩， 但相较而言， 联邦德国的此类运动更加强调自治， 而

且也更多地受到了西方讲坛马克思主义， 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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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联邦德国 68 运动与高校治理变革
———以西柏林自由大学为核心

  在联邦德国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进程中， 68 运动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 作为一场混合了公民运动、 行动主义、 激进文化、 性别解放运动、

基础民主运动、 理想主义、 道德主义的大规模社会抗议活动，① 这场运

动对联邦德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以至于联邦德国学界

有所谓的 “漫长的 60 年代” 之说法。②

68运动与当时正在进行的联邦德国高校治理体制变革有着十分密切的

联系。 联邦德国建立之初， 尽管社会制度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

它的高校治理模式却依然保持着 19世纪时的洪堡传统。 直到 20 世纪 60 年

代时， 洪堡模式才不得不走上了改革之路。 正是在这场运动的推动下， 联

邦德国打破了长期以来教授对高校内部权力的垄断，③ 并将教授、 助教、

学生等群体共同参与学校决策的 “群体大学” （Gruppenuniversität） 以立法

的形式确立了下来。

①

②

③

Strobel， Karl， & Schmirber， Gisela， Drei Jahrzehnte Umbruch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Die
Folgen von Revolte und Reform， 1968 - 1974， Vierow bei Greifswald： SH-Verlag GmbH， 1996， S. 133 -
134.

Rohstock， Anne， Von der “Ordinarienuniversität” zur “Revolutionszentrale”？ Hochschulreform
und Hochschulrevolte in Bayern und Hessen， 1957 - 1976， Berlin； Boston： R. Oldenbourg Verlag， 2010，
S. 9.

直到 68 运 动 结 束 后 的 1972 年， 无 教 席 教 授 （ außerordentliche Professoren /
Extraordinarien） 才在联邦德国高校中获得了法律认可的教授资格。 故本文中所称的 “教授” 主

要指的是教席教授 （ ordentlicher Professor / Ordinarius， 又译讲座教授）。 参见： Ash， Mitchell， &
Ehmer， Josef， Universität-Politik-Gesellschaft， Göttingen： Verlag V & R unipress， 2015， S. 477 - 478.



第一节 转型时期的高校治理问题与

联邦德国 68 运动的兴起

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进程中， 由于年轻一代价值观的变迁、 “教育

灾难” 的日益深重以及新左派的崛起和推动， 教授独揽大权的传统高校

治理体制成为引发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抗议、 进而推动联邦德国 68 运动

形成的重要因素。

一 “教授大学” 及其引发 68 运动的过程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之后， 经历了 “十年繁荣” 的联邦德国开始逐

步进入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时代。 正是在这一转型开始不久的时候， 传统

高校治理体制中所存在的教授权力过大的问题， 成为引发联邦德国 68 运

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教席教授制度在德国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的海德堡大学， 它最初仅指

一种大学教师可从税收中获得稳定经济保障的薪俸供养制度。① 19 世纪

时， 随着威廉·洪堡大学改革的进行， 教席教授逐渐在高校内部取得垄

断 性 权 力。 因 此 德 国 高 校 传 统 上 又 被 称 为 “ 教 授 大 学 ”

（Ordinarienuniversität）。 二战之后， 尽管社会制度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但教席却又重新恢复了纳粹时代被剥夺的高校控制权。 因此， 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 68 运动爆发之前， 联邦德国的高校依旧是洪堡模式下

的 “教授大学”， 其内部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方式与 19 世纪时相比几乎没

有不同。

教席教授是洪堡模式下德国高校治理的权力核心。 20 世纪五六十年

代， 教授在联邦德国高校中所掌握的权力包括： 第一， 对本专业领域负

全责， 垄断本专业的教学和科研； 第二， 控制学校的各级事务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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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 2006， S. 114.



按专业学科建立的研究所 （ Institut） 由其中一个教授领导和代表， 不仅

拥有考试和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的权力， 也拥有研究项目的决定权和人

事权； 由多个研究所组成的院系由教授实行共决， 但缺少实权； 校级领

导职务亦由教授垄断； 没有决策权的校长和院长 （系主任） 也必须是教

席教授； 第三， 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直接代表学校与国家及社会发生关系。

在教授大学中， 几乎所有重要事务都要由教授来决定和执行， 大学不过

是所谓的 “教授俱乐部”。 “教席拥有者控制了研究所， 他们在高校中的

组织则控制了整个学校。”①

很明显， 教授大学在治理结构上存在着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 “洪堡

模式中的教授大学制度， 使德国大学中的法定在编教授长期处于权力的

核心地位。” “助教、 博士生、 大学授课资格拥有者、 编外教席， 他们所

有人都是教席的附庸。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 研究所是围绕教席建设的，

人事安排其实也是要么服从于科研的利益， 要么服从个性结构的需要。

受到导师青睐的人可以获得领导的提携和保护， 支持本学派的人则一起

建立利益和引文 ‘卡特尔’， 这都成为用人政策的重要标准。”② 1967 年

的一项调查显示， 大学教授的专制形象甚至比高级公务员和军队将领还

要突出。 联邦总统卡尔·吕布克 （Karl Lübke） 甚至称大学中教授的权力

是 “神授” （Gottes Auftrag an die Menschheit） 的。③ 相比之下， 尽管其

他西方国家的大学也实行教席制度， 但教席教授的权力却远没有德国的

这么大。 洪堡模式传入美国时， 唯有这一制度没有被美国大学所借鉴。④

对教授专制的不满和反抗是导致 60 年代末期联邦德国 68 运动爆发

·99·

第三章 联邦德国 68 运动与高校治理变革 

①

②

③

④

SDS-Hochschuldenkschrift： Hochschule in der Demokratie， 1961， Frankfurt： Verlag Neue Kritik，
1972， S.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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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对教授大学进行改革， 1961 年 10 月 8 日， 西柏林

的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小组向该组织联邦代表大会提交 180 页的

《民主中的高校》 备忘录， 首次提出了在高校中实行教授 （高校教师）、

助教 （含科学助手、 教辅和行政人员）、 学生三方对等 （Drittelparität）

共决的主张。①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首先指出， 联邦德国大学的基

础是中世纪时期的教授共同体。 “高校内部结构还停留在早期资本主义

工业社会， 学术自治制度还是两百年前普鲁士国家法所规定的。” 按照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认为， 教授在工业

化的进程中成为科学生产资料的占有者。 马克思所说的官僚性质也符

合高校中教授们的特点。 教席的管理已经与科研和教学没有太大关系，

它只是行使统治功能的社会性工具。 因此，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

主张制定新的大学章程来实现高校民主化， 即通过大学生、 助教和教

授等三个 “群体” 按照对等共决的原则分别派出代表参与高校的各级

决策， 来取消所有与事实不符的统治性力量和依附性关系。 同时， 设

立三方对等共决的高校最高决策机构———高校委员会 （Hochschulrat），

在国家和社会面前代表高校成员的整体利益， 并有权通过规则和制定

人事聘用政策。②

就在 1961 年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提出三方对等共决思想的同

时， 其他大学生政治团体也提出了类似的扩大学生参与权的主张。 如

1957 年时， 左翼的德国自由大学生联盟提出要扩大大学生自治权并参与

学校的人事招聘事务。 连中右翼大学生政治组织基督教民主大学生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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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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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 德 国 高 校 的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或 称 科 学 工 作 人 员 ） 可 分 为 高 校 教 师

（Hochschullehrer） 和中层人员 （Mittelbau或称工作人员 Mitarbeiter） 两个级别。 在严格的法律意

义上， 只有教授 （Professor， 2002 年之后还有初级教授 Juniorprofessoren） 才是联邦德国的高校

教师。 除黑森州之外， 依附于教席的讲师 （Dozent） 和助教 （Assistant） 均被称为中层人员或工

作人员 （Mitarbeiter）， 不属于高校教师。 其中具有高校授课资格 （Habilitation） 的讲师 （传统

上分为高校讲师 Hochschuldozent和编外讲师 Privatdozent） 跟教授的立场接近。 而已获得博士学

位、 但却不具备高校授课资格的助教却往往和学生站在一边反对教授。
SDS-Hochschuldenkschrift： Hochschule in der Demokratie， 1961， Frankfurt： Verlag Neue Kritik，

1972， S. 84 - 85， 144 - 145， 155.



在 1960 年联邦代表大会时也要求在大学内部的各级学术委员会内获得共

决权。① 受此影响， 由大学生政治团体选举产生的 （联邦） 德国大学生

联合会 （Verband Deutscher Studentenschaften， 简称 VDS） 也提出了大学

生参与高校治理的要求。 在 1963 年 4 月 23—27 日的会议中， 德国大学

生联合会拟定了 《大学生与新型高校》 文件。 该文件以大学学习制度改

革为核心议题， 并将目前高校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归咎于对科研和教学

组织的不到位。 因此， 在教授大学的改革方面， 德国大学生联合会的态

度要比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显得温和， 它并不要求严格意义上的三

方对等共决， 而只是提出让教授 （教师）、 助教和学生等三个群体根据

自身的利益和能力在不同领域和层次上共同参与高校事务。 例如， 在最

高权力机关校学术委员会中它要求教授、 助教和学生的组成比例

为 2 ∶ 1 ∶ 1。② 虽然该文件多处与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文件不一致，

但他们都要求对教授大学进行改革， 都要求通过建立 “群体合作” 制度

来实现高校的民主化。 两个文件 “虽然带有一定情绪性， 但它们是针对

高校改革所做的严肃的、 广泛的科学性讨论”③。

之后， 随着形势的发展，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已不满足于仅仅

通过建议的方式来打破教席垄断权力。 在 1963 年第 19 次代表大会上该

组织明确提出， 要通过组织大规模的学生抗议活动来实现自己的高校改

革目标。④ 1966 年 12 月，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在名为 《德国社会主

义大学生联盟想要的是什么》 的文件中再次指出， “进一步实现高校改

革目标的前提是清除所有阻碍大学学习机构变革的限制措施……要让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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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学生意识到， 必须通过抗议、 集会和罢课才能取消这些限制

措施。”①

在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带动下， 西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的大学

生也变得越来越 “左倾” 激进化。 由于特殊的建校史， 自由大学的学生们

拥有比其他西德大学学生更强的政治积极性。 根据调查结果， 自由大学的

学生中有 3 / 4表示对政治感兴趣， 远远超过同龄人的比例， 也超过西德其

他高校。② 与此同时， 自由大学的学生在参与学校事务方面也比其他高校的

学生更有经验。 因此， 在高涨的政治热情驱动下，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起， 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会 （Allgemeine Studierendenausschuss / Allgemeine

Studentenausschuss） 率先开始在大规模抗议活动中提出变革高校内部权力

结构的要求。

1966 年， 当自由大学开始在两个学院实行强制注册和考试制度后，

学生会便开始效仿工会的做法， 企图以利益集团的身份采取紧急措施保

护学生。 学生们认为， 大学多年来一直人满为患， 强制注册和考试不会

对学习的实际条件有实质性的改善。③ “大学生不想对过长的学习时间负

责， 他们将此归咎于财政投入的不足和高校管理的混乱。”④ 为了阻止校

方在教席制度下强行推进大学学习制度改革， 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在

1966 年 6 月 22 日举行的静坐示威活动中将实现 “三方对等共决” 当作

了重要的目标。 具体做法是： 建立由教授、 助教和学生对等组成的三方

委员会， 负责学制改革的规划和执行； 市教育局从国家监督的角度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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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考试的合法性进行重新审查并暂时中止这一政策； 同时施加政治影响，

保证学制改革三方共决委员会的建立。 在抗议取得初步胜利之后， 学生

代表大会又要求学生代表能在各级学术委员会内享有永久性的参与权和

投票权， 企图通过实现学生的对等共决地位来打破教授的统治。①

与此同时， 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会还在维护学生政治教育自治权的

斗争中， 进一步意识到争取高校控制权的重要性。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

期开始， 校方多次以校园管理和政治审查为手段， 干涉和禁止大学生在

校园内从事政治宣传活动。 这激起了学生们的强烈不满。 1966 年 2 月 16

日， 为了限制学生在校园内举行政治活动， 学术委员会的校规制定委员

会出台了 《关于设立学生协会的备忘录》， 要求学生的政治活动只能在

小范围内或夜间在食堂举行。 学生会和所有大学生政治团体对学术委员

会这一决定进行了大规模抗议。② 在 1967 年 4 月 19 日的静坐抗议活动

中， 校方动用所谓的 “校纪手段” （Disziplinarmassnahmen）， 要求警察进

入校园驱散学生。 这次事件使学生们认识到获得更多权力的重要性。 “专

制问题就是权力问题。”③ 之后， 学生会提出了更详细的大学改革计划，

要求在所有的学校权力机构中建立教师、 助教和学生的群体共决机制。④

学生对教授大学的不满是导致这一时期以西柏林自由大学等为代表

的联邦德国诸多高校爆发大规模学生抗议的重要原因。⑤ 这些在校园内

所进行的抗议活动， 不仅成为后来 68 运动的先驱 （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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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柏林自由大学发生的抗议活动是 68 运动的第一阶段）， 也为 68 运动提

出更加激进的高校改革目标奠定了基础。

二 “教授大学” 引发 68 运动的原因

那么， 在传统德国高校治理中一直存在的教授专制问题， 为什么会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引起大学生的不满和抗议呢？

从根本上讲， 这和当时联邦德国所经历的社会转型及其所处的冷战环

境有关。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 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导致大学生反抗

教授大学的首要原因。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之后， 经历了 “十年繁荣” 的

联邦德国逐步进入后工业社会时代。 1961—1971 年， 联邦德国产业工人的

数量减少了 30%， 同时， 包括工人在内的中下阶层的收入却在持续增长，

联邦 德 国 也 由 此 进 入 了 所 谓 的 纺 锤 形 “富 裕 社 会 ” （ Wohlstand-

sgesellschaft）。① 随着工人数量的下降和部分工人成为中等收入者， 原本激

烈的劳资冲突逐渐趋于平和， 联邦德国社会矛盾的焦点也从收入和财富分

配的不公变为政治、 教育等其他领域机遇分配的不公。 这一变化在客观上

增加了年轻学生对高校民主化问题的关注。 在进行了长期的调查之后，

1961年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所发表了 《大学生与政治》 研究报告， 对法兰

克福大学学生政治意识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随着公开的阶级斗争的

消失， 社会矛盾的根源发生了变化。 它表现为： 作为大众去政治化的结果，

整个社会都在政治化。 在此之中， 国家与社会的区别缩小了， 社会权力直

接被政治化。 由法律所规定的平等和事实上的机遇分配及政治化合作中的

不平等所造成的传统矛盾在客观上不断加剧。”②

然而， 当社会转型开始的时候， 联邦德国官方却依然坚持奉行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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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高压、 冷战对抗” 的基本政策。 从国内来看， 冷战分裂使得联邦德国

早期一直保持着反共高压的政治态势。 在美国的支持下， 保守的联盟党

在长期执政期间曾采取许多措施对左派的政治活动和言论自由进行限制。

与此同时， 左派的社民党也逐渐丧失反对党的斗争精神， 它不仅支持反

共反民主的 《紧急状态法》 的制定， 还在 1966 年时与联盟党一起组成了

大联合政府。

根据西方的政治机会结构理论， 政权的性质， 尤其是政权对社会的民

主开放程度， 是能否诱发社会运动的重要考量指标。 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

期开始， 国内日益反动的政治形势便成为诱发联邦德国大学生抗议和高校

治理危机的重要因素。 不仅 “联盟党国家对年轻一代缺少弹性”①， 之后大

联合政府的建立及其所推行的政策， 也引起了年轻一代大学生群体在政治

上的强烈不满。 “大联合政府的建立导致了青年与知识分子抗议的爆发。”②

顽固的冷战思维不仅造成联邦德国大学生政治观点的 “左倾” 激进化， 还

促使它们谋求更多的高校控制权， 以防校方通过教授专制压制自己的政治

自由。 “高校危机的外部诱因首先是北半球的冷战大环境。 它至少造成了

联邦德国意识形态的僵化并确定了其思想的氛围。”③

从国际上看， 这一时期西方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 也间

接地增加了大学生对高校制度的不满。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 法国

和美国先后发动了针对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的战争， 在联邦德国大学生中

引发了强烈抗议。 然而， 学生们在高校内举行的抗议活动却屡屡遭到校

长和学术委员会的禁止。 为了争取政治自由权， 学生提出的要求之一就

是改革专制的教授大学体制， 扩大学生自治自决的范围。

在社会转型和冷战的背景下， 以下三个因素进一步促使大学生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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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制度看成是高校专制的象征。

第一， 是代际交替和年轻一代价值观的变迁。 在社会转型开始的同

时， 对德国历史具有重要影响的一次代际交替过程也在悄然进行。 20 世

纪 60 年代时， 由二战晚期出生的、 被舍尔斯基称为 “怀疑的一代” 和完

全在战后出生的 “68 一代” 组成的新一代联邦德国年轻人陆续成年。 而

此时仍在社会上掌握主要权力的却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那些在帝国

晚期和魏玛初期出生的老一代人。 处于历史转折点的这次新老交替给联

邦德国带来了严重的代际冲突 （Generationskonflikt）。

年轻一代大学生对先辈们所信奉的德国传统价值体系， 尤其是爱国主

义和服从权威的家长专制主义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学生们认为， 19 世纪末

期以来德国大学里一直是一种威权统治： 空洞的师道尊严； 疏远的威权关

系； 装腔作势的面子； 这些老一代的作风为简单的战后一代所不容。① 联

邦德国大学生中的左翼激进分子甚至称这些传统风气为大学中的 “法西斯

路线”。 学生们追究教授们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所作所为， 在有些地方甚至

要求发起对 “法西斯教授” 的抗议。 “总体来看， 联邦德国高校和社会的

黑暗历史是 20世纪 60年代初期到中期产生青年批判文化的重要原因。” 60

年代中期后， 完全在战后出生的 68一代进入大学校园， 他们的反体制、 反

权威思想更加激进。 与此同时， 老一辈中的大多数人也对年轻大学生群体

的 “不安分” 持怀疑和批评态度。 1963 年时， 一名基民盟联邦议员表示，

大学生缺少成熟的心智。 与美国相比， 联邦德国的大学生明显幼稚。 60 年

代的大学生被描述为是焦虑的、 敏感的、 病态的一代。②

68 运动与工人运动等传统左翼社会运动一个重要区别在于， 它并不

具有典型意义上的阶级基础。 参与抗议的大学生并不具有共同的经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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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他们反对教授大学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

“大学生当下……反对的是由目光短浅的专制所造成的无聊的生活和恶意

的监护。”① 随着带有后物质主义色彩的反体制思想不断加强， 年轻一代

大学生不仅对国家治理中的 “保守主义” 倾向日渐不满， 他们对传统的

大学治理体系也深恶痛绝。 这是 60 年代联邦德国大学生反对教授专制的

重要原因。

第二， 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 联邦德国高校内部也出现了该

国学者所说的 “教育灾难” （Bildungskatastrophe）， 这是导致大学生将斗

争矛头指向教授大学的又一重要原因。

其一， 在冷战国际竞争中表现不佳。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影响到国

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还关系到该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稳定。 根据当

时公布的一份数据， 苏联的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要远远快于联邦德国。

1958 年时， 在野的社民党议员批评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不足， 东德的洪

堡大学学生与教授比为 8. 3 ∶ 1， 而西德的平均水平只有 22 ∶ 1。② 其二，

学术人才缺乏。 60 年代上半期， 联邦德国工业界就埋怨本国学术人才的

缺乏。 联邦内政部长在 1960 年收到的一份报告声称， 到 1970 年时， 联

邦德国将会出现 3 万名工程师的缺口。 由于联邦德国大学中教席制度的

存在， 年轻教师和科研人员很难获得晋升机会， 工作积极性不高。 许多

前往国外留学的优秀人才甚至都不愿回国在高校内当 “助教”。 其三，

大学在校生人满为患。 随着中等收入家庭的增加，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希

望能够进入大学深造， 通过大学入学资格考试 （Abitur） 的人不断增加。

再加上战后出生高峰的原因， 联邦德国的大学在 60 年代出现了严重超员

的现象。 法兰克福大学学生会主席形容情况是 “不可忍受” 的。 图宾根

大学在 60 年代初期甚至实行分批使用图书馆的政策。 慕尼黑大学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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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 1961 年冬季学期向大学新生们发出了学习资源紧张的警告。 很多学

生无法按时毕业。 大学学习甚至成为一项危险的行动。① 1961 年已经有

47%的学生报告因为超员而耽误了学业。②

“教育灾难” 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大学生对教授大学的不

满。 一方面， “教育灾难” 直接导致了学生对教授专制的不满。 “高校生

源过剩危机和相比外国的落后增加了对教授大学陈旧结构的不满。”③ 随

着大学生人数的飞速增长， 大学中非教席教授以外的教学人员的增长比

例远远超过了教席教授。 教席制度明显成为一种科学界的 “寡头制”，

与大学教学和科研共同体的性质和大学教师之间的传统同事关系明显不

符。④ 与此同时， 学生精英色彩的减退和教席制度下大学改革进程的缓

慢， 也进一步增加了大学生们的不满情绪。 由于学术理想和就业现实之

间的差距， 大学生出现了 “光环散去的困惑” （heillose Konfusion）。⑤ 仅

有 8%的学生能经常和教授讨论专业问题， 而有 48%的学生从来没有和

教授讨论过。⑥ 1965 年海德堡的一位心理学家报告说， 在联邦德国， 有

67%的学生对他们的学习失望， 有 52%的学生在学习中感到无助， 有

36%的学生感到神经紧张和压抑， 有 17%的学生报告说他们 “受到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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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①。 “大学学生数量翻倍， 教师不足……大学中的教授被视为不民主

的精英， 是专制的掌权人， 战后的余孽。 大学学习位置和讲师位置的不

足， 以及教授的优越待遇引起了人们的不满。”②

另一方面， 科学政策制定者 （Wissenschaftpolitiker） 为应对 “教育灾

难” 而强行推行的改革政策， 则进一步引发了大学生对教席制度的不满

和反抗。 大多数科学政策制定者主张根据社会及经济需要和绩效原则进

行功能主义改革， 反对改变教席制度。 1963 年时， 时任欧洲大学校长会

议主席的路德维希·赖泽尔 （Ludwig Raiser） 认为， “效率与民主化之间

的冲突” 和 “实行高校自治所引发的冲突” 才是目前联邦德国大学出现

问题的重要原因。③ 将民主制度引入高校会影响科研水平。④ 因此， 决策

者们在进行大学治理时很少真正考虑学生的意见。 1965 年和 1966 年， 西

德大学校长协会 （Rektorenkonferenzen） 和科学委员会 （Wissenschaftsrat）

先后通过了对大学生注册和考试制度进行改革的建议， 企图以强制注册

和考试的方式缩短大学学习时间， 提高学习效率。 此项改革在联邦德国

大学生中引起强烈不满。

第三，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不仅率先提出三方对等共决方案，

还积极引导大学生通过抗议斗争来实现这一主张。 因此， 德国社会主义

大学生联盟这一新左派组织在高校中的形成和发展， 也是推动 20 世纪 60

年代联邦德国大学生反对教授专制的重要条件之一。

新左派既是信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年轻一代在政治上的代表， 也

是 68 运动的先驱者、 领导者和推动者。 以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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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新左派认为， 社民党和工会所代表的老左派只从财产关系的变化就

认为联邦德国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调是错误的。

新左派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展开斗争， 但却又并不指望资本主义

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革命， 而是专注于解决高校民主化等现实问题。①

随着新老左派斗争的加剧， 1961 年 11 月 8 日，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

正式在组织上与社民党脱离关系， 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姿态参与和领导院

外抗议运动。

之后， 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在大学生中

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支持。 其一， 自 1966 年开始， “德国社会主义

大学生联盟在西柏林的队伍迅速壮大”②， 其在法兰克福和慕尼黑大学中

的影响也有了明显的加强。 68 学生运动开始后， 更是有大量的新成员加

入。 组织成员从 1966 年秋的 1200 人上升至 1967 年秋的 2500 人。③ 小组

数量也增加到 80 个。④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快速发展为大学生发

动争取高校改革的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其二， 在校方的压制下， 其他大学生政治团体的政治态度与新左派

日益接近。 60 年代时， 联邦德国 “大学生政治团体出现整体上突然向左

转的情况”。 早在 60 年代初， 德国自由大学生联盟就明确警告， 自由民

主派不应与联盟党 “专制和不民主” 的领导同流合污。⑤ 1964 年 5 月的

联邦代表大会上， 社会主义高校联盟决定接受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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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 承认奥德—尼斯河边界。 一周后， 社会主义高校联盟决定， 以

后要在德国大学生联合会和各大学学生会选举中与同为左派的德国社会

主义大学生联盟和德国自由大学生联盟采取一致行动， 共同影响高校政

策。 1967 年初， 社会主义高校联盟召开历史上首次特别代表大会， 认为

社民党已经不再是一个 “改革党”， 而成为一个维持现状的党。 同时，

在 《紧急状态法》 和越南战争的问题上， 社会主义高校联盟也和德国社

会主义大学生联盟、 德国自由大学生联盟站在一起， 反对大联合政府。①

1967 年 6 月 2 日大学生奥内佐格被警察枪杀后， 西柏林自由大学的所有

大学生政治团体都对这一事件表示强烈谴责， 他们在学生会内部实现了

高度的团结。② 这些主流大学生政治团体在反对教授大学的斗争中扮演

着新左派同盟者的角色。

其三，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及其他左翼大学生政治团体在各级学

生会中的影响也不断扩大。 1965年时，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已经认识

到通过德国大学生联合会进行动员， 可以非常有效地提高自己在高校改革

方面的影响力。③ 此后， 其成员便积极与其他大学生政治团体展开合作，

扩大自身在各高校学生会中的影响力。 以西柏林自由大学为例， 1961 年 12

月 12—14日学生代表大会选举时， 66 个席位中右翼基督教民主大学生联

盟共夺得 7席， 而左翼的社会主义高校联盟和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分

别只夺得 1席。 而 1966年 12 月 6—9 日第 19 届学生代表大会选举中， 左

派在 78个席位中获得 46 个， 达到历史最好水平。④ 除自由大学外， 新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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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在法兰克福大学等高校也取得了很大的影响力。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

联盟的成员频繁出任学生会领导职务。

成员的增加和其他大学生政治团体的接近， 使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

联盟在西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中从一个少数激进分子组成的学生团体逐

渐发展成为学生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力量。 这就为该组织在 68 运动中通过

这些大学的学生会实现自己的高校改革目标奠定了基础。 在 68 运动期

间， 甚至有学生组织的发言人表示， 新左派的高校政策 90%都获得了支

持。① 正是在新左派的大力推动下， “教授大学” 成为西柏林自由大学等

高校学生们宣泄不满和发起抗议的主要对象之一。

第二节 左派大学生在 68 运动中争取

高校治理变革的斗争

1967 年 6 月 2 日， 西柏林大学生抗议伊朗国王巴列维访问期间， 26

岁的学生本诺·奥内佐格不幸被警察局长卡尔·库拉斯 （Karl Kurras）

击毙。 这一事件成为 1967—1969 年联邦德国 68 运动的导火索。 而争取

高校改革的斗争， 则是 68 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一 左派大学生争取高校治理变革的目标

68 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 就是要取消教授对高校内部事务的控制

权， 并借此重塑联邦德国的国家治理体制和社会秩序。

新左派在这场运动中将矛头指向 “教授大学”， 主要是为了从根本

上改变联邦德国的政治制度， 推动整个国家在民主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到 68 运动兴起时， 以鲁迪·杜切克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领

导人就已经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发展出一整套激进的 “反威权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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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企图通过所谓的 “体制内长征”， 在联邦德国基层组织中建立和

完善民主制度， 并以此来推翻发达资本主义的威权统治。①

受这一理论影响， 新左派对 “教授大学” 的批判蒙上了浓厚的政治

色彩。 1967 年 9 月，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联邦委员会表示， 大学在

专制国家中的功能主要是 “意识形态控制”， 应将大学看作发达资本主

义威权统治的堡垒， 是国家威权的代表。 60 年代科学委员会、 各州文教

部 长 联 席 会 议 （ Konferenz der Kultusminister der Länder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和西德大学校长会议以及各州所进行的改革

都是 “威权改革”， 其目的是使大学 “企业” 符合发达资本主义的绩效

需求。 国家出于经济生产的需求公开地、 单方面地、 大规模地培养可替

代的专业傻瓜， 大学其实就是 “专业傻瓜生产机器” 和 “臣民制造工

厂”。 在新左派看来， 大学教育普遍缺少批判性， 这是统治者对大学非政

治化的产物。② 有学者认为， 谋求高校改革的这些大学生并不都是为了

改善自己的大学学习条件， 而是为了 “突破代议制总理民主的限制并在

政治实践中搜寻社会民主化之路”。 他们参与高校民主化的激情， 一方面

来自历史上的榜样， 尤其是以工人自治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直接民主和中

央集权主义运动； 另一方面也来自要求从工作空间和技术方面得到解放

的国际工人运动新潮流。③

根据所谓的 “体制内长征” 的思想， 新左派认为要想重塑国家治理

体制和社会秩序， 首要的就是要改变高校中的统治关系， 完全实现大学

产生公民社会和再生产公民社会的能力。 杜切克将大学作为新左派开展

行动的基地和进行社会革命的练兵场、 策源地。 他一再强调， 大学要承

担将大学生抗议者培养成职业革命家的重任。 在杜切克的领导和影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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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也要求在高校中实现学生的全面自治， 并以此

推动国家治理体制的重构。①

此外， 其他左翼大学生政治团体在 68 运动爆发后， 也纷纷表达了废

除教授特权、 重塑国家民主治理体制的强烈愿望。 积极投身这场运动的

社会主义高校联盟希望在建立高校对等共决治理机制的同时， 还要求提

高高等教育的批判性和实践性， 防止教授利用狭窄的专业知识来进行

“威权” 统治。 不过， 社会主义高校联盟只希望高校民主化能推动联邦

德国民主体制的完善， 并不希望彻底颠覆现有的国家制度。 “民主的大学

应该反映其在民主中扮演的角色， 要积极参与民主法治国家的形成。”②

此外， 1967 年 6 月 24 日， 西柏林德国自由大学生联盟小组也召开会议，

要求消除高校内部的专制结构， 并认为虽然高校改革首先是高校内部的

问题， 但与此相对应的社会变革也是必不可少的。③

不难看出， 虽然政治指导思想不同， 但新左派和社会主义高校联盟、

德国自由大学生联盟等其他左翼大学生政治团体对高校治理体制改革的

要求却是类似的： 它们都希望通过废除教席原则， 重塑联邦德国的国家

治理体制， 推动整个社会在民主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二 左派大学生争取高校治理变革的斗争实践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 部分联邦德国高校的左派大学生不仅纷纷在

原有高校治理体制之外建立起了 “批判大学” （Kritische Universität）、

“卡尔·马克思大学” 等所谓的 “对立大学” （Gegenuniversität）， 而且还

要求在校内不同级别的管理机构中实现教授、 助教和学生的三方对等

共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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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办 “对立大学”

在奥内佐格被杀害之前， 联邦德国的大学生抗议活动一直主要集中

在西柏林自由大学当中。 此后， 该校仍是许多全国性大学生抗议的发源

地和汇聚地， 并且还涌现出杜切克等一批杰出的新左派学生运动领袖。

68 运动期间， 在左翼大学生政治团体， 尤其是新左派的主导下， 为了打

破教授对高校内部事务的控制， 并推动联邦德国在民主化的道路上继续

前进， 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会率先在现有高校治理体制之外建立了名为

“批判大学” 的 “对立大学”。

早在 1967 年 1 月 7 日，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西柏林州委员会

就指出， “原先所设定的 （三方对等共决的） 高校民主化的目标是不够

的”， 新左派既不能无条件地认同制度性的东西， 也不能拒绝与其合作。

不能仅依靠制度性的学生代表大会， 而要在政治上发动学生群众。① 68

运动爆发后， 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会在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推动下

于 7 月 初 公 布 批 判 大 学 的 “临 时 教 学 活 动 目 录 ” （ Provisorisches

Veranstaltungsverzeichnis der Kritischen Universität）。 目录指出， 批判大学是

西柏林的大学生和助教们在高等学校和专业学校内建立的自由组织。 这

所大学开设的课程面向所有有兴趣参与的学生、 工人、 职员和教师、 学

者， 其目标是促进其成员和公共生活的政治教育， 即利用科学知识来塑

造民主和法制国家的关系。② 批判大学共建有 33 个研究小组， 其中有 15

个小组研究中学和高校的组织问题。③ 1967 年 11 月 1 日， 批判大学正式

举行成立大会。

“批判大学” 在打破教授专制方面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 强化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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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助教的共决权。 批判大学计划不仅要求教授与学生和助教在教学计划

和人事政策方面分享决策权， 且三者都可在一定条件下自主举行教学活

动和邀请客座学者来校进行短期有酬讲学。 学生甚至还可以与学者共同

组成行动委员会来举行学术活动。① 1968 年夏季， 批判大学还成立专门

工作小组对大学内部民主化改革情况进行调查和评价。② 批判大学可以

说是将直接民主的思想在高校中应用的一种尝试。 这一方式深受美国伯

克利大学和法国五月风暴中大学生的影响③。 学生对国家和高校一拖再

拖高校改革的做法产生了怀疑， 要求将改革控制在自己手中。④

其次， 批判大学还要求加强大学课程的实践性， 以打破教授们在教

学过程中的 “专业性” 压迫。 根据 “反威权斗争” 理论， 在教学活动

中， 大学生受到了专业性的威权压迫。 因此必须要消灭教授的支配性力

量和科学与经济的卡特尔， 废除教授大学和 “专业白痴制造工厂”⑤。 学

生们认为， 自己受限制的状况和当年的企业代表会、 工商业行会等同业

公会的性质是一样的。 《基本法》 保证了科学自由， 也就保证作为社会

实践的科学有利于社会的解放。 大学生在科学知识学习中是参与者， 必

须要能够将所学与所用结合起来。⑥ “教授们处处利用技术性文化政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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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他们的同事及学生。”① 批判大学将通过对教育改革不断地进行批判

与实践， 使所学的课程更有意义， 避免出现专业学习与个人兴趣的断裂

与疏离现象。

再次， 为未来的社会变革做好准备。 “批判大学动议的出发点就是废

除教席制度， 并实现由大学生直接领导下的大学任务的政治化……学生

们应自己组织起来去完成他们自己有能力完成的专业学习任务。 实现批

判大学就是一个开始。”② “批判大学是院外反威权抗议运动在科学、 教

育和知识分子中的培养器……它是批判理论的产物， 也是经验分析方法

的应用。” “大学生有许多政治实践任务需要有理论的准备。”③ 临时教学

活动目录也指出， 批判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进行 “永久性的批判和

大学学习改革， 进而拓展和加强大学生政治团体、 学生代表及批判大学

自身作为行动中心的政治实践”④。 “批判大学是高校改革创新的实践形

式和永久性的高校批判。”⑤

继西柏林之后， 汉堡、 法兰克福、 吉森 （Gießen） 等地的大学也纷

纷在新左派的推动下建立起了类似于批判大学的 “对立大学”。 值得注

意的是， 虽然对立大学最初的提出者是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 但它

却是以学生会的名义公布的。 在建立对立大学的各个城市中， 激进的高

校改革思想已经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大学生政治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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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争取实现三方对等共决

在西柏林等地纷纷建立对立大学之时， 新左派还继续在高校中谋求

实现教授、 助教和学生的 “三方对等共决” 机制， 并将此当作自己反对

教授大学、 实现 “反威权斗争” 理想的重要途径。

在 68 运动期间， 新左派的三方对等共决思想得到了其他左翼大学生

政治团体的大力支持。 身为汉堡大学学生会主席、 社会主义高校联盟及

德国大学生联合会代表的迪特勒夫·阿尔贝斯 （Detlef Albers） 不仅喊出

了 “长袍之下： 1000 年腐朽的味道” 这句著名的口号来讽刺教席制度，①

还在 1967 年 6 月写了题为 《高校的民主化： 关于三方对等共决的观点》

的小册子来宣传左翼学生群体的高校改革理念。② 西柏林社会主义高校

联盟对高校结构改革的要求是： 所有成员都可以独立参加自由的科学及

政治讨论； 以科学的合作形式代替封闭专制的教席原则， 以打破学科专

业之间的狭窄界限； 为保证基层参与决策， 要在各级机构中分配各利益

集团的选票。③

在新左派等左翼大学生政治团体的推动下， 德国大学生联合会也将

三方对等共决当作了自己高校改革的目标。 1968 年 3 月 4—10 日， 德国

大学生联合会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 《高校民主化》 决议要求：

取消教席原则； 对教授实行公开招聘； 取消获得大学授课资格的考核，

以新的方式协调助教、 学术委员会和校长的关系； 学习自由， 在学习目

标、 专业设计和考试成绩方面保证学生的自主决定权。 在 6 月 24 日的声

明中， 德国大学生联合会重申了自己的这些要求， 并表示， “如果不能保

证学生在平等环境中与教授和助教展开协商， 就反对所有形式的州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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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法》 和改革计划”①。 “作为 30 万联邦德国大学生的代表， 德国大学生

联合会要求在全国高校中贯彻三方对等共决。”② 德国大学生联合会还表

示， 将学生参与权限制度化在学生事务中是不可接受的。 “教授一直都拥

有高校的决策权， 而高校其他成员包括学生其实一直只有旁听权。”③

随着新左派的三方对等共决思想得到了大学生群体的普遍认同， 各

高校争取三方对等共决的斗争也迅速高涨。 在自由大学， 谋求实现三方

对等共决的行动主要有以下特点。

首先， 积极参与和推动立法进程， 试图在新的 《高校法》 中取消教

授对高校事务的控制， 实现校内各群体的对等共决， 同时让大学生承担

起改造社会的政治使命。

68 运动爆发后， 柏林市政当局被迫公开了 《高校法》 修订草案， 并

要求各方对此发表意见。 自由大学学生会代表要求在新的 《高校法》 中

引入对等共决制度， 消除教授对高校教学和政治活动的控制。 1967 年 6

月 3 日， 学生会发表声明， 认为 《高校法》 不仅要实现高校结构改革和

民主化， 还要成为改变政治错误和白色恐怖的工具。④ 同年 7 月， 德国社

会主义大学生联盟成员、 自由大学学生会主席克努特·内费尔曼 （Knut

Nevermann） 又发表文章， 要求在新 《高校法》 中， 扩大由教授、 讲师、

助教和学生共同组成的学校代表大会 （Konzil） 的权力， 并希望在校学

术委员会下属的学习改革委员会中学生能拥有对等共决权。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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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 12 月 1 日， 学生会制定 《学生会想要什么？ 第二号文件》，

认为新的 《高校法》 中对教授的 “去特权化” （Entprivilegierung） 是不

够的， 教授们在许多高校事务中都保留有最终决定权。 文件希望 《高校

法》 能彻底废除教授对大学教学内容的控制， 并将此作为大学生开展民

主抗议活动的重要条件。 “法律只允许教大学生解决技术性问题， 拒绝承

认大学生的政治使命。” “在如此组织起来的高校中， 缄默、 秩序和教授

居于统治地位； 教育只是基于社会需要培养学术白痴。”① 1968 年 7 月 27

日， 西柏林科学与艺术局局长在接受 《每日镜报》 采访时也表示， 学生

们在讨论新 《高校法》 时所提出的三方对等共决要求， 其实是 “政治要

求的一部分”②。

其次， 重点推进研究所章程的制定， 试图通过在高校基层组织中贯

彻对等共决原则， 来消除教授对高校内部事务的控制权， 并推动国家的

民主进步。 1968 年 5 月， 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会制定 《学生会想要什

么？ 第三号文件》， 明确表示 “学生运动进行高校改革的阻力不仅来自

‘教授大学’， 也来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 ‘威权’ 统治。 这是眼下造成

学生们在各研究所的改革受挫的主要原因”。 “人们一直以来要求废除教

席制下的 ‘教授专制’， 包括教授对研究所财务、 人事和科研的控制；

但现在还必须进一步获得对科学研究本身的决定权……因此学生的共决

权必须重新定义： 不仅要正式地参与决策进程， 还必须促使科学积极地

服务于 （社会的） 解放。” 文件要求让基层研究所的所有成员都可以参

与本所的决策， 并特别提出要在研究所的教学、 预算、 科研、 人事、 考

试规则等委员会中建立教学人员 （教授及讲师）、 助教、 教辅人员和大

学生的对等共决制度。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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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 5 月 30 日，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和社会主义高校联盟的

自由大学小组向该校奥托—祖尔政治学研究所 （Otto-Suhr-Institut， 以下

简称政治学研究所） 代表大会递交了新的研究所章程草案， 并与研究所

全体成员在贯彻三方对等共决原则的问题上达成初步共识。① 政治学研

究所的改革活动为自由大学其他基层研究单位进行类似的斗争树立了榜

样。 1968 年底，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代表在第 20 届学生代表大会

上表示， 为了在对等共决方面取得更大的成果， 各研究所在制定章程方

面要加强合作。② 此后， 学生们立即着手在自由大学的文学、 法学、 经

济学、 新闻学等研究所推广这一模式。③

最后， 68 运动爆发后， 除了在体制内使用和平手段外， 以占领课堂

为代表的更加激进的抗议方式， 也成为左翼大学生推动三方对等共决制

度建立和发展的重要途径。 “占领的目的是将科学从政治强制及其为非政

治化所作出的牺牲中解放出来。”④

政治学研究所的 “三方对等共决” 章程草案就是新左派在 1968 年 5

月 23—29 日的占领课堂活动中草拟形成的。⑤ 1968 年 7 月 8 日， 《明镜

周刊》 以 “转折点” 为题报道了西柏林自由大学左翼大学生占领大学校

长办公室和罢课的行为， 学生们甚至喊出了 “所有教授都是纸老虎” 的

口号。 “学生首先要获得的是在大学中独立的共决权。”⑥ 两天后，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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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校学术委员会否决政治学研究所的新章程， 数百名大学生冲击了校

长办公室， 他们烧毁办公物品， 捣乱文件并用家具堵住了楼梯口。 新左

派领导的学生会在事后宣称， 政治学研究所的新章程将成为全校进行民

主化的样板， 学生们已经无法继续容忍高校改革的拖延。①

1968年冬季学期起， 联邦德国其他的高校研究所也陆续出现了不少占

领抗议活动， 其主要目的是 “为了实现类似于政治学研究所新章程中所确

定的 （三方对等） 共决原则”②。 1968 年 12 月初， 柏林电影学院的学生提

出三方对等共决的方案，③ 2000 名自由大学学生发动占领课堂行动表示支

持。 为了反对 《高校法》 的通过， 1969 年 6 月 18 日， 自由大学经济社会

学院的 400名学生决定举行一周的罢课。 26 日学生们又决定， 如果 《高校

法》 不贯彻对等共决原则、 不赋予所有群体参与校纪委员会的权力， 罢课

将一直持续下去。④ 在法兰克福大学， 原先在社会主义高校联盟学生会主

席领导下 “小步” 进行高校改革的方式遭到了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

严厉批判， “民主光靠协商是不行的， 要靠斗争才能实现”。 在德国社会主

义大学生联盟的推动下， 法兰克福大学法学院出现了多次占领课堂事件，

其数量甚至超过了哲学、 社会学等传统的 “革命专业”。 此外， 在慕尼黑、

纽伦堡、 马尔堡等地都出现了大量的占领课堂活动。⑤

总之， 在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推动下， 68 运动中的左翼大学

生们不仅通过建立对立大学来实现对教授大学的 “自我改造”， 还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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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策略力争使 “三方对等共决” 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在争取高校

治理体制改革的斗争中， 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会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带头

作用。 68 运动期间， 该校学生会不仅创办了联邦德国首个 “对立大学”，

还将政治学研究所打造为基层三方对等共决的典范。 正是在以自由大学

为代表的这些联邦德国高校中， 左派大学生的反抗斗争将教授握有垄断

性权力的传统高校治理体制推到了改革的风口浪尖之上。

第三节 68 运动推动下的高校治理变革

在 68 运动的影响下， 随着一系列法律规章的通过， 联邦德国高校也

逐渐从 “教授大学” 向 “群体大学” 转变。

所谓群体大学就是以群体合作为主要治理原则的大学。 其主要特点包

括： 大学成员被划分为教授、 助教、 学生等若干个利益群体， 各群体互不

相属、 自治自决； 各群体不仅在教学和科研事务中进行合作， 还可以按照

一定的比例选举相应的代表参与学校的行政管理。 改革后高校内部治理体

系最大的变化是助教和学生地位的提升及权力的扩大。 1969 年时甚至在慕

尼黑大学， 助教还当选了大学副校长。 “群体大学意味着教授作为全权决

策者的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的终结。” 它不仅对联邦德国高校治理的内部

结构和权力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且还将统一的组织原则引入高校， 并

间接地加强了高校内部的行政管理和国家对高校的统一规划及控制。①

但与此同时， 在群体大学中， 教授只是失去了往日的垄断权力， 其

在教学、 科研的决策中仍然占有优势地位。

一 群体大学原则的确立

在联邦德国高校治理变革的过程中， 68 运动起到了比较重要的推动

作用。 这场运动兴起后， 不仅很多高校的研究所和院系制定了新的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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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也陆续通过或修订了 《高校法》。 新的法律规章中所确立的群体合作

原则， 撼动了自洪堡时代以来在德国根深蒂固的教授大学传统， 并促进

联邦德国高校开始向群体大学转变。 “教授大学部分地受到了科学职员

（wissenschaftlich Angestellten） 和大学生的双重钳制， 在社会和政治民主

化的双重推动下， 群体大学制度终于在大学中得以建立。” “学生运动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整个联邦德国的高校， 学校和教授们对此几乎毫

无准备。 68 运动不仅使高校从封闭的象牙塔中逐步走出， 还使校内受压

抑的弱势群体获得了解放。 与此同时， 68 运动还为进一步实现高校民主

化铺平了道路。”① “抗议运动的巨大影响在高校中体现出来。” 1977 年 1

月 15 日在西柏林召开的 “大学未来” 国际代表大会指出， 在过去十几年

中联邦德国的高校迅速地实现了民主化。②

68运动进一步推动了助教和教授对群体大学的支持。 这场运动爆发后，

助教们不仅完善了自身的各级利益代表组织， 还全力支持大学生和自己一

起参与高校决策。 1968年 3 月， 联邦德国的助教们建立了德国历史上首个

全国性助教组织———联邦助教协会 （Bundesassistentenkonferenz）， 并在该

组织的成立大会上 “迫切要求实现助教对高校事务及高校改革的全面参

与”， 让 “大学中的助教职位获得全新的权力”③。 1969 年 6 月 5 日， 自

由大学的助教们在讨论西柏林 《高校法》 时， 也对教授必须在决策机构

中保持多数的观点进行了批判。④ 与此同时， 哥廷根、 康斯坦茨等大学

的助教们也纷纷发表声明， 要求打破教授在高校中的权力垄断。⑤ 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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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这一时期所展现出来的斗争 “风格” 明显受到了 68 运动的影响。①

在 68 运动的冲击下， 大多数教授也支持将联邦德国高校改造为群

体大学。 虽然很多教授并不接受学生的对等共决要求， 但面对 68 运动

的压力， 他们也同意对高校治理体制进行民主化。 如 1968 年签署 《马

尔堡宣言》 的 1500 名教授， 在批判 68 运动和三方对等共决的同时也

明确指出， 他们欢迎改革， 同意 “保证高校所有成员———除教授之外

还有助教和学生———按照他们目前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经验分层次参与

高校生活”②。

为了平息学生们的不满， 维护自身的利益， 不少自由大学的教授也

都同意将群体大学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在政治学研究所， 自由派教

授甚至同意在新的章程中引入对等共决制度， 以防激进的学生们将该所

变成 “院外抗议活动” 的中心。③ 1969 年 6 月 24 日， 自由大学 25 名教

授在支持社民党所提出的 《高校法》 草案时也表示， 高校治理体制的改

革势在必行， 而社民党的草案既可以保障教授在未来高校管理中占有优

势地位， 又能 “平息学生们的愤怒”。 “在公开的协商机制建立后， 高校

冲突将会被平息。”④

除助教和教授外， 群体大学原则当然也得到了大多数学生的支持。

而且， 随着 “怀疑的一代”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加入年轻学者的队伍，

部分编外讲师和作为高校教学人员利益代表组织的教育与科学工会

（Gewerkschaft Erziehung und Wissenschaft） 也倾向于打破教授在高校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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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垄断。① 这些相关群体的支持， 为 68 运动推动高校治理体制的变革

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与此同时， 尽管对严格意义上的三方对等共决持怀疑和否定态度，

但出于安抚学生和稳定校园秩序的需要， 大多数科学政策的制定者也都

同意建立群体大学。

社民党联邦委员会认为， 大学生的抗议与高校改革的拖延有关。 “对

过时的高校结构进行改革是唯一出路……在 5 到 8 年的时间里， 学生一

直被限制在一种依附关系之中。 他们反对自身依附于教授、 研究所和学

院。 正在走向成熟的学术后辈对自我负责的共决权及其实现条件的要求

与工人类似且在不断提高， 而社会对他们这些要求的适当回应却被僵化

的、 成文或不成文的高校章程所阻碍。 为此必须进行改革。”② 除社民党

外， 联盟党以及各州文教部长常设会议、 大学校长协会等参与制定科学

政策的专业机构， 均在 68 运动爆发后明确表示支持学生和助教参与高校

决策， 实现高校治理的民主化。③

在这一背景下， 许多州的行政当局也都希望通过在新的 《高校法》

中加入与群体大学相关的内容， 来平息这些地区的大学生抗议。 68 运

动爆发后， 社民党控制的西柏林科学与艺术局匆忙公布了 《高校法》

修订草案。 “草案一方面表现出官方安抚学生和消除误解的愿望， 另一

方面也明显表现出要防止学生控制整个学校的企图。”④ 1969 年 1 月 7

日， 该局局长明确表示， 制定 《高校法》 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无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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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obsen， Hans-Adolf， & Dollinger， Hans， Die Deutschen Studenten， Der Kampf um die
Hochschulreform， München： Verlag Kurt Desch， 1968， S. 187 - 189. 在联邦德国， 具有高校授课资

格的讲师大都只是编外讲师 （Privatdozent）， 他们虽属于高校教学人员 （Lehrkräfte）， 但并非法

律意义上的高校教师 （巴登—符腾堡州除外）。
“Vorwort zum Initiativ-Entwurf der SPD-Fraktion für das Universitätsgesetz，” in Berliner

Stimme， Sonderausgabe zu Hochschulfragen， Sondernummer 3. April 1969.
Jacobsen， Hans-Adolf， & Dollinger， Hans， Die Deutschen Studenten， Der Kampf um die

Hochschulreform， München： Verlag Kurt Desch， 1968， S. 298， 304 - 305， 381.
Bauß， Gerhard， Die Studentenbewegung der sechziger Jahre in der Bundesrepublik und

Westberlin， Handbuch， Köln： Pahl-Rugenstein， S. 271 - 274.



主义者和乌托邦主义者面前保护学生。① 就连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会代

表也认为， 新的 《高校法》 “充分考虑了学生的意见， 承认高校是由具

有不同利益和使命的群体组成”②。

为了安抚躁动的学生， 其他各州也在 68运动的推动下陆续开始制定或

修改自己的 《高校法》。 “1968年时， 几乎所有州对高校改革的讨论都比以

前变得更加迫切。 各种改革小组和机构也纷纷建立并召开会议。 在巴登—

符腾堡等州， 都是在学生提出大学改革计划后， 官方立即出台 《高校法》

草案。”③ 1969年 10月， 新一任联邦政府总理维利·勃兰特在首份政府声

明中也提到， 为了结束高校目前的混乱状态， 联邦政府要制定统一的教育

政策和 《高校总纲法》， 以改变学校中 “过时的统治模式”④。

在 68运动的推动下， 助教、 教授等校内相关利益群体和科学政策的制

定者就打破教授权力垄断和建立群体大学达成了共识。 “自 1966—1967年以

来由 ‘68运动’ 引发的高校民主化讨论和行动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虽然

存在很多不同意见， 但学生们在高校决策中的共决权还是得到了原则上的肯

定……大多数研究所章程和 《高校法》 草案都是为了平息这场运动。”⑤

在 68 运动的推动下， 许多大学的基层组织———研究所或院系一

级———都建立了群体合作机制。 这是 68 运动自身治理绩效的主要体现。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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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klärung des Senators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 zur Situation an den Berliner Hochschulen
vom 7. Januar 1969，” in FU-Information， Jg. 5， Nr. 2， 1969， S. 2.

Knut Nevermann， “Ansätze zur Demokratisierung，” in Lönnendonker， Siegward， & Fichter，
Tilman （Hrsg. ），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1948 - 1973： Hochschule im Umbruch， Dokumentation， Teil
V， Nr. 776， FU Berlin， 1983， S. 217.

Bauß， Gerhard， Die Studentenbewegung der sechziger Jahre in der Bundesrepublik und
Westberlin， Handbuch， Köln： Pahl-Rugenstein， 1977， S. 271.

Brandt， Willy， “Regierungserklärung， 20. Oktber 1969，” in Wolther von Kieseritsky， Willy
Brandt， Dokumente， Band 7， Innen und Gesellschaftpolitik， 1966 - 1974， Bonn： Verlag J. H. W. Dietz
Nachf， 2001， S. 222.

Bauß， Gerhard， Die Studentenbewegung der sechziger Jahre in der Bundesrepublik und
Westberlin， Handbuch， Köln： Pahl-Rugenstein， 1977， S. 270.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 新左派领导的社会运动可以在 “国家之外找到有效的治理体制”。
参见 [英] 基思·福克斯 《政治社会学： 批判性的介绍》， 陈崎等译， 华夏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81 页。



其中， 西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等甚至还形成了三方对等共决制。

1968 年 5 月底， 该所的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等提

出的决议， 将研究所的最高决策机关由所学术委员会改为代表大会， “宣

告了教席制度的终结”①。

根据这一方案， 政治学研究所代表大会于 1968 年 6 月 14 日正式颁

布了新的章程。 章程规定， 研究所一级的权力分别由代表大会、 所委员

会和所领导行使。 代表大会由研究所全体成员组成， 负责听取所领导的

报告， 商议本所和学校的重大问题， 并有权要求所委员会等提供建议。

所委员会由教授、 学生和其他人员的三方代表按对等原则组成。 其中其

他人员的代表由助教、 讲师和行政服务人员按 3 ∶ 2 ∶ 1 选举产生。 所委员

会的职能主要有： 按照学科统一原则决定教学计划和协调科研计划； 通

过预算建议； 讨论人事建议， 决定教席之下的人力事务， 按照公开原则

提供聘用名单建议； 决定考试规定； 每年选举委员会主席和所领导。②

尽管新章程遭到了柏林自由大学学术委员会的否决， 但在柏林市政当局

的支持下， 三方对等共决制度还是在政治学研究所顺利地建立了起来。③

除自由大学外， 还有其他一些高校的研究所也在 68 运动的推动下通过了

类似的群体合作方案或章程。 如慕尼黑大学的社会学研究所、 马尔堡大

学的教育研讨组 （研究所）、 法兰克福大学的政治教育研讨会等。④

与此同时， 在 68 运动的推动下， 各州———尤其是在社民党—自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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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hter， Tilman （ Hrsg. ），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1948 - 1973： Hochschule im Umbr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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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的州———都迅速通过了 《高校法》， 将群体合作原则用法律的形式

固定下来。 1967 年 6 月 19 日， 奥内佐格被杀两周后， 西柏林科学与艺术

局局长提出了 《高校法》 草案。① 1969 年 3 月 20 日， 柏林州社民党将修

正过的 《高校法》 草案递交市议会， 规定校学术委员会将由教授、 助教

和学生三个群体按照 2 ∶ 1 ∶ 1 的比例组成。② 1969 年 7 月 9 日， 社民党占

多数的市议会终于颁布了新的柏林 《高校法》。 新制定的 《高校法》 规

定学术委员会由 11 名教授、 6 名助教、 5 名学生和 1 名其他工作人员的

代表组成，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68 运动中所提出的群体合作要求。③

在西柏林州新 《高校法》 出台的同时， 其他各州也在 68 运动的推动

下陆续制定或修改了自己的 《高校法》。④ 各州 《高校法》 中都写入了保

障学生和助教参与学校决策的群体合作的条款。 如 1970 年 5 月 5 日三读

通过的 《黑森州高校法》 第 15 条规定学术委员会的组成为： 校长、 3 名

副校长、 所有专业负责人及助教和学生代表若干。 其中助教和学生代表

的人数分别为所有专业负责人总数的 3 / 5 和 2 / 5。⑤ 到 1971 年时， 学生

和助教已经通过立法在 8 个州获得了法定的共决权。 在下萨克森等州，

甚至将三方对等共决原则也写入了 《高校法》。 1973 年联邦宪法法院的

判决和 1976 年出台的 《高校总纲法》 也明确规定了大学生和助教有权参

与高校治理的决策和运行， 并在联邦范围内确认了群体大学的法律地位。

“1973 年联邦宪法法院判决使群体大学成为公认的高校组织原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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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 《高校总纲法》 的出台则可看作是德国教授大学的正式终结和

群体大学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①

二 教授优势地位的保留

群体大学的确立， 使联邦德国战后开始进行的民主化从政治、 经

济和社会领域扩展至教育文化领域。 因此， 68 运动不仅推动了高校治

理体制的民主化， 也对联邦德国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起到了一定

的推动作用。 不过， 群体大学只是打破了教授在高校中的权力垄断，

它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以教授为核心的高校治理体制。 从整体上看， 除

部分基层研究所外， 教授在大多数高校决策中仍占有明显的优势。 实

际上， 68 运动所谋求的高校治理体制改革目标并未实现； 其所制定的

高校治理体制改革方案， 如创办对立大学、 全面实现三方对等共决等

也大都遭到了失败。 因此， 这场运动对联邦德国高校治理体制变革的

影响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那么， 为什么轰轰烈烈的 68 运动， 不能从根

本上改变教授在高校治理中的特权地位， 并借此进一步促进联邦德国

的政治民主化呢？

这首先是因为， 68 运动为高校治理体制改革所设定的政治目标太过

激进， 且混淆了教育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界限， 无法为广大高校师生和当

局所接受。

68 运动爆发后， 新左派难以对高校改革产生重大影响， 恰恰就是因

为它不仅想要改变大学， 还想要颠覆整个国家制度。 不要说科学政策的

制定者和绝大多数教授， 就连很多大学生其实也并不赞同将激进的政治

革命目标与高校改革问题联系在一起。② 即使是在 68 运动内部， 其他左

翼大学生政治团体也对新左派的政治目标持有不同看法。 1967 年 6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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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德国自由大学生联盟曾明确指出， 新左派所谋求的高校绝对民主化

（absolute Demokratisierung） 是不可能实现的。 1968 年 1 月 23 日， 西柏林

的社会主义高校联盟主席也表示， 他的组织与新左派在高校改革的政治

目标和实现手段方面有分歧。①

自由大学学生会虽然并未明确要求颠覆现行国家制度， 但它也一直

将重塑国家政治体制作为谋求高校治理体制改革的政治目标， 并因此而

致力于创办批判大学并企图通过立法废除教授对高校内部事务的控制权。

然而， 在教授们和当局看来， 批判大学 “并非获得批判性科学方法的手

段， 而是激进政治行动的变异形式”， 它只会损害学术自由和教师的独立

性，② 对高校和大学学制改革没有积极作用。③ 教授们和当局还否认教授

是高校的 “统治阶级”， 坚决反对在法律规章中将高校改革与改造社会

的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④

68 运动影响有限的第二个原因在于， 它试图将对等共决原则引入高

校治理； 而这一违背高校教学科研基本规律的做法， 也令绝大多数教授

和政策的制定者难以接受。

除哈贝马斯等少数左派教授外， 绝大多数教授都反对在高校的各级

各类学术机构中全面贯彻对等共决原则。 1968 年 6 月， 1500 名联邦德国

教授签署了 《马尔堡宣言》， 明确提出如果按照对等原则在高校中采用

比例代表制， 将会造成高校治理机构的严重超员并降低工作效率， 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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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① 自由大学的大多数教授也认为， 如果让学

生与他们平起平坐， 就会 “忽视能力和责任的区别”， 甚至还会危害学

术自由和绩效。②

科学政策的制定者们也认为对等共决会损害学术自由和高校的发展。

68 运动爆发后， 联邦德国主要政党及西德大学校长协会均在不同场合明

确表示， 反对大学生按照对等原则参与高校所有事务的决策。 实际上，

除黑森等个别州外， 包括西柏林在内的绝大多数州并未将对等共决原则

列入 《高校法》 之中。 1973 年时， 联邦宪法法院也明确规定， 在群体大

学的教学决策中， 教授要拥有 “权威性影响力”； 而在群体大学的科研

和人事聘任决策中， 教授则必须拥有 “决定性影响力”。

最后， 以占领课堂为代表的激进抗议活动， 也常常因为遭到校内外

各方的坚决反对， 而难以助力于 68 运动实现自己的高校改革目标。

在教授中， 不仅保守派对此类非法抗议活动一直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就连一直支持废除教授特权的哈贝马斯等左派都将其斥之为 “左翼法西

斯主义”。 很多学生也对占领课堂的激进行为表示不满。 他们常常采取与

教师一起更换教室或赶走闹事学生的方式维持教学秩序。③ 在西柏林自

由大学、 慕尼黑大学等许多高校， 为了阻止左派学生推动高校改革的过

激行为， 校方和地方当局甚至多次动用了法纪手段。④ 勃兰特当选联邦

总理后， 也毫不犹豫地呼吁国家对学生破坏法制的激进抗议活动给予严

惩。⑤ 事实上， 许多学生会激进成员都因为占领课堂等行为而受到过法

律、 校纪的惩处。 总的来看， 尽管大规模抗议能引起人们对高校治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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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重视， 但它也会破坏校园秩序， 并招致广大师生的不满及当局的弹

压。 这也是 68 运动无法对高校治理体制变革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原因

之一。

自 19 世纪初洪堡改革后， “教授治校” 就成为德国高校治理的基本

原则。 然而， 20 世纪 60 年代联邦德国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后， 这一

存在了百余年的原则却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当时， 随着教育危机的日益

深重， 信奉后物质主义反体制思想的年轻一代大学生在新左派的领导和

推动下， 将斗争矛头指向了高校中教授的特权地位。 68 运动爆发后， 受

控于激进左翼大学生政治团体， 尤其是新左派的西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

的学生会， 则试图通过打破教授对高校内部权力的垄断， 来推动联邦德

国在民主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68 运动虽然未能从根本上动摇教授在高

校中的核心地位， 但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 “教授治校” 原

则， 并让战后联邦德国的民主化从政治、 经济和社会领域扩展到了文化

教育领域。

席卷西方的 68运动对英、 法等其他国家的高校治理体制也产生了不同

程度的冲击。 在法国， 自拿破仑时代后就建立起集权式的高校治理体制。

因此， “五月风暴” 期间， 巴黎大学生重点提出了减少国家对高校控制的

要求， 并迫使中央教育部在 《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 （The Orient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ct ） 中将自治确立为高校办学的主要原则之一。 而在

联邦德国， 由于很多教授曾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纳粹政权， 而且国家很

少干涉教授对高校内部事务的控制， 所以大学生们便将斗争矛头指向了

教授们在高校中的特权地位。 受 68 运动的影响， 联邦德国不仅在高校中

确立了学生的共决权， 还加强了国家对高校内部事务的管理和干涉。 正

是历史发展道路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不同， 导致了联邦德国大学生谋

求高校改革的方向和影响呈现出与法国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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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联邦德国反核能运动与环境治理变革
———以 1973—1983 年环保公民动议为核心

  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 随着联邦德国政府将民用核能的发展置于了

比环境保护更为优先的地位， 正处于后工业化进程中的联邦德国爆发了由

左翼 环 保 公 民 动 议 领 导 和 组 织 的 大 规 模 反 核 能 运 动 （ Anti-

Atomkraftbewegung）。 这场运动不仅减少了国家和社会对核能的支持， 扩大

了生态主义价值观在联邦德国的影响， 而且它们还通过促进环保公民动议

的制度化和完善能源与环境领域的民主协商机制， 改变了联邦德国环境治

理的体制。

第一节 反核能运动的产生

1973 年之后反核能运动的快速发展不是偶然的。 在联邦德国向后工

业社会转型的进程中，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年轻一代的成长， 作为后

物质主义 （Post-materialism） 价值观主要代表之一的生态主义日益流行，

由 68 运动中新左派分化而来的左翼环保公民动议也在生态主义、 马克思

主义和反体制思想的影响下迅速崛起， 成为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政治生

态运动” 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与此同时， 由于石油危机的爆发和经济下

行压力的增加， 联邦德国不再像勃兰特执政初期那样大力推进全国统一

环保政策， 而是将经济发展及技术进步放在了国家战略的优先位置。 这

一违背生态主义价值观的做法引起了左翼环保公民动议的强烈不满， 并

最终在联邦德国引发了大规模的反核能抗议。



一 1973 年后的核能扩张与反核能运动的兴起

在后工业转型过程中， 由于石油危机暴露出联邦德国对中东石油的

依赖， 联邦政府决心大力发展核能， 导致环境风险倍增， 这是引发

1973—1983 年反核能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①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和币制改革的顺利完

成， 联邦德国工业进入了又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 环境污染问题也随之

不断加重。 与此同时， 随着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开始， 联邦德国国家治理

也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时期。 国家的规划和控制能力得到了加强。 面对日

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不仅民间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决策者在制定国家

政策时也不得不仔细考虑应对之策。 1969 年上台的维利·勃兰特政府通

过制定全国性环境保护政策， 开启了联邦德国环境政治史上崭新的一页。

全国性环境保护政策的推行和体制内实用主义环保政策的发展， 为

公民动议参与环境治理和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通过

撰写报告和推广项目， 公民动议可以在许多层面， 尤其是地方治理中打

破官僚机构的权力垄断， 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根据哈贝马斯等人的

解释， 公民动议是变化了的意识形态的产物。 “当社会成员获知， 自我规

范的社会再生产这一想当然的逻辑与自我需求是自相矛盾的时候， 他们

就会认为， 对社会进程的有意识的控制和调节对保卫他们的利益是必

要的。”②

然而，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体制内实用主义环保政策的发展， 并不

意味着联邦政府已全面接受了生态主义价值观。 虽然社民党—自民党政

府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积极的姿态， 但它仍无法完全摆脱工业时代物质

主义价值观的影响。 1973 年石油危机爆发之后， 联邦德国重新回到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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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经济、 促增长” 为首要任务的战略轨道上来。 面对石油危机带来的

挑战， 继任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也开始推行所谓的 “供给侧” 景气政

策。 1975 年， 社民党联邦委员会颁布新的十年纲领， 明确发展经济优先

于提高生活质量， 纠正勃兰特时期的激进改革措施。① 1976 年竞选时，

施密特领导的社民党阵营公开宣传 “德国模式”， 即一种将工会融入国

家治理体系、 持续维持币值稳定、 将出口导向型经济和政府景气政策融

合在一起的新合作主义。 1977 年 3 月， 时任联邦经济部长的汉斯·弗里

德里希斯 （Hans Friderichs） 也明确表示： “零增长将毁灭民主。”② 对社

民党政府来说， 发展核能不仅可以取得能源独立， 还是实现良性经济与

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 核能成为重要的替代能源。 二战之后， 盟国

本来是不允许德国独立发展核技术的。 直到 1952 年之后， 联邦德国才从

盟国手中获得发展民用核能的许可。 1961 年建成第一座核电站。 1973 年

之后， 由于石油危机暴露出联邦德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联邦政府决心

大力发展核能。 1973 年 10 月， 联邦政府制定了它的首个能源规划， 在减

少石油、 煤炭等矿物能源在国内能源消费中所占比重的同时， 大幅提高

核能所占比重。 “联邦政府认为， 用核能来保障能源长期供应的安全是有

必要的。 到 1985 年核电装机容量要达到 40000 兆瓦。”③ 同年 11 月， 联

邦议院通过 《能源安全法》 （Energiesicherungsgesetz）， 要求厉行节约，

保障能源安全。④ 1974 年 1 月发布的国防白皮书， 认为 “欧洲政策与其

他大洲的发展紧密相连， 特别是与近、 中、 远东的变化有关， 这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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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拥有 50%左右的石油储藏。 西方国家， 尤其是欧洲必须找出一条

出路， 让原油供应不再受制于政治和经济因素”①。

赫尔穆特·施密特继任后， 仍旧希望以核能来支撑自己的经济复兴

计划。 施密特认为， 只有保障能源供应才能保证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

定。② 1974 年 10 月 23 日， 施密特政府颁布能源发展第一补充计划， 要

求加快核电站建设， 到 1985 年时装机容量要达到 45000 兆瓦。 “联邦政

府要竭尽所能实现目标。 否则将必然会对能源供应带来不利影响。”③

但与此同时， 联邦政府却对核能潜在的环境风险不够重视。 1974 年

3 月内政部就明确表示要加快能源投资项目的审批程序。 时任外长汉

斯 -迪特里希·根舍尔 （Hans-Dietrich Genscher） 也认为 “环保只是政

治工具”。 自 1974 年中期开始， 联邦总理府就多次提出要减轻企业的环

保负担。 1974 年 10 月， 施密特在给联邦经济部长和内政部长的信中表

示， “要广泛而合法地为发电厂、 炼油厂和化工厂的发展制定计划； 考虑

到环保解释程序， 必须加快选址的审批”。 同时， 政府还在重订能源规划

时， 加入如下要求： “保证能源供应、 确保德国经济发展居于最优先地

位， 加快核能、 天然气和褐煤的开发。” 1975 年 7 月， 施密特又提出，

不能保证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完全符合公布的环保标准。 反核能运动兴

起后， 施密特还在 1976 年 12 月的政府声明中明确表示： “核能发展不可

能取消。”④ 可以说， “施密特蔑视环保并不是秘密”⑤。

在石油危机的打击下， 劳资利益集团也转而对环境治理持消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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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时， 有石油公司就趁当局在环保政策上松动之机， 控诉环保法律

严重阻碍了投资。 1975 年， 在与联邦总理施密特的谈话中， 工会和工业

界代表也明确表示， 严格的环境政策会造成投资不足， 并威胁能源供应，

甚至会对经济效率和就业产生危害。①

自 1973 年起， 各州开始按照联邦的规划大力发展核电。 这些罔顾环

境风险、 违反生态主义价值观的做法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能

源危 机 爆 发 后， 巴 登—符 腾 堡 州 政 府 与 巴 登 能 源 康 采 恩 集 团

（Energiekonzern Badenwerk） 谋划在南巴登上莱茵地区的维尔 （Wyhl） 修

建核电站， 遭到 75%的当地居民和地方环保公民动议的反对。② 1973 年，

北德电力公司准备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的布罗克多尔夫

（Brokdorf） 修建大型核电站， 并对其所在的易北河谷进行工业化开发。

虽然此举遭到了大多数居民的反对， 但当地市议会却为了税收和投资而

同意了这一计划。 此后， 当地民众就开始在下易北河环保公民动议

（Bürgerinitiativ Umwelt Unterelbe） 的组织下采取实际行动阻碍核电站的修

建。③ 1977 年下半年开始， 下萨克森州在戈尔莱本 （Gorleben） 的核电站

及核废料站修建计划则引起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面对风起云涌的反核能运动， 本就对新左派及其分化产生的左翼力

量抱有敌视态度的联邦德国当局采取了高压态势。 施密特政府不仅严格

执行 1972 年颁布的禁止反宪法分子担任公职的法令， 还根据新制定的

《反恐法》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民电子监视系统。 “基层参与突然被看成

是浪费时间和金钱的， 并且会威胁到经济复兴和充分就业。 公民动议不

再受到执政者的宠爱， 而成为一种公共祸害。” “收紧的国内安全政策将

公民动议的成员变成了极端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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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73 年维尔占领事件后， 国家对反核能运动中的违法暴力行为给

予了严厉的镇压。① 1977 年， 联邦德国出现了极左恐怖主义活动的高

潮———德国之秋 （Deustsche Herbst）， 接连出现的暗杀、 劫机等恐怖活动

引起了施密特政府的警觉和严厉镇压。 国家为维护社会稳定而采取的一

系列有针对性的治安强化措施， 进一步激起了反核能抗议者的不满和反

抗。 “核电站不仅反映出国家暴力， 也为反核电站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

础。 暴力镇压出现的地方， 反抗精神就更强。 它不仅导致了抗议者和国

家代理人的互动， 还同时对抗议运动的发展进程产生了交叉影响。 抗议

运动的动力不仅来自其内部关于话语权的争夺， 也来自其整体认同意识

的提高。”② 在官方的高压之下， 由核能扩张所引发的反核能运动出现了

进一步升级的态势。

二 核能扩张政策引发反核能运动的原因

那么， 为什么此时大力发展核能的政策会在联邦德国引发反核能运

动的浪潮呢？

首先， 从根本上说， 这是因为在后工业转型的过程中， 年轻的新中

间阶层迅速崛起， 他们通过积极参与环保公民动议， 极大地推动了联邦

德国反核能运动的发展。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开始， 联邦德国社会进入新的转型时期。 从

事脑力劳动的中等收入人群不断扩大， 而在传统产业中从事低收入体力

劳动的人则不断减少。 相对于来自社会底层的人来说， 来自社会中层的

人具有更高的社会参与意识和专业知识， 较少受到失业的威胁， 且一般

来说更少通过工会等传统利益集团组织来满足自己的诉求。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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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业和收入结构转变的过程中， 以 68 一代为代表的年轻群体日渐

成为社会中坚力量。 许多学者将政治生态运动称为新一代的抗议运动。①

政治学家弗兰克·富尔曼 （Frank Fuhrmann） 指出： “自 60 年代末期以

来的冲突类型， 是由带有主观经验和思想变化痕迹的政治参与决定的。

因此， 政治表达的形式和内容都与以往不同。 特别是青年群体此后变成

了具有独立社会改革诉求的政治主体。”②

在传统的自然—家园保护运动中， 发挥主导作用是右翼保守的城市

中产阶级。③ 而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 新中间阶层， 尤其是年轻的市

民阶层则成为推动反核能运动的中坚力量。 发起和领导反核能运动的环

保公民动议主要就是由这些年轻的新兴中间阶层组成的。 根据西柏林的

一项调查， 受访的公民动议成员中， 47%属于律师、 建筑师等自由职业

者， 31%属于白领职员， 而工人只有 8% 。④ 社会运动史专家迪特·鲁赫

特也认为， 公民动议的参与者， 主要来自受过较多教育的年轻中间阶层。

其中尤以 25—40 岁之间的公务员和职员为主。⑤

其次， 此时反核能运动的兴起还与后物质主义生态价值观的发展有

很大的关系。

在工业社会时代， 核心价值观一般被认为是 “物质主义” 的， 这种

价值观以经济增长为基本取向， 将自然视为为经济服务的资源， 人类可

以任意从中索取。 物质主义将效率作为分配的基本标准， 强调科学技术

的进步性。 英国社会学家斯特凡·科特格罗夫 （Stephen Cotgrove）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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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主义是工业社会的道德价值标准， 它让基于市场经济的竞争成为既

定规则， 并得到政治制度和法律的认可。① 瑞士社会学家福尔克尔·博

恩席尔 （Volker Bornschier） 也提出， 工业时代西方社会的基本共识是追

求效率和公平。② 然而， 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时，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却

逐渐开始在联邦德国新一代中流行了起来。 许多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进

步， 因为他们看到了技术进步的风险。 随着后物质主义的日渐流行， 作

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主义理念也开始在联邦德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

认同。

反核能运动与后物质主义中防范技术风险、 注重生活质量的思想有

着密切的联系。 参与这场运动的人中， 很多都希望科学家能解决核能威

胁， 对核能安全的担忧才是他们参与这场运动的主要动机。 当时， 罗伯

特·容克 （Robert Jungk） 的 《原子国家》 （Der Atomstaat）、 京特·瓦尔

拉夫 （Günther Wallraff） 的 《彻底沉沦》 （Ganz unten） 等一系列著作的

出版引起了公众对核能潜在危险的关注。③ 因此， 乌尔里西·贝克

（Ulrich Beck） 在其著名的 “风险社会” 理论中指出， 经济分配的风险是

现代工业社会的风险， 而反核能斗争则是后工业社会时期风险冲突的典

型代表。④

反核能运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的变迁， 尤其是社会价值

观的变化引起的。 在生态主义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过程中， 它难免会

与工业时代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发生矛盾， 这是导致联邦德国在核电站建

设问题上出现大规模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 “新的价值观不仅仅是一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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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更是一种进攻， 它促使全社会在经济和生态利益之间不得不做出取

舍。”① “反核能运动所代表的 ‘选择运动’ 形成了一种风格化的文化和

异见政治。 它们共同的原则是反对现有的价值、 生活方式及其内容。” 参

加维尔占领运动的 35—50 岁的教师、 药剂师等白领中， 很多人的动机就

是为了防止出现一个 “上莱茵的鲁尔污染区”②。

最后， 以环保公民动议联盟为代表的左翼环保公民动议在反核能运

动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组织和推动作用。

二战之后， 与保守主义联系紧密的自然—家园保护运动式微， 但这

一运动的环保理念却为其他利益相关阶层所继承。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

代， 无论是保守的农民， 还是鲁尔等工业区的市民， 都对与切身利益相

关的环境威胁发起了抗议行动。 60 年代末期开始， 由 68 运动中新左派

分化而来的左翼环保公民动议开始在反核能运动中崭露头角。 尤其是在

乡村环境保护中， 原先反对核电站最强烈的当地农民， 此时却与公民动

议建立了 “不牢固” 的联盟， 并在左翼环保公民动议联盟的领导下统一

展开行动。③

在反核能运动的早期阶段， 首先形成的是针对单个现有或计划中的

核电站的公民动议。 这些动议小组之间不存在联系， 或只存在地方层面

的联系。 不过， 它们往往是为了反对周边地区的核电站工程， 才会与其

他的公民动议小组发生联系。 这些分散的反核能公民动议小组一般并不

反对整个核能发展计划。 之后， 虽然针对单个核电站的公民动议仍在继

续发展， 但公民动议之间的联合也在不断加强。 如 1972—1973 年， 就成

立了 “上莱茵反对核电站破坏环境联合行动委员会” （Oberrheinis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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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tionskomitee gegen Umweltgefährdung durch Kernkraftwerke）。

进入 1973 年 后， 维 尔 核 电 站 公 民 动 议 组 织 （ Bürgerinitiative

Atomkraftwerk Wyhl）、 下易北河环保公民动议等地方性左翼公民动议小

组开始针对具体核电站工程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① 在维尔事件中， 各

地左翼人士纷纷声援或直接参与抗议， 各种反核能的公民动议也陆续建

立。 例如弗莱堡的反核能动议组织和非暴力行动组织就参加了巴登 -阿

尔萨斯公民动议国际委员会的成立大会。

1977 年之后，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也开始在反核能运动中扮演重要的

领导角色。② 1972 年建立的环保公民动议联盟到 1974 年之后发展十分迅

速。 1977 年时， 该联盟共有 30 万成员， 1500 万联系人。③ 参加它的大型

公民动议组织也从 1975 年的 110 个增加到 1980 年的 250 个。 整个 70 年

代， 核能安全问题一直是环保公民动议联盟关注的核心议题。④ 1976—

1977 年间，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中的公民动议绝大多数都是反核能动议。⑤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在反核能运动中的作用主要包括： 一方面， 它是

将各种抗议力量凝聚和团结起来的核心。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会调和反核

能运动内部不同思潮和派别之间的矛盾， 并促使其实现从生态基层民主

到实际干预政治的转变； 另一方面， 它还直接参与和指导集会。 环保公

民动议联盟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的方式包括： 召开成员代表大会； 发表演

讲， 散发传单， 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出请愿信， 干预立法进程； 以环境

组织的身份发起集体诉讼等。 据统计， 在整个政治生态运动中， 带有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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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主义倾向的右翼团体只占 2% 。① 因此， 联邦德国反核能运动在政治上

主要是一种由左翼环保公民动议组织和发动的社会运动。②

总之， 联邦德国不顾环境风险大力推进核能发展的做法， 引起了信

奉生态主义理念的左翼环保公民动议的强烈不满。 反核能运动在石油危

机爆发后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化和激进化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 自 20 世

纪 70 年代初期开始， 以大规模反核能运动为代表的政治生态运动， 开始

取代传统的自然—家园保护运动和针对某一具体环境领域的运动， 成为

联邦德国环境运动的主流。

第二节 1973—1983 年反核能运动的目标与实践

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进程中， 联邦德国出现了以后物质主义生态

价值观为指导的新环境运动。 作为新环境运动中的主要潮流， “政治生态

运动” 希望通过生态主义的环境保护斗争来反对专家和官僚的统治， 扫

除危害个人生活质量的环境风险， 重塑国家治理体制和社会秩序。 而

1973—1983 年的反核能运动， 则是这一时期联邦德国政治生态运动的主

要表现形式之一。

一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在反核能运动中的目标

1973 年石油危机爆发后， 联邦德国先后在维尔、 布罗克多尔夫和戈

尔莱本等地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反核能运动。 在这些反核能运动中， 虽

然也有少数右派的影子， 但左派却是其中占绝对优势的推动力量。 反核

能运动的环境治理思想与新左派的 “反威权斗争” 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 作为 “新社会运动” 的代表之一， 反核能运动在政治上被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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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的院外抗议运动， “但它并不认同现存的苏联社会秩序， 而只是对资

本主义社会秩序进行批判， 并认为将斗争矛头仅仅指向财产方面是错误

的”。 这场运动 “首先是要改变日常生活……除继承了无政府主义思想

的遗产外， 文化批判和马克思主义因素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另外还混

杂有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的内容”①。

由于公民动议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集权组织， 各地公民动议基本都处

于完全自治状态， 所以在反核能运动中， 各类左翼公民动议的政治诉求

并不完全相同。 “反核能运动” 将众多左翼环保公民动议集合在一起，

其中既有反对无限经济增长和技术利用的， 也有在国家面前反对 “资产

阶级改良主义” 的， 还有反对政党政治的。② 总体来看， 除部分要求推

翻 “资本主义国家” 的激进派小组以外，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的地方小组

大都深受非暴力行动小组和非教条派的影响。 这些小组虽然也反对技术

专家和官僚的精英统治， 并要求实现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全面变革， 但他

们同时也拥护 《基本法》 的理念， 反对暴力革命。③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

也长期处于稳健派的控制之下。 在 1977 年的环保公民动议联盟选举中，

稳健派就挫败了暴力激进派共产主义联盟的夺权企图。④

积极组织和参与反核能运动的左翼环保公民动议将后物质主义中的

生态主义与直接民主思想结合起来， 希望通过废止核能发展计划和核电

站的修建， 在联邦德国贯彻生态主义理念， 重塑国家治理体制。 从总体

上来看，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在反核能运动中的目标主要包括：

首先， 终止核能民用， 消除核能风险。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反对将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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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核能企业的经济利益置于大众公共福利之上， 要求加强国家能源政策

制定中的国会控制和透明度， 杜绝核能军民共用的出现。 同时， 左派还

认为发展核能成本过高。 除了研发和运营的经济开支外， 核电站还有着

巨大的事故风险， 因而没有寻找其他可替代能源经济实惠。 而且核电站

会给周围乡村环境和当地气候会带来不利影响， 尤其对农产品的损害可

能会更大。①

另外， 抗议者还特别担忧核事故所带来的经济和人身伤害， 以及放

射性燃料及废料可能带来的间接威胁， 如引发航空事故、 地震、 战争和

恐怖主义活动等。 1979 年，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要求停止所有在联邦德国

修建的轻水反应堆工程， 并要求彻底改组反应堆安全委员会和放射保护

委员会。 在环保公民动议联盟散发的传单中， 该组织宣称统计出了

1965—1977 年间核电站平均每三天就会出一次故障的结果， 这与联邦科

研部的统计大相径庭。②

其次，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领导和参与反核能运动， 还是为了反对唯

经济增长论， 以贯彻自己的生态主义理念。 在 1975 年的反核能抗议中，

作为环保公民动议喉舌的 《草根革命》 就将原本的核能批判转向了生态

主义。 “无论何时谈到核能责任的时候总有这样的观点： 我们需要电、 需

要收音机、 洗碗机、 电动剃须刀……我们的消费、 扩张的经济、 过度使

用的技术和物欲横流的世界相生相随。 为了认识到全世界所受到的威胁，

我们可以想象， 在一个有限的系统中， 无限增长是不可能的。” “增长的

极限应成为核心价值理念。”③

反核能运动爆发后， 激进派和稳健派均表示， 只有改革现行国家制

度， 摒弃优先追求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思想，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核电

站所带来的风险和危机。 激进派认为 “每一项如核电站这样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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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资本主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产物”①。 因此不是核电站发电本身， 而

是对技术上可行但却没有任何利润的防护措施的犯罪性忽视使得人民陷

入危险境地， 是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和无序混乱损害了公平， 并让人民

陷入危险境地。 在 《联邦德国生态理念的需求目录》 中， 受稳健派控制

的环保公民动议联盟也提出了详细的生态主义社会改造方案： “目前社会

市场经济已经不再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了。 各种危机不仅是副作用和副

产物， 而且是限制现有系统正常运作的根本条件。” 为此环保公民动议联

盟提出了循环生态经济的概念， 并要求 “根据真实的消费和生产需求非

集中化地生产产品”②。

最后，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参与反核能运动， 还是为了与国家暴力和

精英统治进行对抗， 进而建立更加完善的公民参与机制和更加公平的社

会秩序。 1975 年时， 《草根革命》 曾明确指出， 在抗议增加的情况下，

国家镇压也在加强。 “国家建设核电站的根本利益也在其中体现出来……

制度化的暴力仅仅是专制结构的最初体现。”③

激进派明确将核能与国家暴力和精英统治联系。 他们在 《灾难性计

划的 证 明： 百 万 人 将 被 杀 害 》 （ Katastropheneinsatzpläne beweisen：

Millionen Tote eingeplant） 一文中认为， 核能是政治精英强加到老百姓头

上的， “表现出西德资产阶级相当的残暴和泯灭人性， 正如他们在二战和

纳粹统治期间所做的”④。 “联邦政府和基督教激进分子极尽统治之能事，

从愚蠢的心理战引导到联邦边防军公开的暴力威胁， 现在又毫不掩饰地

要解决掉 ‘内部敌人’。 60 年代基民盟和社民党匆忙通过的 《紧急状态

法》 现在正在现实条件下经受着考验。 边防军根据 《紧急状态法》 条款

镇压波恩和基尔的抗议。 内部抗议现在可以第一次以合法的暴力手段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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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镇压……专制国家已经准备好了。”① “反对核电站的斗争， 必然会引

发反对西德帝国主义及其核能政策的斗争。”② 共产主义联盟的宣传册

《为什么我们要进行反对核电站的斗争》 也是将西德的帝国主义与核电

站联系在一起。③ 弗赖堡反核电站公民动议领导人瓦尔特·莫斯曼

（Walter Moßmann） 原本是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成员， 他在维尔占

领事件中表示， 这次抗议主要是一次人民群众运动， 而不仅仅是环境保

护运动。④

1977年 3月， 弗莱堡非暴力行动小组也公布了针对核电站的 “灾难防

护计划”， 要求仅仅出于预防原则就要停止核电站建设。 他们将核事故中

的牺牲者比作纳粹统治下的牺牲者。 “不仅是镇压， 就连核电站本身也被

比作纳粹统治的象征。 在建设工地立着一块巨大的牌子写着 ‘新奥斯威

辛’， 将核技术所带来的灾难与纳粹大屠杀并论。”⑤ 1977 年， 罗伯特·容

克在 《明镜周刊》 接受采访， 提出了 “千年核帝国” 的说法。⑥ 环保公民

动议联盟也接受了这一概念， 将技术批判与国家批判结合在一起。 在 《联

邦德国生态理念的需求目录》 中，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提出……要更多的

共决、 公民参与及自治”⑦。 “经济目标与政治领域的变化将被联系起来，

也就是说， 除了长期的人类生产和自然生态的安全之外， 要消除结构性的

和个人性的暴力行为， 要抹平阶级鸿沟， 要最大限度地引入公民的自决和

共决， 要消除政治、 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集权化。”⑧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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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否定 《基本法》 对民主的表述， 但坚持要求修正现行的代议民主制并

打破政党对国家权力的垄断。①

总之， 反核能运动不仅是反对核能， 而且还是对政治和社会系统的

批判。 左派认为， 大力推广核能技术的国家有走上威权道路的可能。 公

民应该对科学掠夺自然资源的行为进行监督。 核电站是威权国家、 精英

政治、 技术独裁、 工业力量的体现。 因此， 警察等国家暴力机关才会镇

压示威者。 学者容克甚至认为核能发展中的技术至上主义有可能使联邦

德国倒退回纳粹专制状态。② 反核能运动将技术灾难和压迫人权联系在

一起， 认为罔顾核风险是国家对基本公民权的践踏。③

二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在反核能运动中的斗争实践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 环保公民动议在反核能运动中采取了多种斗

争形式。 据统计， 环保公民动议中有 89%经常进行集会， 79%散发过传

单， 69%召开过新闻发布会， 63%进行过签名征集活动， 44%参加过听

证会， 35%进行过团体诉讼， 52%曾参与立法。④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

期， 有 150 万公民动议成员参加了实际活动， 1000 万人参加了签名活动。

如在维尔占领事件中， 活动的形式包括法院起诉、 评价、 参与批准程序、

公开集会、 抗议信、 决议、 签名征集、 占领场地、 围攻官员等。⑤

1975 年，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联盟共向联邦内政部递交了 17 个意见声

明， 参与了 4 次联邦议院听证会， 并与各部门及媒体进行了多次协商对

话。 1977 年 9 月，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联盟领导 50000 人进行了非暴力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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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1979 年举行了 30 次新闻发布会， 并直接参与政党选举。 左翼环保公

民动议联盟还在抗议运动中逐渐扮演领导者的角色。 许多左翼环保公民

动议联盟的领导人都亲临集会抗议现场， 由于当局决定继续批准修建核

电站并允许核电站临时存放核废料， 1979 年 10 月，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联

盟与其他组织一起在波恩发动规模空前的反核能抗议活动， 有 15 万人参

加。 到 80 年代初，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联盟为反对在戈尔莱本修建核电站

还发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媒体造势运动。

总体来看，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在 1973—1983 年反核能运动中所采取

的斗争方式和策略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 深受新左派 “反威权斗争” 理论影响的左翼环保公民动议主

要采用非暴力的形式开展抗议活动。 因此， 又有德国学者认为公民动议

其实是 “资产阶级” 性质的。①

在左翼环保公民动议中， 稳健派反对在反核能运动中大规模使用暴

力。 该派虽然着眼于国家批判， 但却希望以非暴力的斗争手段实现自己

的目标。 如弗莱堡非暴力行动小组报告说： “1974 年夏我们听说了在法

国阿尔萨斯发生了占领铅化工工厂的活动。 我们也参与了这一占领活动，

我们的头脑里满是甘地、 马丁·路德·金。”②

主要受稳健派控制的环保公民动议联盟在反核能运动中也强调非暴

力原则。 1977 年特别成员代表大会上，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正式将非暴力

作为公民动议的行动策略。 “我们认为非暴力的理性行动是实现目标的最

好方法。” “我们相信， 手段和目标是不可分割的， 也就是说， 和平不能

通过战争手段、 非暴力不能通过暴力的手段来实现。”③ 环保公民动议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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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在接受新成员时， 坚持非暴力原则是重要筛选标准之一。① 当反核能

运动中出现了暴力抗议时，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联邦委员会还专门发文表

示与此划清界限。②

在反核能运动的实践中，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大多数时候也都把非暴

力当作进行抗议的基本原则。 如维尔抗议就吸取了当时法国反核能运动

的和平非暴力特色。③ “我们常常被要求在集会时充当秩序维持者， 最终

我们很幸运地找到了正确的非暴力意识形态。 我们多次充当非暴力灭火

队。”④ 维尔占领事件后， 左派开始探讨继续进行非暴力抗议的可能。

《草根革命》 发表 《自由意志之歌与非暴力革命》 一文， 认为非暴力斗

争模式应该得到广泛地推行。⑤ 此后， 在布罗克多尔夫、 戈尔莱本等地

的反核能抗议中，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和地方公民动议小组中占据主流的

稳健派基本都秉持着非暴力原则。 1979 年 3 月， 戈尔莱本居民们在公民

动议的召集下进行了 “向汉诺威行军” 的活动， 企图通过合法途径对修

建核电站的国际听证会施加影响。 即使是在 1980 年 6 月 4 日警察对非法

占领戈尔莱本核废料垃圾场的人实行暴力清场时， 占领者依然在环保公

民动议联盟的要求下拒绝使用暴力还击。

虽然左翼环保公民动议中的激进派主张在反核能运动中采取以暴制

暴的手段，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 这场运动中真正诉诸暴力的情况还是不

多的。

其次， 采用非法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方式。 在坚持非暴力原则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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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并未说抗议活动一定是合法的。① 在 1977 年左右

的环保公民动议联盟 《行动目录》 中， 将这种非法行动形容为公民不服

从的 “大炮”②。 公民动议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愿， 且拥有诸多财政支

持， 它们常常会因采取非法手段而与当局发生冲突， 并以此推动当局制

定和执行某些政策。③

反核能运动爆发后， 占领核电项目的建设工地是左翼环保公民动议常

用的斗争方法之一。 1975年2月18日， 地方公民动议便组织民众占领了维

尔的核电站工地。 占领者要求， 在法院判决生效之前， 不得开工。 这些占

领者甚至模仿 68运动时期的大学生喊出了 “维尔， 伟大的占领行动！” 这

样的口号。 同年12月， 下易北河环保公民动议等也发布 “北德公民动议与

生活保护组织告人民书” （Erklärung der norddeutschen Bürgerinitiativen und

Lebensschutzverbände an die Bevölkerung）， 决定 “一旦开工建设， 我们将占

领布罗克多尔夫核电站工地”④。 1980 年 5 月 3 日， 数千名示威者还占领

了下萨克森州戈尔莱本和特雷伯尔河 （Trebel） 之间的核废料站工地。

示威者甚至还在该地区建立了 “温德兰德 （Wendland， 名字源自古代定

居于此的凯尔特部落） 自由共和国”。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在政治和组织

上支持占领行动。 它不仅频频在各种媒体上发表支持言论， 其理事会成

员约尔格·杨宁 （Jörg Janning） 还成为占领的领导者和发言人之一。

不过， 环保公民动议只是在合法途径难以引起官方注意的情况下才

采取非法手段。 而且在采取非法手段的同时， 公民动议也还努力通过请

愿、 对话、 诉讼等合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1975 年 1 月 12 日， 维尔

地方环保公民动议先以向当局请愿的方式通过并递交了反对修建核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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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民决议 （Bürgerentscheid）。 在请愿和警告无效的情况下， 抗议民众

才占领了工地。 占领运动的参与者多次与警察发生冲突， 但他们大多数

人还是寄希望于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这一问题。 下易北河环保公民动议也

是首先企图从合法渠道阻碍核电站的修建。 在合法请求遭到了联盟党控

制的州政府拒绝后，① 公民动议才筹划占领行动。 不过， 1976 年 3 月 1

日， 下易北河环保公民动议又向州食品、 农业及森林部长和核能公司发

出公开信， 一方面保证不采取暴力行动， 另一方面则坚决要求进行对

话。② 1980 年 5 月 29 日， 在抗议者占领戈尔莱本核废料站的建设工地

后， 约尔格·杨宁也致信下萨克森州内政部长， 要求当局应该尽快与占

领者展开对话。

最后， 在与工人发生冲突的同时， 新左派在反核能运动中更加注重

农民的作用。 反核能运动在某种形式上延续了 68 运动的某些特征。 如青

年人渴望社会尤其是工人的承认。③ 但是， 维尔的反核能运动却无法得

到工会的支持。 尽管这场运动打出了阶级斗争的旗帜， 但工人们首先关

注的却是关闭核电站所造成的饭碗问题。④ “当弗赖堡左派准备人民斗争

时， 工人们开始谩骂他们。”⑤ 工会反对公民动议及其推动的反核能运

动， 并与企业界保持密切合作， 共同对抗日益壮大的环保公民动议。 在

企业的大力支持下， 工会举办各种活动支持核电站的修建。⑥ 1973 年时，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联盟理事会就曾经批判工会与企业沆瀣一气。 1977 年

9 月， 工会还在波恩举行支持核能发展的大规模游行。 总体上看， 在反

核能运动高涨的时候， 工会———尤其是产业工人工会———主要关注的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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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就业问题， “到目前为止还未将环保看作是一项主要的社会任务”。 进

入 80 年代后，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联盟着力与工会改善关系， 因为 “左翼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认识到， 如果工会不站在我们这边， 任何环境政策都

不可能推行”。 直到反核能运动高潮过后， 随着左翼环保公民动议联盟与

工会最大的分歧消除， 双方关系才得到了实质性改善。①

在与工人就核能发展问题发生矛盾的同时，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却和

农民达成了某种形式的合作。 20 世纪 70 年代初， 南巴登的上莱茵地区

爆发了一系列反核能运动。 在该地长期执政的保守派联盟党试图开发乡

村地区， 引发了当地农民的强烈不满。 早在 1972 年 9 月 16 日， 当地就

曾发生过居民用 560 辆拖拉机阻止核电站修建的抗议。 维尔事件期间，

很多城市公民动议都将农民的斗争看作是其对剥削和压迫的反抗。② 在

反对戈尔莱本核电站的斗争中，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联盟再次将城市左翼

和农民团结在了一起。

“城市与农村， 确切地说是大学生与农民在维尔结成了行动联盟。 在

60 年代院外抗议中， 大学生想与工人组成联盟， 但却未能成功。 如今知

识分子却与农民站在了一起。”③ 为了团结农民， 一些左派抗议者开始研

究为什么农民会参与抗议。 他们认为南巴登地区的农民在历史上本来就

具有反抗精神。 农民在政治生态运动中扮演了工人阶级应该扮演的革命

角色， 因此要用新的公民理念来看待这些参与抗议的农民。

第三节 反核能运动推动下的环境治理变革

在 1973—1983 年反核能运动的冲击下， 联邦德国环境治理在后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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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变革： 在理念方面， 以生态主义为代表的后

物质主义价值观进一步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 随着生态主义在与工

业时代唯经济增长论和技术至上思想的斗争中日益占据上风， 联邦德国

环境治理进入所谓的 “生态时代”； 在治理结构方面， 随着绿党的崛起

和公民参与的多方协商机制的完善， 权力非集中化的基层直接民主成为

传统代议民主制度的补充。

一 能源与环境治理政策的变革

在反核能运动的冲击下， 当局改变了能源危机以来优先发展民用核

能的政策， 并提升了环境优先的生态主义理念在国家战略中的位置。

反核能运动爆发后，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对联邦政府中两大执政党的

环境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1977 年时，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决定要与执政

的自民党和社民党理事会展开合作， 以加强两党中反对核能、 支持环保

的力量。 “这些对话常常会对已达成的基本共识产生影响。”① 在环保公

民动议联盟的影响下， 自民党领导人不仅通过对话认同了左翼环保公民

动议的反核能要求， 还在 1979 年不莱梅党代会后推出了自己的环保战

略。 部分自民党议员还将环保公民动议联盟的意见作为自己的重要信息

来源和决策依据之一。 社民党在抗议运动的压力下也决定限制核能

发展。②

在反核能运动中，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除提升执政党的环保意识外，

还试图在联邦层面影响国家环境政策的实施。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与联邦

内政部下辖的环境治理部门和位于西柏林的联邦环境署都保持联系并支

持其工作。 联邦科技部也在 “核能公民对话” （Bürgerdialog Kernenergie）

的框架内与环保公民动议联盟展开合作。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的领导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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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还出任了联邦环境署的官员。 此外，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还根据联邦议

院中专门委员会的结构设立了相对应的工作组。 1974 年通过的 《辐射防

护条例》 曾遭到环保公民动议联盟的强烈抨击， 这是该法律后来得以修

改的重要原因之一。 1978 年联邦政府中止制定 《放射性生态条例》 也与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的大力反对有关。 联盟党对公民动议及其抗议行动持

怀疑态度， 但这种态度随着 1976—1977 年年轻一代政治家的成长而变得

有所缓和。

在反核能运动的影响下， 联邦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1973 年之后

大力发展核能的政策， 并加强了对核电站项目的环境风险管控。 1977 年

12 月 14 日， 联邦政府颁布第二个能源发展补充规划， 明确要求将节约

能源放在首位， 并降低核能的发展速度， 如将 1985 年核电装机容量由原

先的 40000 兆瓦降低至 24000 兆瓦。① 1981 年 11 月 4 日， 联邦政府公布

第三个能源发展补充规划， 对核电站建设提出更加严苛的环评条件。②

除了影响联邦政策外， 反核能运动还直接阻止或延缓了核电站工程

的实施， 并改变了州政府的核电发展计划。 在抗议者占领了维尔的核电

站修建工地后， 巴登—符腾堡州政府被迫让步， 暂停修建核电站的计划。

1976 年 3 月， 弗莱堡行政法院裁决政府修建核电站的行为非法， 此次事

件以公民动议的胜利而告终。 “州政府强调， 维尔占领事件的调解是联邦

德国历史上的唯一一次政府在群众非法行动的压力下， 被迫向所谓的人

民代表做出的妥协。”③ “占领运动及后来州政府的处理措施给了其他公

民动议以勇气。”④ 在布罗克多尔夫抗议爆发后， 为了防止冲突进一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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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石勒苏益格地方行政法院也于 1976 年 12 月 15 日裁决暂停修建该地

的核电站。 这一判决有效地阻止了州政府的暴力镇压行为和核能发展计

划。 1979 年 3 月， 在左翼环保公民动议召集戈尔莱本居民们进行了 “向

汉诺威行军” 的活动之后， 下萨克森州州长也决定终止该地核电站工程。

“由于其必要性和安全性难以为广大群众所信服， 州政府决定推迟重启

设备。”①

尽管反核能运动彻底废除民用核能的目标至今尚未完全实现， 但是

“它在 20 世纪 70 年代大幅度消减了核能发展计划， 并将联邦德国核能发

展阻滞在了 80 年代的水平”②。 面对由政界、 工业界、 技术界联合组成

的强大阵线， 反核能运动能取得这些成就实属不易。 它大大增加了联邦

德国发展核电的成本， 为日后该国彻底放弃核电奠定了基础。 因此， 反

核能运动不仅影响了联邦德国的能源政策， 也对其环保政策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二 环境治理机制的完善

首先， 1973—1983 年的反核能运动完善了公民直接参与环境治理的

渠道和机制。 70 年代联邦德国公共生活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就是

新的公民政治参与形式的出现。 反核能运动兴起后， 公民直接参与能源

与环境治理的渠道和机制也随之得到了改善。

领导和组织反核能运动的环保公民动议本身就是公民参与能源环境

治理的重要渠道。 与传统的自然—家园保护组织相比， 左翼环保公民动

议在组织结构方面呈现出明显的非集权化和分散化特点。 公民动议本来

就是具有某种特定目标而没有正式组织的公民小组。 正如 P. 迈尔 -塔施

所指出的， 公民动议是 “或多或少的一群公民， 他们为了自主实现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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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目标或整体目标而采取行动， 并在社区、 地区或跨地区层面上对政

治决策进程产生影响”①。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在组织上的非集中化原则通过其结构体现出来。

为了实现 “草根运动” 的目标， 每个公民动议都要以独立的身份加入环

保公民动议联盟。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在 1975 年包括 2000 多个独立公民

动议小组。② 成为其成员的条件包括， 以环保为目的， 独立于政党或其

他组织， 具有持久性等。③ 尽管 70 年代末环保公民动议联盟出现了制度

化倾向， 但左翼环保公民动议在整体上依然保持着非集中化的结构特征。

这种非集中化的组织形式， 为公民通过公民动议直接参与环境治理奠定

了基础。

同时， 反核能运动还提高了公民的专业环保知识， 为公民参与能源

和环境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 参与这场运动的公民动议成员认为， 通过

学习可以使自己成为所谓的 “对立专家”。 这使得他们可以更好地参与

当局的审批程序 （Genehmigungsverfahren）， 并将规划自身生活环境的权

力从官僚手中接管过来。 由于当局和经济界常常以缺少专业依据为由拒

绝公民动议的要求， 所以公民动议还采取了类似于 68 运动中 “对立大

学” 的做法， 通过所谓的 “对立性行政管理” （Gegenverwaltung） 来进行

斗争。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 “维尔森林国民学校”， 其主要功能是向大众普

及核能的基本风险知识并就应对措施展开讨论， 为专家和大众的沟通架

起一座桥梁。 在调查中， 3 / 4 的公民动议都提出了自己与当局或经济界

不同的环境规划， 扮演了所谓的 “对立性行政管理” 的角色。 许多反对

核能的专家也积极参与公民动议的活动， 出版专业性研究资料， 普及核

能风险， 并参加政府举办的听证会。 在戈尔莱本举行的听证会中，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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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出于技术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中止了核电站的修建。①

此外， 反核能运动的压力还迫使当局完善了能源与环境领域的民主

对话协商机制。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 联邦德国就出现了由公民动议、

国家和经济界共同参与的与能源相关的对话机制。 但是， 由于公民动议

缺少能源企业在媒体和科研方面的优势， 对话受到了阻碍。 公民动议代

表强调， 分歧并不是在细节问题上， 而是公民缺少整体的、 主要的政治

参与权。 在核能领域出现大规模冲突后， 为了安抚左翼环保公民动议，

联邦科技部在 1975 年启动了 “核能公民对话”， 与公众就和平利用核能

问题展开讨论， 并承认核能政策不能违背多数意愿。 反核能运动中公民

动议多次通过这一机制将自己的观点递交联邦政府。

尽管公民动议可以通过对话在多个层次上参与环境治理的过程， 但在实

践中， 行政部门往往依据 《行政程序法》 （Verwaltungsverfahrungsgesetz），

以涉密为由， 即以信息公开或公民参与决策会危害行政决策为由， 拒绝

公民的参与。 总体来看， 只有不到半数的公民动议成员认为自己能够对

政党成员产生积极的影响。② 只有在某些事件中， 公民动议才能和行政

部门结成联盟。 行政部门还会将参与非法集会的公民动议成员列入黑名

单， 并因此而影响到他们与相应的公民动议之间的合作。

其次， 反核能运动促进了部分左翼环保公民动议向绿党的转变， 这

不仅改变了环境治理的政党政治结构， 也有利于生态主义价值观在联邦

德国的传播。 1978 年之后， 公民动议出现了政党化趋势。 至少有一半的

公民动议走上了政党化的道路。 政党化首先是为了参与选举， 其次也是

为了加强对公众和媒体的影响。 记者们更喜欢采访得到承认的组织或

“名人”。 无论是科学界还是公众都感觉公民动议实在是过于碎片化。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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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核能运动是绿党建立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绿党的很多成员都来自

运动中的左派活跃分子。 “血与土的思想已经失败， 但与反对资本主义相

联系的生态主义却还有政治机会。 由于执政的社民党自毁其志， 左翼政

治领域留下了巨大的力量真空。 这就是我们要抓住的机会。”① 在反核能

运动活跃的地区， 绿党的支持率往往也比较高。② 有人甚至将绿党视为

公民动议在议会中的分支。③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在是否同意组建政党方面存在分歧。 反对者认为，

建立政党会打破公民动议相对于代议民主制的独立性， 会造成形式化、

权力驱动、 僵硬化、 纪律化， 会终结创造性和积极性。④ 经过激烈斗争

之后， 公民动议发生分裂， 一部分继续从事院外抗议活动， 另一部分则

演变为绿党， 开始参与政党政治。 20 世纪 80 年代初， 环保公民动议联

盟开始积极参与绿党和联邦议院的工作。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的领导人甚

至成为绿党的领导人。 “院外民众运动之路， 必须与生态政党明确的生态

诉求相辅相成。” “忘了绿党与我们的区别吧！”⑤ 反核能运动中的稳健派

组建了选择名单和绿色名单， 从而为绿党的产生奠定了组织基础。

1979 年成立的绿党对联邦德国现有的政党系统构成了挑战。 虽然很

多绿党成员是前社民党成员， 但绿党还是打上了反核能运动和公民动议

的烙印。 绿党依然坚持着公民动议的非集权化、 多样化和自治化的特色。

“绿党的产生是公民决策的结果。 这些公民基于公民动议 ‘模式’ 的个

人经验对周围世界做出相应的政治评价， 这些经验的精髓是对政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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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能力的不信任。”① 绿党成立初期就有 225000 名成员， 并在公民动

议影响较大的地区占有竞选优势。 1978—1983 年， 绿党在州议会和联邦

议院选举中陆续突破 5%的门槛， 改变了联邦德国长期以来两大一小的

三党制政党政治系统。

为什么反核能运动能突破联邦德国原有的政党政治格局？ 这主要是

因为， 虽然联盟党、 社民党已经变为所谓的 “人民党”， 但他们却难以

适应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两大党很早就开始关注环境问题， 它们在反核

能运动的压力下也决定暂停核电站的修建。 但是，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

它们没法明确将生态和环境保护放置于经济与技术进步之上。 公民动议

在反核能运动中的诉求重点在于对 “进步决定论” 进行系统性的批判，

“它们的合法性诉求常常关系到对生活和进步模式的选择， 只有在社会化

的、 统治性的世界观破灭的过程中， 这种选择性的行动和观点才能成为

现实”。 传统马克思主义主要进行的是政治经济批判， 而公民动议主要批

判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 生态和技术压迫。 “自 19 世纪政党政治形

成以来出现的保守与进步的区别不再重要……公民不再是理性行政的原

材料。”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中分化出来的绿党才拥

有了不同于传统左翼政党的吸引力， 并最终得以在联邦德国政党政治中

占据一席之地。

最后， 反核能运动还加强了利益集团、 民众和媒体中反对核能、 支

持环保的力量。

其一， 反核能运动爆发后， 由于环保公民动议联盟组织化的日益增强

并积极与其他环保组织展开合作， 联邦德国院外利益集团中支持生态主义

的力量也得到了加强。 随着反核能运动的蓬勃发展，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不

再仅仅是环保公民动议的协调人， 它也被联邦内政部当作是与工业利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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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对等的院外集团。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的领导人也成为领取薪酬的专业人

员。① 1980年秘书处与理事会分离， 成为类似社会团体的常设机构， 1982

年确定其职责是信息传递和协调。 “环保公民动议已经对社区环境规划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环保公民动议的专业水准大为改善。”②

1982年时，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已经从一个小的地方环保群体变为全国性环

保公民动议联合机构。 它不仅会影响选票， 甚至拥有打破国家安宁的强大

动员能力。 1975年，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还建立了拥有固定成员的环境科学

研究所 （Umweltwissenschaftliche Institut）。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成为新的压

力集团后， 大大加强了环保组织的院外活动力量。

与此同时， 在反核能运动中，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与各类其他环保组

织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 这也有利于加强利益集团中支持环保的力量。

如环保公民动议联盟与 1975 年建立的德国环境与自然保护联盟 （Bund

für Umwelt und Naturschutz Deutschland） 会定期交换信息， 联合举行新闻

发布会， 并共同举办活动。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与科隆、 弗莱堡等地的专

业环保研究机构也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③ 此外， 反核能运动还引起了

教会、 青年组织和部分工会组织对生态理念的共鸣。④

其二， 反核能运动改变了民众对核能和环保的态度。 在 1972 年 2 月

的一次调查中， 52%的受访者认为发电厂能够采取技术手段消除污染。

大部分居民认为企业采取了环保措施， 2 / 3 的民众认为安全的能源供应

对环保是有利的。 到 1973 年石油危机前， 大多数人还不认为核能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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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不过关的。① 1975 年时， 尚有 60%的联邦德国公民支持核能， 而反

对的只有 16% 。 但到 1977 年初戈尔莱本占领行动发生后， 已有 43%的

人转而反对核能。② 随着对核能的认同大幅度降低， 民众的环保理念也

有了很大的提升。 1977 年时， 有 80%的西德人认为环保是 “好” 或者

“很好” 的。③ 1980 年的一次民意调查也显示， 有 20%的受访者愿意投

票给新成立的绿党， 60%对反核能运动表示支持。④

其三， 反核能运动还改变了媒体对核能和环保的态度。 1973 年之

前， 媒体很少报道反核能抗议活动。 但到 1973 年 10 月底， 《明镜周刊》

的报道却让维尔的占领运动闻名全国。 由于维尔占领运动一直以非暴力

为主， 因而也得到了媒体的同情。 1975 年 2 月， 德国公法广播联盟也对

抗议进行了正面的报道。⑤ 根据统计， 97%的媒体对环保公民动议的目

标和行动给予了关注。 其中只有 11%的媒体对公民动议持批判态度。 另

有 35%持中立态度， 34%持支持态度， 还有 20%后来变为支持态度。⑥

通过媒体的报道， 环境运动对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很多教会人士、

科学家、 作家等都转而反对核能。⑦

1973—1983年， 由于生态主义价值观的流行、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的崛

起， 以及石油危机后国家对核能的大力推崇， 联邦德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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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核能运动。 在这场运动期间，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

指导， 要求在彻底废止民用核能的同时， 努力贯彻环保优先的生态主义理

念， 并通过扩大公民参与权进一步重塑国家治理体制。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

左翼公民动议在这场运动中不仅坚持以非暴力为主的原则， 还采取了将非

法占领和多种合法手段结合在一起的斗争策略。 反核能运动不仅改变了国

家优先发展核能、 忽视环境风险的政策， 还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公民直接

参与环境和能源治理的渠道和机制。 同时， 这场运动也促进了绿党的产生

并加强了利益集团、 民众和媒体中反对核能、 支持环保的力量。

1973—1983 年的反核能运动是后工业社会转型时期联邦德国政治生

态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 70 年代的政治生态运动中， 公民动议还进行

了其他一系列抗议活动， 如反对卡尔斯鲁厄炼油厂、 反对美茵河畔法兰

克福西火车站等。 但 “自 70 年代生态冲突恶化以来， 其他领域的斗争都

没有核能领域这么激烈。 其他国家也不像联邦德国这样， 环境运动被如

此深地打上了反对核能的烙印。” “一场民众运动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政

治， 这在联邦德国的历史上是没有的。”①

政治生态运动是开启联邦德国 “参与革命” （Participatory Revolution）

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参与革命， 被看作是继实现普选之后， 西方民主体

制在大众政治运动的压力下所进行的又一重大调整。 19 世纪晚期至 20

世纪初第一次左翼工人运动浪潮后， 虽然西方各国陆续实现了普选， 但

代议民主制和庞大官僚机构却阻断了民众与政治精英的联系。 因而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开始， 包括反核能运动在内的左翼新社会运动， 对联邦

德国的政党及官僚制度发起了挑战， 并成功地在该国建立起了公民直接

参与政治的协商民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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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联邦德国新妇女运动与家庭治理变革
———以 1971—1976 年反 218 条斗争为核心

  20世纪 70年代， 联邦德国出现了明显异于工业时代传统妇女运动的

“新妇女运动”。 作为新社会运动的重要代表， 这场以 “私人即政治” 和

“自治” 为主要特色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把斗争矛头对准了联邦德国建立后

在家庭治理中长期坚持的堕胎禁令。 在新妇女运动的推动下， 联邦德国不

仅改变了家庭治理中 “男主外、 女主内” 的指导思想， 而且还扩大了女性

在家庭治理中的话语权， 并因此减少了家庭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

第一节 早期家庭治理中的堕胎禁令与

新妇女运动的兴起

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进程中， 联邦德国在早期家庭治理中所奉行

的堕胎禁令成为引发该国新妇女运动浪潮的导火索。

一 堕胎禁令及其引发新妇女运动的过程

生育政策是现代国家进行家庭治理的重要手段。① 早在 1871 年 5 月

15 日， 堕胎禁令就被列入 《刑法》 第 218 条。 战后初期， 德国西占区恢

复了 1926 年修订过的 《刑法》 第 218 条， 继续将堕胎行为视作非法。 为

了维持人口增长和社会稳定， 同时摆脱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影响，

① 孟钟捷： 《魏玛德国的家庭政策———以 “堕胎禁令” 的改革与争议为中心的探讨》，
《世界历史》 2018 年第 1 期。



1949 年上台并长期执政的联盟党始终拒绝修改 《刑法》 中的这一条款。①

联盟党政府的生育政策得到了教会的大力支持。 1951 年 10 月 29 日， 教

皇 “庇护十二世” 宣布反对所有堕胎。 而社民党、 自民党和传统妇女组

织中较为开明的 “德国妇女界” （Deutscher Frauenring） 也只是提出， 如

果怀孕是由犯罪导致， 那孕妇的堕胎行为应被免于刑事处罚。② 不过，

由于堕胎问题并不是左派关注的焦点，③ 再加上保守势力在政治和社会

中的影响巨大， 所以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之前， 联邦德国始终未能

对 《刑法》 中的堕胎禁令做出任何修改。④

堕胎禁令长期存在的背后， 则是联邦德国在建国之初重建的、 束缚

和压迫女性的家庭治理思想及体制。

一方面， 联邦德国早期坚持堕胎禁令， 和它强调 “男主外、 女主

内” 的家庭治理思想有直接的关系。 浓厚的宗教氛围、 对家庭责任的强

调和较低的妇女就业率是联邦德国早期基督教—资产阶级 （ christlich-

bürgerlichn） 家庭理想 （Familieideal） 的主要特征。⑤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并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对抗， 联邦德国在早期家庭治理中一直秉持

一种 “男主外、 女主内” 的理念。⑥ 1949 年上台执政的联盟党大力复兴

基督教价值传统， 并在 “宣传中鼓励女性回归家庭”， “重新让母性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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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要的国家义务”①。 社民党在 1959 年的 《哥德斯贝格纲领》 中也

认为， 妇女与男人在生理和心理方面都存在着差异， 女性应该主要在家

庭中发挥作用。② 1966 年， 社民党与联盟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出台了德

国历史上第一个妇女报告 《女性在职业、 家庭和社会中的状况》， 明确

表示女性外出工作会对其家庭责任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国家应对家庭提

供补助以减少年轻母亲被迫外出工作的可能。③ 而后在 1969 年上台的社

民党—自民党政府一开始也一直对是否改变家庭治理中 “男主外、 女主

内” 的指导思想犹豫不决。 官方的家庭治理思想不仅获得了教会及其所

领导的家庭组织的支持，④ 而且也没有遭到德国妇女界等传统妇女组织

的激烈反对。⑤

堕胎禁令对于维系联邦德国早期家庭治理中 “男主外、 女主内” 的

理念具有重要作用。 由于该禁令的存在， 忙于生养下一代和其他家务的

联邦德国妇女很难外出工作， 因而只能在家中依附于自己的丈夫。⑥ 通

过将女性束缚于家庭， 堕胎禁令成为联邦德国在家庭治理中践行 “男主

外、 女主内” 思想的重要工具。

另一方面， 除理念因素外， 堕胎禁令的长期存在还与联邦德国女性

在家庭治理中话语权的不足有关。 参与联邦德国早期家庭治理的各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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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不仅普遍认同 “男主外、 女主内” 的思想， 而且还大多是缺少女性

代表的 “等级制” 组织。① 德国女性长期被束缚在私人家庭领域， 而男

性则可以通过垄断公共权力来控制家庭事务。 “鉴于公私之分是社会福利

国家的核心特点， 联邦德国一直在有着强烈的婚姻家庭取向、 以及与之

相关的男性养家的模式中， 保留了明显的性别等级结构。”② 正是由于女

性代表的缺乏，③ 加之男权等级制减少了仅有的女性代表跻身高层的机

会， 联邦德国各政党才不会真正重视女性的特殊利益。 此外， 那些对家

庭治理有一定影响的传统妇女利益代表组织， 也常常由于缺少对年轻女

性的吸引力和僵化的等级制度而不会为所有女性发声。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时， 德国妇女界所属的传统妇女组织联合体 “德国妇女理事

会”， 不仅由于保守的指导思想、 较高的入会门槛、 森严的组织程序和老

化的成员结构而 “缺失了女儿这一代”④， 发生了严重的年龄断层， 而且

其内部的 “等级制结构还不能让参与这一组织的女性形成自己的动

议”⑤。 总之， 在新妇女运动爆发之前， 联邦德国女性， 尤其是年轻女性

很难独立自主地在家庭治理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长期以来， 身处堕胎禁令之下的联邦德国女性， 尤其是年轻女性一

直对无节制生育所带来的负担苦不堪言， 甚至其中还有不少人选择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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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险， 走上非法堕胎的道路。① 然而， 由于缺少话语权， 这些对堕胎禁

令心怀不满的女性难以在现有家庭治理主体中找到自己的代表和盟友。

这也是堕胎禁令能够在联邦德国建立后被长期保留下来的原因之一。

68 运动期间， 慕尼黑的新左派医学基层小组 （Basisgruppe） 曾在

1969 年 7 月 28 日的 《慕尼黑大学生报》 上发表文章， 要求展开堕胎合

法化斗争， 并提出对堕胎妇女实施救助， 资助医院， 开展司法斗争等。

68 运动之后， 左翼改革之风在联邦德国吹起， 废除堕胎禁令的呼声也越

来越高。 自 70 年代初期开始， 以年轻女性为主体的联邦德国女性主义者

便选取容易引起各方重视的堕胎问题展开抗议行动， 试图通过公众压力

影响和威胁立法者， 彻底废除禁止孕妇堕胎的 《刑法》 第 218 条。 “广

泛的社会变迁导致女性处于 ‘怀疑的平静’ 中， 反对堕胎禁令就成为她

们宣泄和攻击的焦点……反对 《刑法》 第 218 条正好给女性提供了一个

了解自身需求的机会。”②

1971 年 6 月 6 日， 年轻的女性主义者爱丽丝·施瓦茨 （ Alice

Schwarzer） 仿照法国新妇女运动的做法， 在 《星报》 上发起了所谓的

“自我控告行动” （Selbstbezichtigungsaktion）， 试图通过争取各界人士的

支持来 “永久废除 《刑法》 第 218 条”， 实现堕胎合法化。③ 这一行动得

到了 新 左 派 分 化 出 来 的 妇 女 组 织 和 法 兰 克 福 “ 70 妇 女 行 动 ”

（Frauenaktion 70） 的积极响应。④ 此后， 各地 218 行动（Aktion 218） 小

组也纷纷建立， 并最终汇集成声势浩大的反 218 条斗争， 从而为联邦德

国新妇女运动浪潮的兴起拉开了序幕。 “抗议群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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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抗议斗争之间的协调也经受住了考验， 并推动了统一的 218 行动团

体讨论这一问题。”① 1972 年， 在 218 行动组织的法兰克福妇女大会上，

与会者高声宣告： “妇女运动爆发了！”

二 堕胎禁令引发新妇女运动的原因

为什么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时， 作为联邦德国早期家庭治理基

石之一的堕胎禁令， 才成为引发新妇女运动的导火索？

首先， 这与当时信奉后物质主义反体制价值观的年轻女性群体的崛

起密切相关。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的后工业转型， 让传统的处于从属地位的女

性角色备受质疑。 “60 年代联邦德国是一个两性关系很特别的现代化时

期。 虽然旧的传统还继续有影响， 但女性未来已具有了更多的可能……

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形式变得多样， 丁克家庭、 单亲家庭、 非婚同居、 单

身都成为选择。”②

经过战后初期的快速发展， 到 60 年代中期时， 联邦德国的产业工人

大多已经成为中等收入者， 传统劳资矛盾也得到了一定的缓和； 而原先

居于次要地位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如女性遭受不公平待遇的问题则得到

了更多的关注。 同时， 中等收入家庭的增多， 也为女性接受更多的教育

创造了条件。 60 年代 “教育灾难” 出现后， 教育民主化思想在西德学者

达伦多夫等人的演绎下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 在 68 运动之后， 联

邦德国女大学生的数量出现了大幅度增长， 而且其政治意识也在不断

增强。③

在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的同时， 女性就业率从 70 年代初期开始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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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长。① 1969 年时， 25—60 岁的联邦德国女性只有 45%的人外出工

作， 而到了 1989 年时， 这一数字就已经上升到了 60% 。② 后工业化进程

不仅提高了女性就业率， 也增加了在第三产业中就业的女性， 尤其是年

轻女白领的数量。 20 世纪早期， 工人阶级的妇女最容易找到工作， 中产

阶级妇女更多的是成为家庭主妇或从事慈善事业。 而 1960 年以后， 受过

良好教育， 且具备专业资格的妇女变得更能胜任社会服务部门、 学校以

及医疗机构的工作。 1961 年政府女性办事员的人数占女性从业人数的

29. 8% ， 到 1970 年这一比例则高达 44. 4% 。③ 女性产业工人在就业女性

中所占比例从 1950 年的 40. 4%下降到 1970 年的 36. 5% ， 而在新兴服务

业中就业的女性甚至超过了男性。 60 年代时， 20—30 岁的年轻女性就业

人数明显增加， 而她们中许多人都是在第三产业中谋得职位的。 进入 70

年代后， 有更多女性， 尤其是年轻女性在新兴服务业中就业。 同时， 女

性外出工作的动机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除了贴补家用外， 许多女性

外出工作都是为了尝试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和获得家庭外的各种

经历。④

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 随着女性中高学历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增加，

在联邦德国造就了一个信奉后物质主义反体制、 反传统价值观的、 年轻

的女性中间阶层 （weibliche Mittelschicht）。 新妇女运动的参与者主要就

是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 她们中 “许多都是社会服务业中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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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拥有新的社会价值观”①。 “至少在 70 年代， 新妇女运动的参与者从

年龄上看仅仅是属于四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② 参与反 218 条斗争

的女性也大都来自这一年龄层， 如激进女性主义小组 “70 妇女行动” 的

创始成员都是 20 多岁的无子女的职业女性。③ 由于年轻一代女性受教育

程度普遍较高， 经济上也更加独立， 因而她们在后物质主义反体制、 反

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下， 更易于接受和支持联邦德国在家庭治理中束缚和

压迫女性的观点， 并因此而掀起了争取堕胎合法化的斗争。

其次， 战后法、 美等其他西方国家新兴的女性主义理论在 20 世纪六

七十年代被引入联邦德国， 这是推动该国女性关注生育自决权并导致新

妇女运动爆发的又一主要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 法等西方国家发展出了新的女性主义理

论， 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女性所遭受的压迫， 不仅体现在政治、 经济和文

化教育等公共领域， 更体现在与家庭密切相关的私人领域。 在这种情况

下， 新一代女性主义者开始重点关注在家庭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女性

堕胎问题。

早在 1949 年， 法国战后女性主义先驱波伏娃就在被誉为女权 “圣

经” 的 《第二性》 一书中指出， 人类进入男权社会之后， 女性身份便不

是天生的， 而是由历史和社会塑造的。 女性在性和生育方面都不可避免

地会受到男权制的压迫。④ 进入 60 年代中期后， 率先在英语国家成长起

来的新一代女性主义者也认为， 女性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中受到了束缚

和压迫， 而缺少性和生育自决权就是这种束缚和压迫的主要体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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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凯特·米利特、 舒拉米斯·费尔斯通 （Shulamith Fireston） 等人为代表

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将其理论重心放在男性对女性在性和生育领域的控制

上； 它视家庭为社会权力结构的中心， 反对男权社会在家务劳动和性、

生育等方面对女性的剥削。① 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朱丽叶·米切

尔则认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女性被剥削和压迫的四个领域———生产、

生殖、 性和儿童教化———在家庭中结合在了一起。②

为什么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家庭这一私人领域， 尤其是

其中的自由堕胎问题会成为西方新一代女性主义者关注的焦点？ 这主要

是因为， 在成功获得选举权、 受教育权以及劳动者总体地位提高之后，

西方女性在社会中遭受不公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 正是在这一

背景下， 西方新一代女性主义者开始更多地关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 并

从性、 生育等方面找寻女性受压迫的根源。 正如哈贝马斯在名著 《交往

理论》 中所说， “传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bürgerlich-sozialistisch）

（妇女） 解放运动” 导致了对规则的遵守， 而这些规则早就固化在 “众

所周知的道德和法律的普遍基础” 当中。 但是， 通过 “正式平等” 来实

现的解放却超越了这一基础。 因为女性主义运动不仅想要战胜男性的优

先权， 还要 “推翻明显的、 打上男权支配烙印的生活方式”。 “拥有补充

男性世界单一理性化日常实践的对立价值， 对女性是有好处的。”③

随着其他西方国家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 联邦德国女性中也出现了

强调生育自决权的力量。 正是这些力量发起和推动了联邦德国的新妇女

运动。 如深受波伏娃影响的爱丽丝·施瓦茨就是 1969—1974 年联邦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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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激进女性主义者。① 作为一位记者， 她曾亲身投入法国女性争

取堕胎合法化的 “343 宣言运动” 中， 并试图在联邦德国掀起类似的斗

争。② 在美、 法等国的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 从新左派中分化出来的

联邦德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也十分关注妇女在性和生育方面所受的压

迫。 如慕尼黑社会主义妇女组织就一边翻译学习 《性政治》 《性的辩证

法》 等英语世界的女性主义名著， 一边积极发起本国的反 218 条斗争。③

最后， 68 运动中新左派的分化， 也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对联邦德国女

性争取堕胎合法化的斗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新妇女运动兴起的过程中， 68 运动起到了重要的连接和推动作

用。④ 虽然 1971 年才是妇女斗争 “井喷” 的时代， 但 1968 年却可被称

为第二次妇女运动的 “元年”⑤。 在 68 运动中， 女大学生们意识到， 虽

然从外部看她们和男同学一样是反体制、 反威权斗争的参与者， 但在这

场运动的内部她们仍然处于男性的统治之下。 “男性是理论家和领袖”，

“而女性只是配角而不是主角”。 新左派内部男性与女性的分裂， 尤其是

性实践和 “将女性作为二等公民的总体态度”， 激起了女学生们自己的

革命。⑥

在进行反体制、 反威权斗争的过程中， 新左派女大学生提出了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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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人领域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压迫的观点。 女生们在德国社会主义大学

生联盟汉诺威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 家庭中男性是资产阶级， 女性是无

产阶级。 为了取消性别分化， 应该在政治上反对男权社会。 要打破私人

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藩篱。 要把私人生活质量的改变当作政治变革。①

法兰克福的妇女委员会号召从 “资本主义阴茎” 的压迫中解放妇女。②

联邦德国 68 运动中谋求私人生活政治化和性作为革命实践的诉求与女性

主义一致。 他们将严格的性道德与奥斯威辛联系在一起， 认为性自由能

扫除法西斯统治。③ 这种通过争取身体自治和性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男

权社会的革命思想， 对后来反 218 条斗争的目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与此同时， 反 218 条斗争的很多领导组织也都是从新左派中分化出

来的。 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女生们决定在新左派中建立自己的

组织。 1968 年 1 月， 7 名来自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女成员在西柏

林建立了 “妇女解放行动委员会” （Aktionsrat zur Befreiung der Frau）。 该

委员会于 1969 年发生分裂， 其中大多数成员组建了西柏林社会主义妇女

联盟。 除了西柏林外， 1968—1971 年在慕尼黑、 法兰克福等其他城市也

出现了新左派妇女小组。 这些从新左派中分化出来的妇女小组大都参加

了反 218 条的斗争。 如西柏林社会主义妇女联盟、 慕尼黑社会主义妇女

解放 工 作 组—218 行 动 （ Sozialistische Arbeitsgruppe zur Befreiung der

Frau—Aktion 218—München） 都对施瓦茨的请愿签名建议给予了全力的

支持。④

对参与 68 运动的女性积极分子而言， 68 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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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大的意义。① 在 68 运动之后， 新左派分化出来的妇女组织选择以堕

胎问题作为突破口， 继续从事反体制、 反威权的斗争。 许多深受社会主

义思想影响的年轻女性通过 68 运动加入新妇女运动， 独立的新妇女运动

才随之逐步发展起来。②

总体来看， 社会转型是这一时期联邦德国女性以堕胎问题为突破口

掀起新妇女运动浪潮的根本原因。 随着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开始， 信奉后

物质主义反体制、 反威权、 反传统价值观的年轻女性不断增加， 她们在

其他西方国家传入的女性主义理论和 68 运动的影响下， 开始转变为代表

女性特殊利益发声的女性主义者， 并将斗争矛头指向了将女性束缚于家

庭之中的堕胎禁令。 “女性对统治性性别关系的巨大不满及女性在性别角

色转换进程中的主张， 可以被解释为在女性整体生活状态发生巨大变化

时的一种合理的反应。”③

第二节 反 218 条斗争参与者争取家庭治理变革

的目标和行动

一 反 218 条斗争参与者争取家庭治理变革的目标

20 世纪 70 年代初， 《刑法》 第 218 条堕胎禁令在联邦德国引发了以

“私人即政治” 和 “自治” 为主要特色的新妇女运动浪潮。 在这场运动

中， 以施瓦茨和 “70 妇女行动” 等为代表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和以各地社

会主义妇女小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推动

作用。 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 现代人类社会仍旧是男权制社会， 对女性

的性压抑是男权统治的核心。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虽然深受上述观点影

·671·

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与国家治理研究 （1967—1983）

①

②

③

Zellmer， Elisabeth， Töchter der Revolte？ Frauenbewegung und Feminismus der 1970er Jahre in
München， München： Oldenbourg Verlag， 2011， S. 92.

Erickson， Bailee， “ ‘Leave Your Men at Home’： Autonomy in the West German Women's
Movement， 1968 - 1978，”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2010， p. 2.

Kaufmann， Franz-Xaver， Bevölkerung-Familie-Sozialstaat， Kontexte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Grundlagen von Familienpolitik，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9， S. 115.



响， 但她们却依然坚持将资本主义制度当作女性遭受不公的主要根源。

由于堕胎禁令是联邦德国早期家庭治理的基石， 所以针对这一禁令

的反 218 条斗争， 便成为女性主义者在新妇女运动前期争取家庭治理变

革的主要表现形式。 与战前妇女运动不同， 新一代女性主义者争取家庭

治理变革， 主要是为了消除女性在私人家庭领域所受的压迫， 实现女性

自决， 并借此从根本上废除联邦德国对女性不公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秩序。

“女性主义家庭政策始终包括对统治制度的批判， 即批判各种形式的等级

制和不公。”① 通过考察 1971—1976 年的反 218 条斗争， 笔者认为， 在这

场运动中， 女性主义者争取家庭治理变革的目标主要有以下特点。

首先， 强调女性在家庭中受到了压迫。

“新妇女运动具有鲜明特色的目标是， 私人即政治， 必须消除女性在

私人生活领域所受到的压迫， 从生理、 心理等方面实现妇女的解放。”②

领导和参与这场运动的各派女性主义者认识到， 近代以来人在政治和法

律上的平等， 并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妇女在家庭等私人领域仍然受

到严重的歧视。 “将私人领域排除在政治之外， 可以将女性束缚于家庭之

中。”③ 因此， 在 1971—1976 年的反 218 条斗争中， 联邦德国新妇女运动

的参与者就相信， 女性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受到了压迫， 而堕胎禁令就

是这一压迫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其中， 激进女性主义者明确表示， 堕胎禁令让女性在家中受到了男

权的压迫。 如该派代表人物， 1971 年 4 月发起自我控告行动的施瓦茨就

认为， “在一个将人类集体生育责任转移到单个家庭的社会中， 由统治意

识形态支持的男人在家庭内部对女性拥有权力”④。 “70 妇女行动” 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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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 6 月的一份集会宣传册中， 要求废除 《刑法》 第 218 条和由法定

医疗机构承担堕胎和避孕的费用， 并由此 “将男性国家权力驱逐出

卧室”①。

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则认为， 堕胎禁令让女性在家庭中受到了资

本主义的压迫。 在她们看来， 堕胎禁令的主要作用就是将女性束缚于家

庭， 从而让这些既无工作收入也无家务报酬的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 社

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加入反 218 条斗争，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通过这一

斗争， 来反抗资本主义国家在家庭中对女性所进行的压迫。 如 “西柏林

社会主义妇女同盟” 就希望通过废除 《刑法》 第 218 条， 反对资本主义

国家在家庭中对女性的压迫。② 1974 年 3 月 14 日， 社会主义工作组妇女

委员会 （Frauenkommission der Sozialisischen Arbeitgruppe） 在 “反 218 条

论坛” （Tribunal gegen § 218） 上也指出， 统治阶级坚持堕胎禁令的主要

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 “这一条款可以阻止有意识的家庭规划并因此而让

家庭的作用变得合法， 同时它却不让家庭自己决定劳动力生产的数量和

时机”③。

各类女性主义者为协调这场斗争而组建的 218 行动小组， 也明确表

示废除堕胎禁令就是为了消除女性在家庭中所受到的压迫。 如慕尼黑

218 行动小组在 1971 年的一份宣传单中曾明确指出， 妇女在家庭中受到

了 “压迫”， 而废除 《刑法》 第 218 条便是消除这种压迫的重要一步。④

在同年 10 月的另一份宣传单中， 该小组对于堕胎禁令让女性在家中受压

迫的情况做出了更加形象地表述： “在家中遭受丈夫蹂躏， 在社会上却缄

口莫言”， “无假期， 无住房， 无幼儿园， 无游乐场， 只有脏活累活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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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 女性的悲惨生活都是拜 《刑法》 第 218 条所赐。”① 无节制的生育和

繁重的家务负担将女性牢牢地束缚于家庭之中。

其次， 关注女性的个人自决权。

相较二战前的第一次妇女运动来说， 新妇女运动的特点之一就是对

自治的强调。② 与传统妇女运动相比， 新妇女运动更加强调 “社会机构

的根本重组， 以环境友好型经济和非集中化的草根政治体系代替资本主

义”③。 它 “谋求从根本上改变两性关系， 追求自决和性自治”④， 并最终

要创造出一种反对现状的、 以女性为核心的文化氛围。⑤ “对联邦德国妇

女运动来说， 自决就是在道路和目标上实现自我解放。”⑥

堕胎问题被联邦德国新妇女运动的参与者视为女性是否有个人自决

权以及国家是否可以限制这种权力的问题。⑦ 新妇女运动改变了对堕胎

问题的界定， 它首次在联邦德国生育政策中引入了女性视角。 正是在反

218 条斗争中， 女性首次提出了谋求个人自决权的要求。 “堕胎不仅只是

一个医学、 道德和法律问题， 而且还是一个性别问题。 保护胎儿生命权

必须以女性自决为前提。”⑧

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废除堕胎禁令可以为女性谋求个人身体的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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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70 妇女行动” 曾在成立宣言中明确指出， 自己反对 《刑法》 第

218 条是因为 “妇女对自己身体的自决权是其获得解放的基本前提”①。

施瓦茨也认为女性对自己的性与身体缺乏认识和自决权。② 她在 《女性

反对 218 条的 18 条宣言》 中表示， 妇女不能自上而下由男性来解放， 我

们妇女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反对 218 条的行动是一个开始。③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虽然不强调身体自决， 但她们也认为堕胎禁令

的废除有利于为女性谋取个人自决权。 汉堡的共产主义妇女小组 “红色

安娜” （Die rote Anna） 在 1976 年初曾明确指出， “堕胎与否必须是女性

自己的事情”④。 社会主义工作组妇女委员会则表示， 妇女解放的前提是

“将妇女从社会化的强制生育和专制的、 有组织的家务教子活动中解放出

来”， 而 “对堕胎可能性的限制是对女性， 尤其是贫苦女性的愿望和自

决的伤害”⑤。

女性主义者领导下的 218 行动也将实现女性自决当作了重要目标。

如慕尼黑 218 行动小组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 它的目标不仅仅是要彻底

废除堕胎入刑条文， 还要为妇女争取自治以及更多的、 兼及其他的与男

性平等的权利。⑥ 纽伦堡 218 行动小组也认为， “在我们的制度中女性受

到了巨大的压迫， 从这种压迫中获得解放的最重要的前提是实现身体自

决。 《刑法》 第 218 条强迫妇女生育并间接强迫妇女结婚， 它限制了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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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欢愉， 并让女性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①。 1972 年 3 月 12 日， 由

全国大多数 218 行动小组参加的联邦妇女大会发布公告， 明确要求废除

《刑法》 第 218 条， 并由此在所有社会领域实现男女平等。② 此次妇女大

会后， 自治被 218 行动理解为对身体的自主控制。 《刑法》 第 218 条被看

作是对女性性和生育的奴役。

最后， 谋求从根本上改变对女性不公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秩序。

新妇女运动所强调的 “私人即政治” 和 “自治” 都包含有强烈的反

体制色彩。 在这场运动中， 联邦德国各派女性主义者都希望从根本上改

变束缚和压迫女性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秩序。 “长期以来， 它一直被当作与

官僚专家对立的社会自治力量。”③

在反 218 条斗争中， 激进女性主义者将堕胎禁令看作男权制的产物。

“通过传宗接代功能， 男权的历史得以成为习俗。 在这种习俗中， 女性不

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④ 因此， 她们希望通过废除这一禁令， 来彻底改

变男权社会。 “218 条是对女性的性和生育的奴役。 对法律的这一理解使

得从个人依赖和男权制国家中解放出来的思想在西德妇女中流行了起

来。”⑤ 施瓦茨在 《女性反对 218 条的 18 条宣言》 中， 明确将 《刑法》

第 218 条视为男权国家对母性的压迫， “因此她们公开地反对由男人为男

人制定的这部法律”⑥。 “70 妇女行动” 也在讨论 《刑法》 第 218 条的首

次集会时指出， 废除堕胎禁令将动摇男权统治。 “由于具有明显的敌视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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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性质， 对妊娠终止给予的刑事处罚， 即 《刑法》 第 218 条可能是特

别需要继续讨论和最终行动的出发点。 因为这些刑事处罚从女性的客观

角度来看也正好是男权的象征。”①

虽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受到了男权制理论的影响， 但她们谋求废

除堕胎禁令， 仍然是为了推翻压迫女性的资本主义制度。 例如， 在 1975

年 10 月 《218 行动共同体通讯》 中， 尽管哥廷根社会主义妇女小组和新

左派组织一起使用了 “男权国家” （Herren Staatshütter） 的概念， 但这些

妇女小组还是相信堕胎禁令是资本主义社会压迫女性的形式之一。② 而

深受美国激进女性主义影响的慕尼黑社会主义妇女组织在参与反 218 条

斗争时， 也依旧是为了 “实现资本主义财产和统治关系的根本性变

革”③。

各地的 218 行动小组中， 有的受激进女性主义影响比较大， 认为

《刑法》 第 218 条仅仅是男权制社会压迫妇女的一个象征， 如科隆小

组。④ 有的则同时受到激进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影响， 既反

对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又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整体压迫， 如多

特蒙德小组。⑤ 但无论如何， 这些新妇女运动中的 218 行动小组， 都希望

通过废除堕胎禁令来从根本上改变束缚和压迫女性的社会制度。

总之， 在反 218 条斗争中， 女性主义者争取家庭治理变革的目标主

要就是： 废除堕胎禁令， 谋求女性自决， 消除女性在私人家庭领域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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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迫， 改变对女性不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

二 反 218 条斗争参与者争取家庭治理变革的行动

为了实现家庭治理变革的目标， 女性主义者在反 218 条斗争中主要

采取了以下几种 “软硬兼施” 的手段：

首先， 签名请愿。 早在 1970 年春天， “70 妇女行动” 即向联邦议院

的部分议员发出了要求修改堕胎禁令的公开信和争取医生支持的签名活

动。① 在 1971 年 6 月 6 日爆发的 “自我控告行动” 中， 共有来自柏林等

地区的 374 名知名人士在 《星报》 “我已经打胎了！” 的活动中签名。 另

外， 还有 230 个著名的医生和教授也表示自己是 “堕胎的帮凶”②。 这项

活动最终获得 86100 人的签名支持。③ 7 月， 此次行动的领导者将带有众

人签名的请愿书递交联邦司法部长格哈德·雅恩 （Gehard Jahn）， 明确要

求： （1） 永久废除第 218 条堕胎禁令； （2） 流产必须完全纳入医保；

（3） 必须有专业医生介入人工流产； （4） 避孕工具必须免费获得； （5）

药品也必须纳入医保。④

其次， 示威游行。 在新妇女运动爆发之前的 1970 年 11 月 20 日， 众

多城市就举行了要求修改 《刑法》 第 218 条的大游行。 “70 妇女行动”

在 “我的肚子我做主” 的口号下进行了多次街头抗议。⑤ 自我控告行动

之后， 反 218 条斗争的参与者主要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抗议：

一是 1973年 1—4月间的 “退出教会斗争” （Kirchenaustrittskampag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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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教会， 尤其是天主教会维护堕胎禁令的保守态度， 1973 年 3 月， 在

阅读 《圣堂牧歌》 第 218 节时， 大约 100 名妇女冲进法兰克福大教堂，

高喊： “未出生的受到保护———出生的却被剥削了！” 与此同时， 慕尼黑

妇女小组也试图与海德堡小组联合对抗天主教会， 以求 “让我们的声音

盖过教堂的钟声”①。

二是 1974 年春天的 “最后抗争” （Aktion letzter Versuch）。 为了给正

在联邦议院中讨论 《刑法》 第 218 条的执政党施压， 1974 年 1—3 月间

218 行动先后发出六份通告， 倡议和协调全国各城市妇女小组联合展开

示威游行活动。 1974 年 3 月 16 日， 预定的游行在西德各大城市举行。 慕

尼黑 160 名身着黑服的妇女们宣称， “妇女觉醒了， 我们是一种力量”②。

三是 1975 年 2 月 25 日， 当联邦宪法法院裁决基于期限堕胎原则的

《刑法》 修正案违宪后 （详见本章第三节）， 联邦德国各大城市再次举行

了大规模的集会示威。 在慕尼黑社会主义妇女组织等妇女小组的推动下，

游行的妇女们几乎穿过了整个慕尼黑市中心。 警察局的报告说有近 5000

人参与， 其中绝大多数是少女和少妇， 也有不少儿童。 许多发言人愤怒

地表示， 绝不会对宪法法院的判决善罢甘休。③ 全国当天参加抗议的人

数则达到了 12000 人。④

最后， 积极开展自助帮扶活动。 反 218 条斗争不仅仅是集会和向国

会请愿， 它还展开了自助帮扶活动。 这种帮扶虽然在解决问题和反抗压

迫方面与源自美国的女性 “个体经历交流” （Selbsterfahrung） 活动类似，

但它在否定现有制度方面更加强大。⑤ 联邦德国女性的自助帮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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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自于新妇女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想给不愿继续怀孕的孕妇提供咨询并

为其联系协调堕胎事宜。①

在反 218条斗争中， 女性主义者通过妇女中心积极开展各种自主工程，

对非自愿怀孕的孕妇提供指导和救助： （1） 出版有关堕胎的书籍和报刊。

如西柏林妇女中心出版的 《女巫私语》， 让女性掌握有关自己身体与性的

知识； （2） 在妇女中心接受女性关于堕胎和健康的咨询， 分享自己的经

验， 以显示其反对堕胎禁令的决心。 如西柏林妇女中心会为每位到访的妇

女建立医疗问题档案，② 并通过开展妇科检查、 自助课程、 性问题交流、

避孕咨询、 妊娠咨询、 妊娠检测、 堕胎及护理、 健康营养咨询及治疗方法

选择等对她们提供帮助；③ （3） 法兰克福等地的妇女中心还组织孕妇前往

荷兰合法及安全地打胎。④ 尤其是在传统抗议走向低潮后， 许多妇女中心

仍然坚持这一行动， 并将其作为反抗国家的重要手段。⑤

第三节 新妇女运动推动下的家庭治理变革

以 “私人即政治” 和 “自治” 为主要特点的新妇女运动， 对后工业

转型时期联邦德国的家庭治理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这场运动的冲击

下， 联邦德国不仅改变了家庭治理中 “男主外、 女主内” 的思想， 还提

高了女性在家庭治理中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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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庭治理思想的变革

通过将私人问题引入政治讨论， 新妇女运动加快了相关法律制定和

修改的进程， 并对联邦德国早期家庭治理中 “男主外、 女主内” 的思想

产生了冲击。 “不可否认的是， 新妇女运动的要求被纳入整体的、 以修订

法律和重整社会资源为目标的政治动议当中。 在这种情况下， 妇女运动

得到了工会和政界的支持， 并将迄今为止被忽略和禁忌化的议题强行带

入男权体制当中。”①

废除 《刑法》 第 218 条在魏玛时期就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然

而， 由于彼时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力量十分强大， 这一改革最终

归于失败。 此后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 堕胎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

“如果在 70 年代没有形成第二次妇女运动， 那针对 《刑法》 第 218 条的

改革就很快就会结束。”②

新妇女运动的关键影响之一， 就是让堕胎问题进入更广泛的政治讨

论当中。③ 反 218 条斗争让堕胎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执政党不得不

加快修改 《刑法》 第 218 条的步伐。 “原先这一问题只是在专业领域展

开讨论， 但此后人民大众也参与了进来。 这场运动推动了各种观点形成

的进程， 并对在政治上讨论堕胎问题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在大众变得敏

感之后， 就不能像 60 年代初期那样再拖延改革了。”④

1971 年 6 月 6 日 “自我控告行动” 爆发后， 联邦议院中各党团都

建立了修订 《刑法》 第 218 条的小组。 1971 年夏， 自民党联邦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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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warzer， Alice， Frauen gegen den § 218 18 Protokolle， Frankfurt am M. ： Suhrkamp，
1971， S.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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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和联邦内政及法律政策专业委员会就做出决定， 按照 “期限规定”

（Fristenregelung） 的原则修改 《刑法》 第 218 条， 允许孕妇在怀孕的

头三个月里由医生为其实施人工流产。① “世界上的价值观已然发生改

变， 需要让法律符合变化了的社会条件。”② 在执政伙伴和反 218 条斗

争的压力下， 另一个主要执政党社民党也主张打破堕胎禁令。 1971 年

6 月 20 日， 社民党理事会表示， 虽然胎儿的生命权必须要受到社会的

保护， 但 《刑法》 第 218 条也必须做出小心的、 平衡的修正。③ 在同

年 11 月的社民党特别党代会上， 多数党员也同意为堕胎设置合法期

限。④ “社民党的基本目标是， 原则上实现在专业手段介入下的堕胎合

法化。”⑤

面对 “要求彻底废除 218 条的集会”， “社民党和自民党无论如何要

快速让妇女解放的要求在未来的改革中变得合法”， “以免让街头的压力

向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 ⑥。 1974 年 4 月 26 日和 6 月 5 日， 两大执

政党成功地让联邦议院两次通过了自己提出的第五次刑法修正案。 该法

案不仅允许孕妇在怀孕的头三个月内经咨询医生后实施人工流产， 而且

规定如果怀孕三个月后 “根据医学知识或经验认定继续妊娠会对孕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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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生命危险或健康损害的”， 也可以合法实施堕胎。① 在这一法案被联邦

宪法法院宣布违宪后， 执政党又于 1975 年 10 月 8 日提出依据 “指标模

式” （ Indikationsmodell） 来修正 《刑法》 第 218 条， 即在怀孕 12 周内，

如果孕妇因社会及医学原因而陷入不能继续怀孕的极度危险境地， 则允

许实施人工流产。②

尽管相比左翼执政党来说， 联盟党更加强调胎儿生命权， 并因此

而拒绝按照 “期限规定” 修改 《刑法》 第 218 条。 但与此同时， 面对

反 218 条斗争的强大压力， 联盟党也同意如孕妇 “在特别的困境中”

则堕胎可被免予刑事处罚。③ 1971 年 12 月， 联盟党联邦委员会曾明确

表示， 因医学原因和非常有限的刑事犯罪原因可以终止妊娠。④ 这一观

点后来被联盟党联邦议院党团在 1973 年 5 月提出的 《刑法》 修正案草

案所吸收。⑤ 联盟党支持依照 “指标模式” 修改 《刑法》 第 218 条，

并希望与联邦政府进行对话， 以便能在联邦议院中早日通过这一法

案。⑥ 1975 年 10 月 23 日， 联盟党再次递交的 《刑法》 修正案草案，

正式将免受刑罚的堕胎条件从医学和犯罪领域扩展至社会领域， 即如

果继续妊娠会给孕妇的生活造成极其严重的、 与健康风险有关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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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实施人工流产。① 这种思想与联邦政府 1975 年 10 月 8 日的 《刑

法》 修正案已经 “没有实质性区别”②。

在反 218条斗争的推动下， 许多联邦德国的主流媒体也对 《刑法》 第

218条的修订给予了关注和支持。 自我控告行动发生后， 《图片》 杂志等主

流媒体纷纷要求读者表明自己对堕胎禁令的态度。 各大报刊发表的讨论文

章也明显增多。③ 一时间， 堕胎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④ 随着反 218

条斗争的不断深入， 一些左翼主流媒体开始公开支持废除堕胎禁令。 1974

年 3月 11日， 《明镜周刊》 不仅在 《姐妹们的起义》 一文中援引了反 218

条 “最后的行动” 通告中的内容， 而且它还公布了 329 名女医生支持堕胎

合法化的签名——— “堕胎不是恩赐， 而是权利！”⑤ 联邦宪法法院判决怀孕

三个月内可以流产的 “期限规定” 修正案违宪后， 左翼媒体甚至认为， 这

一判决根本就不是基于 《基本法》， 而是对教皇通告的致敬， 是国家道德

审查。⑥ 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支持强化了反 218 条斗争参与者的自我认同和

团结， 并对联邦议院打破堕胎禁令的进程产生了促进作用。

反 218 条斗争爆发后， 曾坚决反对堕胎合法化的教会在态度上也出

现一 些 松 动。⑦ 1972 年 3 月 17 日， 德 国 新 教 （路 德 教 ） 教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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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gelische Kirche in Deutschland， 简称 EKD） 明确表示： “关于堕胎问

题的讨论让人们知晓， 在我们的社会中女性的价值相对男性一直被低

估……确有女性因怀孕而陷入绝境的情况， 《刑法》 不应该对胎儿做出

强制裁决…… 《刑法》 对堕胎的裁决必须以不损害胎儿为前提， 但同时

也应该预见特殊情况。”① 11 月， 新教还与天主教共同发表声明， 指出：

“如果根据医生的判断怀孕或生产会危及母亲生命或产生严重、 持续的伤

害， 堕胎应该被免予刑事处罚。”② 1974 年初新教教会甚至差一点就通过

了为堕胎设置合法期限的提案。 实际上， 只要孕妇在事前进行了必要的

咨询和求助， 新教高层中许多人认为她们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堕胎。 1975

年建立的教会咨询站的指导原则第一条就是确保对女性免予刑事处罚。③

除教会外， 其他社会组织对堕胎禁令的态度也在反 218 条斗争的推

动下发生了改变。 如传统妇女组织德国妇女界就明确表示自己支持彻底

废除 《刑法》 中的这一条款。④

随着政党和社会组织中同意修订 《刑法》 第 218 条的力量不断增大，

联邦议院最终在 1976 年 5 月 18 日通过议案， 决定因医学、 优生、 犯罪

和社会原因而发生的堕胎行为可免受刑事处罚。⑤ 新妇女运动的参与者

认为这是自己的巨大胜利。 “万事开头难———反 218 条之路” 成为后来斗

争的口号。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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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胎禁令的打破标志着联邦德国家庭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 自 20 世

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 联邦德国还通过一系列立法措施减少了家庭对女性

的束缚和压迫： 如 1976 年通过修改 《婚姻法》 取消了妇女做家务的义

务； 1977 年通过修改 《离婚法》， 实现了离婚的去道德化并让离婚在经

济上有利于没有工作的女性； 1979 年引入母亲的带薪育儿假等。 这些措

施和 《刑法》 第 218 条的修订一起对联邦德国早期家庭治理中 “男主

外、 女主内” 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① “在关于家庭内部关系的法律

方面， 国家增加了道德评价并实现了男女平等。 法律改革最终让这一时

代的家庭政策具有了比前二十年更强的解放倾向。 政府的家庭管理部门

的能力也随着 ‘妇女问题’ 而扩大。”② “从法律上来说， 自 70 年代中期

开始， 家务劳动和职业工作在联邦德国归男女共同分担。 ‘男主外、 女主

内’ 自此不再是联邦德国唯一存在的两性结构。”③ “女性模范形象的转

变归功于新妇女运动中女性的努力……女性外出工作已司空见惯。”④

二 家庭治理结构的变革

在对 “男主外、 女主内” 的理念产生冲击的同时， 新妇女运动还通

过让新一代女性主义者参与私人家庭问题的解决， 扩大了女性在家庭治

理中的话语权。 “新妇女运动试图并实现了政治主体向女性的扩展。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动员进程中， 女性学会了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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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 她们获得了定义自己和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① 在新妇女运

动中发出自己声音的女性主义者， 改变了后工业转型时期联邦德国家庭

治理的权力结构。

在新妇女运动中， 女性主义者通过自治组织成为家庭治理的新主体。

联邦德国新妇女运动一直是在自治性女权组织的推动下向前发展的，

它从未产生出像美国全国妇女组织 （American 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Women） 那样的领导核心。 新妇女运动中的女性主义者也将自治作为自

己主要的组织原则。② 由于这场运动 “没有组织中心和伞状等级结构、

没有突出的领袖和选举产生的发言人”③， 史学家弗里德黑尔姆·奈德哈

特 （Friedhelm Neidhardt） 又将其组织形态称之为 “网络的网络”④。

女性主义者主要是通过自治性妇女小组来领导和推动新妇女运动的。

由于实行直接民主制度， 领导和参与反 218 条斗争的激进女性主义小组

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小组在内部很多都是自治的。 例如， 慕尼黑社会主

义妇女组织就追求可选择的政治模式和基层民主， 反对自上而下的统

治。⑤ 法兰克福激进女性主义小组 “70 妇女行动” 也不具有严格的组织

形式。⑥ 非集权式的架构有利于个人在小组内直接表达及贯彻自己的意

志。 同时， 从外部来看， 这些女性主义小组也具有自治性的特点： 它们

基本上都只在本地活动， 从未形成统一的全国领导核心。 尽管这些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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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通过 218 行动在全联邦范围内展开行动， 但 218 行动并没有成为反

218 条斗争的领导组织， 它只是作为一个信息交流中心， 以确定运动的

任务， 以及建立联盟和寻求合作伙伴等”①。 在新妇女运动期间， 女性主

义者还通过此类自治性妇女小组在其他争取家庭治理变革的斗争中发挥

了重要的领导和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 新妇女运动还催生出女性主义者以自助帮扶形式参与家庭

治理的自治性妇女工程。 反 218 条斗争中出现的妇女中心， 就是一种在原

有体制外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让女性主义者通过自助帮扶活动反抗堕胎禁

令的妇女工程。 例如， 西柏林妇女中心就具有明显的自治性特征： （1） 在

招收新成员时， 中心会将应征者平等地置于一个讨论小组中共同分享个人

经验； （2） 为了培养女性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 中心活动的组织者鼓励

女性们组建新的小组， 并认为这是实现妇女自治的必要进程； （3） 所有成

员都要或多或少地参与决策。 凡中心大事， 须经内部合作小组进行讨论后，

再交由合作小组代表组成的大会 （Plenums） 表决通过； （4） 强调财务独

立， 以实现自治的目标； （5） 妇女中心在全国也没有集权化的组织形式。

1974年时， 联邦德国共有 17个独立运营的妇女中心。②

除妇女中心外， 在新妇女运动的其他斗争中也出现了以自助帮扶形

式介入家庭社会工作 （Familienarbeit） 的自治性妇女工程。 如在 “抗议

对女性施暴” 的斗争中大量出现的妇女之家 （Frauenhaus）。 作为一个帮

助女性免受 “婚姻暴力和男性虐待” 的组织，③ “妇女之家是分散的， 而

之前妇女运动往往会由一个协会组织的核心领导。” “自治应该既是妇女

之家居住者的自我组织原则， 也应该可以让这里的工作人员实现去等级

·391·

第五章 联邦德国新妇女运动与家庭治理变革 

①

②

③

Schulz， Kristina， Der lange Atem der Provokation： Die Frauenbeweg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und in Frankreich 1968 - 1976， Frankfurt am M. ： Campus Verlag， 2002， S. 152.

Erickson， Bailee， “ ‘Leave Your Men at Home’： Autonomy in the West German Women's
Movement， 1968 - 1978，”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2010， pp. 55 - 62， 44 - 45.

Hagemann-White， Carol， “ Frauenhausbewegung，” Dok. 9. 2， in Lenz， Ilse， Die Neue
Frauenbewegung in Deutschland： Abschied vom kleinen Unterschied， Eine Quellensammlung，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10， S. 293.



化和去权威化。”①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新妇女运动蓬勃发展时期， 女性主义者不仅以

自治小组的形式领导和参与争取家庭治理变革的抗议活动， 而且她们

还通过具有自助帮扶功能的自治工程直接介入私人家庭问题的解决。

“新妇女运动的动议通过不同的任务、 活动和方法以及另类的组织形式

表现出来。 它不仅对资本主义和男权主义结构的影响展开研究， 还试

图质疑这一结构的合理性。 在妇女工程中， 女性不再能够忍受家庭的

压迫， 而是要反抗这种压迫。”② 当新妇女运动自 80 年代初走上制度化

的道路后， 女性主义者仍然以 “体制内长征” 的方式在家庭治理中扮

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 在新妇女运动中兴起的女性主义自治组织， 之后一直是联

邦德国家庭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后， 大多数自治性女权组织都转而采取更

为现实和专业的合作策略， 继续为联邦德国的家庭社会工作贡献着自己

的力量。 “自治的妇女组织不能是远离现实的 ‘女性孤岛’。”③ “新妇女

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工程在组织结构、 公共工作和执行战略方面起到了先

锋模范作用。 妇女工程是第一种从体制外进入 ‘政治—管理体制’ 中的

工程。”④ 例如， 80 年代中期时汉堡的十余个自治性妇女工程， 大多都在

市政当局的资助和指导下， 通过为避孕和打胎提供咨询和诊疗、 为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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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妇女及少女提供心理和司法援助、 为夫妻关系及离婚问题提供建

议等方式参与家庭社会工作。 到 90 年代初， 老联邦州共成立了 2000 余

家具有反 “男权性别关系” 特点的自治性妇女工程和小组。① 它们通过

以 “专家” 的身份与当局和其他组织展开合作，② 成为联邦德国原有家

庭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

随着自治组织的兴起， 新妇女运动也让更多女性获得了介入家庭政策

制订与执行的机会。 自治组织不仅为女性参与家庭治理提供了新的平台，

而且它还通过让这些女性以直接民主的形式介入家庭问题， 改变了她们过

去只有依靠等级制的传统家庭治理主体———如传统妇女组织、 政党等———

才能干预家庭事务的情况。 “女性主义的家庭政策不仅强调多元化， 而且

要求实现弱势群体的合法参与。”③ 新妇女运动让更多女性通过自治组织介

入家庭内部事务， 并由此提高女性在家庭治理中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 除自治组织以外， 新妇女运动还让女性主义者进入其他

家庭治理主体之中， 从而加强了女性在这些主体中的力量。

其一， 新妇女运动加强了女性主义者在原有家庭治理主体中的地位。

反 218 条斗争爆发后， 对联邦德国早期家庭治理有着重要影响的政党和

工会纷纷在内部建立起自己的妇女组织和部门， 并由此为它们吸收女性

主义者创造了条件。 如社民党在 1973 年建立的包括所有女成员且直属党

中央 理 事 会 的 “社 会 民 主 妇 女 工 作 联 盟 ” （ Arbeitgemeinshaft der

sozialdemokratischer Frau， 简称 ASF）， 就从 1979 年起开始吸纳女性主义

者成为自己的成员。④ 1981 年时， 该联盟甚至还将新妇女运动的成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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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主席团。 受女性主义成员的影响， 社会妇女工作联盟还在社民党地

方的家庭社会工作中发挥作用。 如 80 年代中期时， 它就在汉堡支持建立

了所谓的 “家庭计划中心” （Familienplanungszentrum）①

其二， 当新妇女运动的制度化进程开启后， 还有很多女性主义者通过

新成立的绿党继续对家庭治理产生影响。 绿党在结构方面直接受新妇女运

动的影响。 出于理念和竞选的考虑， 绿党支持女性主义者集体融入本党。

“绿党内的女性主义行动者自 1983 年起就固定地团结在自己的项目和组织

当中。” 在女性主义者的影响下， 新成立的绿党格外关心女性在家庭中的

地位， 并要求将女性从家庭的束缚和压迫中解放出来。 1984 年， 绿党联邦

议员瓦尔劳德·朔普 （Waltraud Schopp） 曾在议会中明确要求彻底废除

《刑法》 第 218条。 作为一个来自新妇女运动的母亲， 她希望能通过男女

之间的爱情将分裂的私人与政治再度联系起来。②

其三， 自 1980年起， 有不少来自新妇女运动的女性主义者还成为在政府

和大企业中设立的妇女及平等专员 （Frauen-und Gleichstellungsbeauftragten，

简称 FGb）。③ 一些妇女专员原先就是妇女小组的创建者或领导人。 在政府

内部， 妇女专员总被打上女性主义和妇女运动的烙印， 男性同事和领导也将

其看成是 “总是发怒、 总要解放、 不要色情、 不讲享受、 不像女人、 一贯激

进” 的人。 通过成为妇女专员， 新妇女运动中的女性主义者可以更好地参与

家庭治理。 由于具有参与新妇女运动的经历， 妇女专员成为行政机构和外部

自治性女权组织的中间人。 她们不仅密切关注和支持妇女工程的开展， 而且

还通过建立少女工作联合工作组、 防止暴力联合工作组等方式，④ 与自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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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组织在家庭社会工作中展开合作。

在吸纳女性主义者加入后， 很多原先主要由男性控制的家庭治理主

体， 都出现女性力量明显增强的趋势。 如 1985 年， 社民党汉诺威代表大

会就通过了增加各级党组织中妇女席位的决议， 并要求妇女所占代表比

例不得低于 40% 。① 而作为家庭治理新主体的绿党， 也在其建党纲领中

明确规定男女成员各有一半的投票权。② 此外， 女性主义者变身政府和

企业中的妇女专员， 也让女性在家庭社会工作方面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通过让女性主义者进入这些家庭治理主体之中， 新妇女运动扩大了女性

在联邦德国家庭治理中的话语权。

总之， 在以反 218条斗争为代表的新妇女运动的推动下， 联邦德国不

仅改变了家庭治理中 “男主外、 女主内” 的思想， 还扩大了女性在家庭事

务中话语权。 不过， 虽然新妇女运动对联邦德国家庭治理的理念和结构产

生了影响， 但由于女性主义者力量分散且内部矛盾重重， 再加上她们过于

激进的目标和行动方式为当局和诸多社会力量所不容， 所以这场运动并没

有从根本上消除女性在联邦德国家庭治理中所受的束缚和压迫。

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以 “私人即政治” 和 “自治” 为主

要特征的新妇女运动， 推动了联邦德国家庭治理在指导思想和权力结构

方面的变革。 德国是一个具有浓厚男权制传统的国家。 除了两次世界大

战等特殊时期以外， 德国女性一直都在家中扮演生育后代、 相夫教子的

角色。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新妇女运动爆发后， 联邦德国女性才逐渐

改变了自己在家中受束缚和压迫的地位， 并开始以独立姿态参与家庭治

理。 新妇女运动推动下的家庭治理变革， 反映出在后工业转型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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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自主意识的提高对联邦德国国家治理思想和体系所产生的影响。 “尽

管战后 《基本法》 提到了男女平等， 但女性并未得到全面的解放， 社会

仍然是没有生气的。 既然在 70 年代妇女运动中妇女被看作是独立的、 有

行动能力的主体， 并且提出了自由表达意愿和自治的目标， 她们也就被

看成是社会变迁的发动机和民主化工程的代表。”①

实际上， 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整个西方世界当中， 都出现了由社

会转型所引发的新妇女运动浪潮及家庭治理变革。 受价值观变迁和 68 运

动的影响， 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开始， 美、 法、 联邦德国等国的女性

主义者纷纷从废除堕胎禁令入手， 向西方传统家庭治理模式发起挑战。

在新妇女运动浪潮的推动下， 这些西方国家通过开启堕胎合法化进程和

让女性主义者在堕胎问题上独立发声， 加快了家庭治理思想和结构的改

变步伐， 并由此减少了各国女性在家庭中所受的束缚和压迫。 “妇女运动

对传统家庭构成了挑战。 婚姻和母性被怀疑是否是女性的主要任务， 或

者是否是女性的宿命。 女性主义者认为家庭压迫女性并在男权社会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 女性的自我实现成为新的口号， 并且女性主义者认为

这在传统家庭中很难被实现。”② 不过， 相较美国来说， 联邦德国新妇女

运动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③ 其对女性个人自治的强调也更加

明显。 正因为如此， 联邦德国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时， 才彻底废除了作

为该国早期家庭治理基石的堕胎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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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与后工业

转型时代的国家治理变革

  

一 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总体特征

相对于以工人运动为代表的传统左翼社会运动来说， 联邦德国新社

会运动主要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方面， 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 是该国早期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国

家治理在后工业转型时期陷入困境的产物和表现。

“社会运动是社会变迁的产物。”① 鲁德·库鲁斯曼 （Ruud Koopmans）

等人通过研究联邦德国等四个欧洲国家的情况后也认为， 新社会运动

“被看作一个典型的新政治范例的载体， 同时也被看作一个被标为后工业

的、 后物质主义的或后福特主义的新时代的先驱”②。 联邦德国建立后，

充分就业、 工资增长、 福利改善等促使联邦德国传统工人阶级出现了

“中产化” 趋势。 随着中等收入阶层， 尤其是工人阶级中的中等收入阶

层的不断扩大， 联邦德国逐渐从贫富分化严重的 “金字塔形” 社会变成

了低收入和高收入者相对较少、 中等收入者相对较多的纺锤形社会。 与

此同时， 随着联邦德国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转型， 在第三产业中就业的脑

力劳动者的数量出现了快速增长， 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也在不断增多。 受

①

②

Raschke， Joachim， Soziale Bewegungen. Ein historisch-systematischer Grundriss， Frankfurt an
M： Suhrkamp， 1987， S. 11.

Kriesi， H. ， Koopmans， R. ， Duyvendak， J. W. ， & Gingi， M. G. ，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p. 238.



此影响，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后的联邦德国， 出现了新中间阶层兴起和

社会主要矛盾转移的情况。

社会变迁导致了 “国家分裂结构” （National Cleavage Structures） 的

改变， “新社会运动的政治动员则表达着一种新的社会分裂。”① 到 20 世

纪 60 年代时， 曾在德国历史上引起过巨大政治和经济冲突的阶级分裂状

况已变得不再那么引人注目。 而随着联邦德国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转型，

主要由年轻一代脑力劳动者和大学生组成的新中间阶层却日益强大。 新

中间阶层信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并因此而与信奉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其

他阶层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然而， 当后工业社会转型开始的时候， 联邦德国却依然坚持着它自

1949 年之后所推行的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的体制结

构和主导战略也是引发社会运动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方面， 由议会、 行

政机构等组成的体制结构决定了国家治理的开放性和行动能力。 在联邦

德国， 只有不被联邦宪法法院以违宪之名取缔的政党， 在突破了 5%的

得票率门槛之后， 才能进入联邦议院。 而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和完备的劳

资协商制度， 则让当局更愿意在体制内与这些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对话，

而不是到体制外去寻求新中间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意见。

与此同时， 政治精英的主导战略也进一步加大了新中间阶层及其政

治代表挑战具有 “保守主义” 色彩的国家治理的难度。 为了与苏东国家

进行冷战对抗和防止重蹈魏玛共和国灭亡的覆辙， 联邦德国早期一直对

左派反对者进行着严密的监视和压制。 这种战略也是联邦德国早期 “保

守主义” 国家治理的重要表现之一。

联邦德国早期国家治理中的 “保守主义” 倾向，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

引发了新左派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作为新中间阶层在政治上的主要代表，

新左派及其分化产生的各类左翼小组是新社会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和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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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联邦德国老左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团结的和安定的”①， 所以在

60年代初， 作为联邦德国新左派代表的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 便与

作为老左派代表的社民党断绝了组织上的联系。 此后， 新左派在参与院外

抗议活动和领导 68运动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 “反威权斗争”

理论， 将矛头直指联邦德国早期具有 “保守主义” 色彩的国家治理政策和

体制。 在新左派看来， 联邦德国代议民主制中关于政党政治、 院外政治的

安排， 以及 60年代时对美国发动越战的支持、 老左派在大联合政府中与右

派的合作、 《紧急状态法》 的制订等， 都是晚期发达资本主义威权统治的体

现。 必须通过反体制、 反威权、 反精英的 “革命” 行动， 从根本上改变国

家制度， 才能让受到压迫和控制的个人得到解放。 新左派的 “反威权斗争”

理论及其在 60年代中期所参与的一系列院外抗议活动， 让联邦德国早期具

有 “保守主义” 色彩的国家治理陷入了困境。 而 68运动及之后爆发的其他

新社会运动则是这一困境的产物和不断加深的表现。 “新社会运动的高涨源

于政治不满的增长和西方民主制度下大众政党的危机。 这场运动的参加者

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寻找对社会施加影响和重塑社会的另外的可能性。”②

另一方面， 在进入制度化阶段之前， 新社会运动主要由新左派及其

分化产生的左翼力量推动， 并在目标、 组织和行动上都体现出后物质主

义反体制的特色。

首先， 新社会运动在目标和理念上强调反体制、 反精英。 在以工业

为主导的时代， 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经济方面， 左翼社会运动也

主要是以工人阶级争取政治、 经济权利的斗争为主。 然而， 新社会运动

的目标及理念， 却是以后物质主义的反体制、 反精英思想为基础的。

新社会运动反体制、 反精英思想的核心就是要废除国家和社会中的精

英统治， 实现个人的自治自决， 重塑国家治理体制。 在 68运动中， 联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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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左派大学生既在学校中反对教席专制， 要求在高校治理中获取自决权；

又在校外反对国家官僚的统治， 要求按照直接民主原则实现政治制度的变

革。 在政治生态运动中， 以直接民主为原则的环保公民动议也将发展核能

视作国家官僚和技术专家统治的结果。 而在新妇女运动中， 各派女性主义

者则通过各种自治小组和团体， 反对女性在家中所受的制度性压迫， 要求

实现女性自决， 并从根本上改变对女性不公的社会秩序。 在新社会运动中，

新左派及其分化产生的左派力量不仅反对国家和社会在具体领域对个人的

控制和压迫， 而且还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民主制， 希望通过完善直接

民主和公民社会， 将个人从官僚和专家的精英统治下解放出来。

反体制、 反精英思想体现出浓厚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 （1） 在

新社会运动中， 成员的反体制、 反精英目标常常涉及全社会乃至全人类

的福祉， 而并不仅仅是本团体内成员的个人利益。 传统社会运动的参与

者常常拥有与共同利益一致的自我利益。 他们参与某个社会运动的动机

主要是利己的。 而在新社会运动中， 大多数参与者却是基于理念和追求

公共利益而采取行动。 （2） 新社会运动反体制、 反精英的目标还是一种

基于文化和身份认同而产生的目标。 “相对于组织化的政治手段， 个人认

同在新社会运动中更加优先。”① “这些运动明确地提出了自助和民主化

的议题， 这是现代民主化抗争中最有价值的成分。 总的来看， 在价值方

面新社会运动更关注自治 （Autonomy） 和身份 （Identity）。”② （3） 新社

会运动的反体制、 反精英目标， 关注之前社会运动较少关注的与个人日

常相关领域的议题， 注重生活质量和自我实现。③ 日常生活的政治化是

新社会运动的重要追求之一。④ 68 运动中， 左翼大学生将主要斗争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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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指向了与他们日常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高校治理结构； 在反核能运

动和新妇女运动中， 环保公民动议和各派女性主义者也分别将矛头指向

了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核能风险问题和堕胎问题。① 正如约阿希姆·

拉施克所说的， 新社会运动的目标是 “重组文化生活模式和日常实践”②

其次， 新社会运动在组织上强调自治。 鲁塞尔·戴尔顿 （Russell

Dalton） 和曼弗雷德·克赫尔 （Manfred Keuchler） 认为， 新社会运动与传

统社会运动的区别不仅体现在社会分裂结构和价值结构上， 而且也体现

在它们所采取的新的动员和组织形式上。③ 托马斯·克恩 （Thomas Kern）

也认为， 新社会运动倾向于地方性的、 自治的和非集权化的组织形式。④

包括工人运动在内的传统社会运动多倾向于通过统一的集权化组织

结构来凝聚成员和实现目标。 在联邦德国早期， 发起和推动传统院外抗

议活动的工会、 社民党等老左派组织都是等级制的官僚机构。 马克斯·

韦伯 （Max Weber） 认为， 高度理性化的官僚制度是最有效率的。⑤ 阶级

理论和资源动员理论都认为这是社会运动最佳的领导和组织形式。 但是，

新社会运动的组织却往往不是这种韦伯式的官僚机构。 在 68 运动中， 新

左派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就是一个分散的、 内部缺少统一领导和等

级分化的组织。 每所高校都有自己独立的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小组， 这

些小组参与本校学生代表大会和地方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委员会的选举，

并主要在本校和本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政治生态运动和新妇女运动中，

发挥了重要领导和推动作用的环保公民动议和女性主义小组也都是内部

实行直接民主制度的自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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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 这些新社会运动组织在某些时候也曾试图提高自身

的集权性， 以便能够更加有力地在新社会运动中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

但是， 对这些自治小组中的大多数成员来说， 他们在主观上本身就希望

维持组织的自治性。 因为这不仅更符合新社会运动反体制、 反精英的目

标， 而且这也有利于其吸收更多的新中间阶层分子参与这场运动。

开放性的特点让这些地方自治小组的成员流动性很大。 许多参与者

是因为自己关注某个问题而加入某项动议。 一旦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

得到解决或长期无法解决， 小组的成员随时有可能会离开。 拉施克指出，

新社会运动固然强盛， 但其弱点也很明显， 那就是缺少 “持久的、 干涉

力和策略性强的主体”。 这场运动更倾向于直接民主组织和行动。 尽管这

一特点可以加强个人对不同政治领域的参与， 但它也削弱了新社会运动

对政党和国会的影响。①

最后， 新社会运动在行动风格上是将体制外的抗议活动与自助活动

结合在一起。

体制外的抗议活动是新社会运动的主要斗争形式之一。 在这场运动

中， 新左派及其分化产生的左翼小组不仅使用了签名、 请愿、 示威、 游

行等传统的抗议手段， 而且还多次采取了静坐、 占领等以前出现较少的

抗议方式。 虽然这些抗议活动一般都是非暴力的， 但其中又不乏非法的

成分。 “新社会运动一方面采用了新的以非暴力和公民不合作为主要特征

的动员手段， 一方面又常常通过激进的行动挑战统治性的行为规范。”②

新社会运动偏爱抗议， 一方面是由于其参与者难以在具有保守主义色

彩的国家治理体制内中找到自己的盟友。 当局和相关利益集团不仅对新社

会运动所要求的改革一再拖延， 而且它们还试图倒行逆施地推行一些有悖

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政策。 这些做法自然会引起新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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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不满和抗议。 但另一方面， 新社会运动倾向于采用抗议的斗争方式， 也

是因为其反体制的思想所致。 二战之后， 联邦德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

代议民主制度。 许多社会利益集团都可以在这一体制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并

影响国家决策。 但是， 许多新社会运动却故意置身于现有的国家治理框架

之外。 新左派及其分化产生的左派力量大都将重塑现有国家治理体制当作

自己的根本目标。 由于害怕参与政治会让自己妥协， 它们倾向于通过抗议

来影响政策， 而不是参与当局的决策。 在新社会运动中， 抗议不再只是达

到目的的手段， 而是成为体现这场运动目标和价值的一种标志。

与此同时， 体制外的自治、 自助活动也是新社会运动常用的特色斗

争方式。 新左派及其分化产生的左派力量强调反体制、 反精英， 而建立

有别于现有组织的 “对立” 机构， 并以此来开展自治、 自助性的活动，

则是其宣传和实践自己目标及理念的重要手段。 68 运动中， 虽然杜切克

等人强调体制内长征， 但长征的根本目标却是建立所谓的 “对立制度”。

当时新左派主要是通过在各大高校中建立 “对立大学”， 来进行自助性

的教学研究活动， 以夺取高校治理的控制权， 并为自己培养革命斗争的

骨干。 政治生态运动中， 左翼环保公民动议不仅推动成立了许多由 “对

立专家” 组成的 “对立研究所”， 而且还在反核能斗争期间设置了 “维

尔森林国民学校”， 以 “对立性行政管理” 这一自助的形式宣传核能科

学知识和普及生态主义理念。 在新妇女运动中， 更是出现了大量专属女

性的书店、 咖啡馆以及咨询中心、 健康中心、 避难所等。 女性主义者通

过这些对立机构开展自助性的帮扶活动， 并由此形成了以女性 “亚文

化” 和 “对立” 为主要特色的 “对立” 文化。 “新社会运动的特点是意

识形态上的公开， 它们着重宣传反对现状的方案。”①

虽然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是当时西方世界高举后物质主义反体制、 反

精英大旗的新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它却也被深深地打上了德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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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传统的烙印。 例如， 这场运动的发生， 与保守的当权者出于纳粹上台的

教训而对民众干政处处加以限制有关。 而新社会运动的参与者， 则将联邦

德国早期这种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国家治理斥之为纳粹主义的残留。 此外，

德国浓厚的社会主义、 合作主义传统也都在这场运动中有所体现。

必须指出的是， 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与传统左翼社会运动的区别并

不是绝对的， 二者之间其实也存在一定的传承延续关系。 如 20 世纪 60

年代左翼院外抗议运动中的反 《紧急状态法》 斗争、 复活节游行运动和

青年—学生运动就对 68 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反核能运动和新妇女运

动也分别是在传统环境运动和传统妇女解放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汉克·约翰斯顿等人认为， 新社会运动并不是完全与之前左派所发动的

社会运动不同， 尽管每个运动都有所变化， 但它并没有丧失同过去社会运

动的关联性。①

二 新社会运动推动下的国家治理变革

新社会运动冲击了联邦德国早期国家治理中带有 “保守主义” 色彩

的体制和政策， 并由此对全社会的民主化做出了 “重要的贡献”。 这场

运动 “不仅推动了现有机构的民主化 （如高校）”， “而且通过可选择的、

即对立性的公共舆论实现了媒体的多元化”。 民主得益于新社会运动， 它

们使得联邦德国的民主更加稳定。 这场运动让大量民众团体获得了参政

的机会。② 新左派在 68 运动中提出了 “反威权斗争” 理论以及与之密切

相关的直接民主思想。 而提倡直接民主的反体制、 反精英思想则为后面

的新社会运动所继承。 “68 运动首先提出参与的话题， 即在所有领域，

尤其是与可选择的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的领域实现民主化， 在其后的新社

会运动的动员和行动中又继续实践。” “对反威权精神的重视首先在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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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运动内部保留了对国家制度的反对。 但是， 新运动主体追随着院外抗

议活动的足迹， 反体制主义成为其目标的组成部分。” “新社会运动将自

决、 真正的交往以及扩展民主权利等放在了核心地位。”①

1. 新社会运动推动下国家治理政策的变革

新社会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改变了联邦德国早期国家治理政策

中的 “保守主义” 倾向。

一方面， 新社会运动加速了某些议题的政治化进程， 增加了国家治

理主体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贝克和哈贝马斯都认为， 抗议运动在现代化

的问题化方面扮演了中心角色。② “新社会运动的社会理论产生了诸多不

同影响， 但社会科学观察家一致认定其对政治议题变化的影响是巨大

的。” “新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是重新定位和重组社会文化圈。”③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科学系主任弗兰克·鲍姆加特内

（Frank Baumgartner） 认为， 政府等国家机关活动的新方案很多都是社会

运动及其议程设置的产物。④ 汉斯皮特·克里西 （Hanspeter Kriesi） 也明

确指出， 政治议程的变化是新社会运动的重要结果之一。⑤ 联邦德国的

政策议程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以来变化非常明显，而这些变化在很大程

度上都是由新社会运动的压力造成的。

产生于工业时代的传统政党主要关注政治、 军事、 外交、 经济、 社会

保障问题。 而产生于后工业转型时期的新社会运动则主要关注与后物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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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相关议题， 尤其是生活质量问题。 新左派及其分化产生的左派力量提出

了不同于传统左翼社会运动的诉求。 这些诉求很多都引起了当局的关注并

使其加速探讨和处理与之相关的问题。 68 运动让西德各州当局意识到大学

生参与决策是高校改革中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 反核能运动迫使当局将

减缓核能发展的计划提上了日程； 新妇女运动则将废除 《刑法》 第 218 条

堕胎禁令的问题引入政治讨论当中。 在新社会运动的推动下， 新的议题不

断被列入联邦德国的政治议程， 这不仅扩展了国家治理政策的适用范围，

而且也使得国家用于治理的具体措施变得日益多元。

另一方面， 新社会运动的某些诉求得到了国家治理主体的同情和支

持， 并由此被吸收到相关政策或立法当中。

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对社会组织的政策和公共舆论产生了冲击。 新

左派及其分化而来的左翼力量， 不仅致力于影响社会组织的政策和理念，

而且还试图让自己的价值和目标获得公共舆论的支持。 很多时候， 新社

会运动都能够唤起社会组织和一般民众的公共责任感， 甚至改变它们的

观点、 政策和行为方式。 在 68 运动中， 左翼大学生争取高校共决权的要

求， 不仅得到了教育领域相关利益集团的同情， 而且还直接被吸纳入部

分基层研究所的章程当中。 在反核能运动中， 许多体制内的自然保护组

织和媒体都赞同环保公民动议废止核能的计划； 在新妇女运动中， 女性

主义者的反 218 条斗争， 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教会顽固坚持堕胎禁令

的态度， 并赢得了 《明镜周刊》 等左翼主流媒体的支持。

在冲击社会组织的政策和公共舆论的同时， 新社会运动还对政党和

国家政策产生了影响。 在新社会运动的压力下， 传统政党， 尤其是社民

党也在加速调整自己的政策。 克里西认为， “挑战者得到政治权力当局实

质性的让步”， 是新社会运动 “实质性” 影响的主要表现之一。① 在 68

运动期间， 西柏林社民党为了平息自由大学学生对高校治理结构的不满，

加速制定了允许学生参与学校决策的新 《高校法》。 施密特执政初期，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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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一度奉行核能扩张政策。 但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 该党就开始在

反核能运动的压力下逐步缩减了核电站的建设计划。 1982 年重新成为在

野党之后， 社民党最终选择加入了反对核能的阵营。 在反核能运动及社

民党、 绿党的压力下， 新上台的联盟党也一直无法进一步推进自己的核

能发展计划。 在新妇女运动中， 女性主义小组和 218 行动小组的支持，

也是社民党和自民党提出按 “期限规定” 原则打破堕胎禁令的动力之

一。 此外， 成功进入议会的绿党也为新社会运动影响国家治理政策提供

了新的途径。

2. 新社会运动推动下国家治理体制的变革

在新社会运动的推动下， 联邦德国早期带有 “保守主义” 特色的国

家治理体制也发生了改变。

首先， 通过催生绿党， 新社会运动冲击了联邦德国原有的政党格局

和结构， 并由此为公民个人参政和基层直接民主打入代议民主制度创造

出一块坚实的阵地。

联邦德国建立以来， 联盟党和社民党一直是联邦议院选举中获得

选票最多的两大政党。 在多数情况下， 两党会与较小的自民党联合组

阁， 交替执政。 然而， 新社会运动中所产生的绿党却打破了这一局面。

20 世纪 70 年代末， 为了扩大新社会运动在政治层面的影响， 并且通过

合法化的途径来贯彻自己的反精英、 反等级分化思想， 新社会运动的

成员开始考虑成立一个政党的必要性。 自 1977 年， 地方性绿党陆续建

立， 并开始在乡镇和州议会选举中崭露头角。 1979 年， 全国性的生态

主义 政 党——— “替 代 性 政 治 联 盟———绿 党 ” （ Die Sontige Politische

Vereinigung [SPV] -Die Grünen） 正式成立。 1979 年和 1980 年， 绿党

在不莱梅州和巴登—符腾堡州选举中获得超过 5%的选票， 进入州议

会。 随后， 该党陆续进入西柏林、 汉堡、 下萨克森和黑森州的议会，

并于 1983 年以 5. 6%的得票率一举进入联邦议院。① 1985 年， 绿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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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森州成为执政党。 1998 年， 绿党又在联邦政府中与社民党结为执政

伙伴。 绿党的崛起， 改变了联邦德国长期以来的政党格局， 并在一定

程度上对该国政治权力结构产生了冲击。 在共产党被取缔后， 联邦德

国政坛一直被联盟党、 社民党和自民党所把持。 而这些传统政党的执

政理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符合新中间阶层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当绿党建立后， 许多年轻的新中间阶层成员将自己的选票投给了这个

新成立的政党， 并借此在政治上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绿党不仅影响了联邦德国的政党格局， 而且还通过自身的非集权化

结构， 让更多成员得以参与国家治理。 联邦德国的传统政党都是等级官

僚机构。 罗伯特·米歇尔斯 （Robert Michels） 在其著名的 “寡头统治铁

律” 中， 认为政党和其他组织都会走向寡头统治。 但吸收了环保公民动

议成员和女性主义者的绿党却有意识地在内部保持着非集权化的自治

结构。

一是强调基层组织对全国组织的制约。 在绿党内， 基层掌握实权，

地方和州级党组织在纲领制定、 财政和人事方面享有自主权。① 作为该

党最高领导机构的全国代表大会是由基层组织直接选举产生的。 除全国

代表大会外， 绿党的全国指导委员会也是由各州党代会选举产生， 其主

要任务是上传下达和代表基层对上进行监督。 基层在讨论通过各项决议

时， 也要最大限度地体现直接民主原则。

二是实行分权制度。 绿党有意识地避免形成领袖权威。 它奉行集体

领导原则， 其内部联邦和州一级执委会、 议会党团都只设两个无主次之

分的发言人， 不设主席。② 同时， 绿党还规定每个本党议席要由两名党

员轮流担任， 州级以上议席实行中期轮换制度。 而且成员不得同时兼任

党的职务和议员职务。

三是限定男女比例。 在新妇女运动的影响下建立的绿党规定， 党的

各级指导委员会、 发言人和各级议员候选人名单中， 女性原则上至少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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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一半。 而在讨论和制定有关妇女的政策时， 应尽可能地让女性参加，

甚至可由妇女单独作出决议。 在 1984 年 4 月时， 绿党在联邦议院的发言

人和书记全部由女性担任。

此外， 新社会运动的成员还通过加入其他政党， 推动了基层民主在

这些传统政党中的发展。 比如， 社民党就吸收了一些女性主义者加入了

自己的组织。 在新社会运动的推动下， 联邦德国政党， 尤其是社民党内

部的基层民主制度也逐渐形成： 第一， 增加政党的包容性与开放性， 容

许非党人士参与党内政治生活； 第二， 让一般党员可以参与党的重大决

策； 第三， 扩大基层党组织的作用等。

其次， 新社会运动让新左派及其分化产生的自治性左翼小组和团体

成为联邦德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并由此对该国原有的利益集团的

格局和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新社会运动中， 新左派及其分化产生的左翼小组和团体大都是

自治的。 如 68 运动期间， 发挥了重要领导和推动作用的德国社会主义

大学生联盟及其他左翼大学生政治团体都未能发展成集权化的官僚组

织。 这些组织主要依靠其在各高校和各地的小组展开活动， 它们既没

有全国统一的领导核心， 也不具备森严的等级结构。 在政治生态运动

和新妇女运动中， 环保公民动议、 女性主义小组及其筹建的妇女中心、

妇女之家等 “工程”， 都是缺少正式组织形式、 领导权威和内部实行直

接民主的自治组织。 正是这些自治性左翼小组， 在各自关注的领域一

面以抗议的形式向当局和其他社会力量施压来谋求立法及政策的改变，

一面又采取各种自主、 自助行动和措施， 积极推动国家治理的发展和

完善。

当新社会运动逐步开始制度化之后， 绝大部分自治性左翼小组在继

续保持着自己独立性的同时， 又加速向体制内靠拢， 从而开启了自己的

利益集团化之路。 80 年代早期之后， 环保公民动议和各地的女性主义小

组及工程都出现了这种发展趋势。 制度化 “让所有运动的参与者可以通

过已有的、 习惯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它结束了政治运动的暴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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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及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①

新社会运动组织的制度化， 从客观上说是当局 “威逼利诱” 的结果。

政府对持异议者采取分化政策， 在包容和吸收某些社会运动的同时， 对其

他社会运动则采取镇压或无视的态度。 同时， 国家， 尤其是警察也鼓励社

会运动的制度化， 因为这样它们就可以不用通过镇压来控制这些运动。 在

主观上， 面对当局的 “威逼利诱”， 大多数参与者会放弃那些危险的手段

和策略， 从而避开当局的弹压， 并采取其他更为温和及有效的手段。

随着新社会运动组织与传统社会组织的差别日益缩小， 联邦德国原

有的利益集团格局和结构也受到了冲击。 当社会运动组织从合法的渠道

进入院外政治时， 它就会成为利益团体。 逐步利益集团化之后的环保公

民动议联盟成为联邦德国最大的生态主义环保组织之一。 许多自治的女

性主义小组和工程也开始接受公共预算的资助， 从而变成了长期存在的

女性主义社会团体。 这些来自新社会运动的左翼组织， 成功地将基层直

接民主带入联邦德国的利益集团和院外政治当中。

最后， 通过建立和完善合作治理机制， 加强了普通公民对国家治理

的参与。 新社会运动对国家治理体制最大的影响， 就是进一步促进了普

通公民对国家治理的参与。 1970 年卡罗尔·佩特曼在 《参与和民主理

论》 一书中将公民广泛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直接民主与全国范围内的代

议民主制度结合在一起， 以修正后者在实践中的精英主义和寡头主义倾

向。② 受德国悠久的合作主义传统影响， 哈贝马斯在 《公共领域的结构

转型》 一书中提出， 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经过公民在公共领域的讨论和

协商， 这将弥补代议民主制的不足。 新社会运动是推动联邦德国公民参

与机制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③ 这场运动本身就是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

·212·

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与国家治理研究 （1967—1983）

①

②

③

Tarrow， Sidney，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Contentious 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 Lanham：
Rowman & Lit lefield Publishers， INC. ， 1998， p. 57.

[美] 卡罗尔·佩特曼： 《参与和民主理论》， 陈尧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1—35 页。
Klein， Ansgar， “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und Zivilgesellschaft，” in Klein， Ansgar， Der

Diskurs der Zivilgesellschaft politische Kontexte und demokratietheoretische Bezüge der neueren
Begriffsverwendung，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1， S. 144 - 161.



一种形式。 当新社会运动走向制度化之后， 新左派分化出来的左翼力量

有一部分进入了体制内部。 他们和继续保持自治的公民动议、 小组一起

推动了联邦德国普通公民对政治的参与。

新社会运动推动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建立和完善

多方合作机制。 新社会运动期间， 新左派及其分化而来的左翼力量成为

一种特殊形式的利益代表。 随着这些抗议团体逐渐被体制所接纳， 一些

新的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协商合作机制也得以形成； 在 68 运动中， 左翼

大学生政治团体直接推动了高校内学生、 教授、 助教群体合作机制的建

立。 在反核能运动中， 环保公民动议联盟也参加了国家主持的 “核能公

民对话” 机制； 在新妇女运动进入制度化阶段后， 不仅自治性女性主义

小组、 工程与国家展开了合作， 而且许多女性主义者都成为新设立的

“妇女及平等专员”， 继续在体制内充当自治小组、 工程与国家之间的

桥梁。

联邦德国成立后不久， 以男性为主的技术专家、 官僚政客和其他新、

老式精英就掌握了国家治理的大部分权力。 受此影响， 早期的联邦德国

不仅在国家治理政策中压制左派、 限制女性并对环保问题的解决出尔反

尔， 而且还一边维护固化的议会政治结构和封闭的院外协商机制， 一边

将民众的直接参与排除在民主体制之外。 正是这些精英的统治， 让联邦

德国早期国家治理呈现出一定的 “保守主义” 色彩。 直到 20 世纪 60 年

代末期， 这种明显具有保守性的国家治理才在新社会运动的冲击和推动

下发生了改变。 在这一过程中， 不仅国家治理的政策因重视和吸收了部

分新社会运动的诉求而变得更加符合后物质主义、 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

的价值理念， 而且国家治理的结构也从原先具有一定 “保守主义” 倾向

的代议民主制， 转变为以公民参政和直接民主为特色的 “协商民主制”

（Deliberative Democracy）。

但与此同时， 也不可高估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对国家治理变革的

影响。

在大多数情况下， 社会运动不太可能对国家政策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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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会运动所提出的具体诉求很难被政府当局采纳并制定为法律。 68

运动中新左派提出的学生、 教授、 助教三方对等共决方案、 反核能运动

中左翼环保公民动议提出的彻底废止核能应用的建议和新妇女运动中女

性主义者彻底废除堕胎禁令的要求都没有被掌权者完全接受。 新社会运

动对国家治理影响有限的原因主要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

从客观上说， 这主要是由于新社会运动的目标和行动过于激进， 难

以为当局和其他社会力量所接受。 在新社会运动中， 新左派及其分化产

生的左翼力量很多时候都希望通过改变某一具体领域的治理政策及体制，

来实现整个国家治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这些左翼

小组和团体不仅采取了静坐、 占领、 帮助妇女打胎等非法斗争手段， 甚

至还在与当局对峙的过程中使用了暴力。 新社会运动如此激进的目标和

斗争形式自然引起了当局和其他保守社会力量的不满和反对。

从主观上说， 这主要是因为新社会运动目标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虚

弱。 由于新左派及其分化产生的左派力量内部就在指导思想上存在分歧，

加之新社会运动的成员还有其他来源， 所以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对于 “反

体制” 这一目标的认识并不一致。 在 68 运动中， 不仅德国社会主义大学

生联盟内有人认为应该加强组织的领导核心， 其他左翼大学生政治团体

也不认同新左派 “反威权斗争” 的 “革命” 理念。 在反核能运动中， 环

保公民动议也分为稳健派和激进派。 稳健派反体制的目标其实是用生态

主义从根本上改造社会， 而不是像激进派那样要求推翻整个国家的政治

制度。 在新妇女运动中，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反体制的目标是推翻资本

主义制度， 而激进女性主义者则是为了颠覆男权社会。

除了目标上的分歧外， 组织上的自治也削弱了新社会运动影响国家

治理的能力。 组织化程度的高低是决定社会运动能否对国家治理产生明

显影响的关键因素。 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越多， 组织化程度越高， 资金越

雄厚， 就越有可能获得胜利。 查尔斯·蒂利也认为社会运动的影响取决

于其 挑 战 当 局 的 能 力， 而 这 种 能 力 又 受 制 于 这 一 运 动 的 价 值

（Worthiness）、 团结 （Unity）、 数量 （Numbers） 以及义务 （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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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个因素。① 而在自治理念的影响下， 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的组织既

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和严密的组织结构， 也没有固定的成员和章程。 因

此， 它们很难让当局完全接受自己的目标。

三 后工业转型时期联邦德国国家治理变革的评价与启示

1. 评价

一方面， 新社会运动推动下的国家治理，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后工

业转型进程中所出现的较为突出的问题， 促进了联邦德国社会转型的顺

利进行：

首先， 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国家所开展的高校治理改革，

不仅有助于平息年轻一代因价值观变迁而对学校和社会产生的不满， 而

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高校内部的民主化并提高了联邦德国高等教育

的效率。

其次，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对妇女权益保护问题的治理， 不仅使

妇女在家庭中享有了更多的财产及人身权利， 还通过缩小女性与男性之

间的收入差距、 捍卫妇女在生育休假方面的权利等， 提高了妇女在家庭

以外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公正。

再次， 联邦德国不仅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全国性环境监测体系和工

程环评制度， 还使新中间阶层的生态主义理念深入人心， 大大提高了民

众的环保意识。 排放物监测和公民满意度调查显示， 自 70 年代起， 联邦

德国对环境问题的国家治理绩效就一直在西方国家中名列前茅。

此外， 为应对新社会运动的挑战， 联邦德国还形成了一种以公民

直接参与为特点的新的国家治理体制， 从而为联邦德国进一步解决后

工业社会的问题创造了条件。 作为协商民主理论的先驱， 哈贝马斯在

自己 1962 年出版的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一书中， 明确指出了代议

民主制的弊端， 并主张通过在公共领域的对话与协商， 让公民直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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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决策。① 深受哈贝马斯理论影响的新社会运动则将其理论应用于实

践， 推动了协商民主制在联邦德国国家治理体制中的形成。

另一方面， 新社会运动推动下的国家治理， 也并未完全满足新中间

阶层的诉求。 许多七八十年代较为突出的问题， 尤其是妇女在生育、 就

业等方面受歧视的问题和环境问题等在两德统一后仍然存在。 而且新社

会运动推动下的国家治理变革还引起了联邦德国利益受损群体的不满和

反抗。 反女性主义者就认为， 国家对妇女的特殊保护政策并未充分考虑

男性在家庭及社会中所承担的义务。 他们认为男女平等应是机遇平等，

而非绝对平等。 同样， 国家应反核能运动的诉求而大规模放弃核电的政

策， 也遭到了核电企业及许多政治家、 科学家的批评。 他们反对过分夸

大核能风险， 认为在未找到合适替代能源的前提下， 放弃核电会威胁到

国家能源安全。 面对不同社会诉求之间的矛盾， 联邦德国只有进一步实

现国家治理的均衡化， 才能更好地促进后工业社会的平稳发展。

此外， 协商民主制的形成， 也难以解决联邦德国民主制度中固有的

两大顽疾： 一是精英化倾向。 历史经验和西方精英主义理论表明， 无论

西方采用何种制度对代议民主制进行修正， 都难以避免国家权力流入少

数精英甚至是寡头领袖的手中； 二是效率低下问题。 公民参与固然可以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政策实践的有效性， 但烦琐冗长的决策程序又可能

会降低国家治理的效率。 因此， 如何进一步调整国家治理政策和体制，

使其进一步符合后工业时代的需求， 仍是摆在联邦德国面前的一道难题。

2. 启示

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总有一些相似之处。 联邦德国等西方国家在 20

世纪 60 到 80 年代期间所经历的后工业转型， 正发生在当下的中国。 因

此， 研究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及其与国家治理的互动， 对于我们处理这

一转型进程中所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可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 应重视后工业转型过程中年轻一代价值观的变化。 新社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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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价值观的变迁而引起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新的社会转型必然会引起新的价值观变迁。 在后工业转型进程中， 随着

经济、 社会结构的变化， 主要由年轻一代组成的新兴中间阶层开始更多

地崇奉所谓的 “后物质主义” 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再

以收入等物质条件的改善作为评判人生的唯一标准， 而是更加注重健康、

环保、 公正等与生活质量和实现自我相关的问题。 如果掌握国家和社会

关键岗位和主要资源的年长者不能及时对这些后物质主义的， 尤其是年

轻人的诉求给予关注和应对， 就很容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其次， 坚持法治原则， 拒绝违法暴力。 在后物质主义诉求无法及时

得到满足的情况下， 年轻人容易产生过激的思想和行为。 但是， 这种过

激思想和行为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推动国家治理政策和体制的变革， 甚

至还会造成国家治理的混乱和退步。 因此， 面对社会中少数极端分子的

过激要求和违法暴力行为， 当局和相关社会主体一定要坚守法治原则，

采取多种手段对这些思想和行为进行疏导和教育。 只有在维持经济增长

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 才能逐步解决后工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各种问题，

才能从根本上满足年轻一代的后物质主义诉求。

最后， 创新国家领导下的合作治理机制。 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

还应创新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治理机制。 当年轻一代提出后物质主义诉求

乃至为此而进行抗争时， 一味地压制显然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国家应该通过召开听证会、 建立多方联合工作组等形式， 让更多普通人

参与社区和地方治理当中。 当矛盾和冲突产生后， 当局应积极引导相关

利益各方依法协商， 以找到合理地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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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 人名和名词术语译名对照表

《艾玛》 （Emma）

《彻底沉沦》 （Ganz unten）

《放低尖叫声否则邻居会听见》 （ Scream Quietly or the Neighbours Will

Hear）

《飞机噪音法》 （Fluglärmgesetz）

《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 （The Orient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ct）

《高校的民主化》 （Demokratisierung der Hochschule）

《行政程序法》 （Verwaltungsverfahrungsgesetz）

《集会法》 （Versammelungsgesetz）

《寂静的春天》 （Silent Spring）

《垃圾处理法》 （Abfallbeseitigungsgesetz）

《联邦大气污染防治法》 （Bundes-Immissionsschutzgesetz）

《论第三世界的革命解放运动与大都市中的抗议运动之间的关系》

（ Zusammenhang zwischen revolutionären Befreiungsbewegungen in den

Ländern der Dritten Welt und den Protestbewegungen in den Metropolen）

《明镜周刊》 事件 （Spiegel-Affäre）

《能源安全法》 （Energiesicherungsgesetz）

《批判大学临时教学活动目录》 （Provisorisches Veranstaltungsverzeichnis der

Kritischen Universität）

《时刻表》 （Kursbuch）



《世界报》 （Die Welt）

《西德汇报》 （Westdeutsche Allgemeines）

《星报》 （Stern）

《原子国家》 （Der Atomstaat）

218 行动 （Aktion 218）

68 一代 （68er）

68 运动 （68er-Bewegung / Studentenbewegung， 又称大学生运动）

70 妇女行动 （Frauenaktion 70）

K小组 （K-Gruppen）

阿多诺， 西奥多 （Theodor Adorno）

阿尔贝斯， 迪特勒夫 （Detlef Albers）

阿尔滕堡， 科尔内莉亚 （Cornelia Altenburg）

阿梅里， 简 （Jean Amery）

埃德尔， 克劳斯 （Klaus Eder）

艾哈德， 路德维希 （Ludwig Erhard）

艾特齐奥尼， 阿米泰 （Amitai Etzioni）

奥博豪森 （Oberhausen）

奥内佐格， 本诺 （Benno Ohnesorg）

奥托—祖尔政治学研究所 （Otto-Suhr-Institut， 简称政治学研究所）

巴登能源康采恩集团 （Energiekonzern Badenwerk）

巴列维， 穆罕默德 （Mohammad Pahlavi）

鲍姆加特内， 弗兰克 （Frank Baumgartner）

鲍斯， 格哈德 （Gerhard Bauß）

北莱茵—威斯特伐伦州 （Nordrhein-Westfalen， 简称北威州）

贝尔， 丹尼尔 （Daniel Bell）

贝克， 乌尔里西 （Ulrich Beck）

比泽， 艾琳 （Erin Pizzey）

伯勒， 卡琳 （Karin Bö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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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恩席尔， 福尔克尔 （Volker Bornschier）

布兰德， 卡尔 -维尔纳 （Karl-Werner Brand）

布罗克多尔夫 （Brokdorf）

布洛赫， 恩斯特 （Ernst Bloch）

参与革命 （Participatory Revolution）

传统断裂 （Traditionsbruch）

达布罗夫斯基， 哈特穆特 （Hartmut Dabrowski）

达伦多夫， 拉尔夫 （Ralf Dahrendorf）

大会 （Plenums）

大学校长协会 （Rektorenkonferenzen）

大学学生会 （Allgemeine Studierendenausschuss / Allgemeine Studentenausschuss）

大众消费 （Mass Consumption）

代表绝对主义 （reprasentativer Absolutismus）

代际冲突 （Generationskonflikt）

戴尔顿， 鲁塞尔 （Russell Dalton）

德国大学生联合会 （Verband Deutscher Studentenschaften， 简称 VDS）

德国妇女界 （Deutscher Frauenring）

德国妇女理事会 （Deutscher Frauenrat）

德国工商业大会 （Deutscher Industrie-und Handelskammertag， 简称 DIHT）

德国工业联合会 （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简称 BDI）

德 国 公 法 广 播 联 盟 （ Arbeitsgemeinschaft der ö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anstalt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德国环境与自然保护联盟 （Bund für Umwelt und Naturschutz Deutschland）

德国家园保护联盟 （Deutscher Bund Heimatschutz）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 （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 简称

SDS）

德国新教 （路德教） 教会 （ Evangelische Kirche in Deutschland， 简称

E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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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自由大学生联盟 （Liberaler Studentenbund Deutschlands， 简称 LSD）

德美学会 （Deutsch-Amerikanischen Institute）

德意志工会联合会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

德意志建筑师联盟 （Bund Deutscher Architekten）

帝国人民财产与家园联盟 （Reichsbund für Volkstum und Heimat）

第二次环境运动 （zweite Umweltbewegung）

杜切克， 鲁迪 （Rudi Dutchke）

对立大学 （Gegenuniversität）

对立性行政管理 （Gegenverwaltung）

对立专家 （Gegenexperten）

恩岑斯贝格， 汉斯 （Hans Enzensberger）

恩格尔弗里德， 康斯坦瑟 （Constance Engelfried）

恩格斯， 延斯 （Jens Engels）

反 218 条斗争 （Protest gegen § 218）

反 218 条论坛 （Tribunal gegen § 218）

反核能运动 （Anti-Atomkraftbewegung）

反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斗争 （Anti-Springer-Kampagne）

反威权斗争 （Die antiautoritäre Revolte）

非暴力行动小组 （Gewaltfreien Aktionsgruppen）

非教条派 （Undogmatische）

费尔斯通， 舒拉米斯 （Shulamith Fireston）

风险社会 （Risikogesellschaft）

弗拉姆， 海伦娜 （Helena Flam）

弗雷， 米拉 （Myra Ferree）

弗里德里希斯， 汉斯 （Hans Friderichs）

妇女工程 （Frauenprojekt）

妇女及平等专员 （Frauen-und Gleichstellungsbeauftragten， 简称 FGb）

妇女解放行动委员会 （Aktionsrat zur Befreiung der Fr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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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小组 （Frauengruppen）

妇女之家 （Frauenhaus）

妇女中心 （Frauenzentrum）

富尔曼， 弗兰克 （Frank Fuhrmann）

富裕社会 （Wohlstandsgesellschaft）

盖尔森基兴 （Gelsenkirchen）

戈尔莱本 （Gorleben）

戈林， 赫尔曼 （Hermann Goering）

格拉赫， 伊雷妮 （Irene Gerlach）

格瓦拉， 切 （Che Guevara）

各州文教部长常设会议 （Konferenz der Kultusminister der Länder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根舍尔， 汉斯 -迪特里希 （Hans-Dietrich Genscher）

公民不服从斗争 （Aktionen zivilen Ungehorsam）

共产主义联盟 （Kommunistischen Bund， 简称 KB）

古根贝格， 伯恩德 （Bernd Guggenberg）

光环散去的困惑 （heillose Konfusion）

国家分裂结构 （National Cleavage Structures）

国家控制 （Regieren）

国家制度结构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哈贝马斯， 于尔根 （Jürgen Habermas）

哈弗 -赫尔茨， 罗斯玛丽 （Rosemaire Have-Herz）

汉诺威环保公民动议 （Bürgerinitiative Umweltschutz e. V. Hannover）

克里西， 汉斯皮特 （Hanspeter Kriesi）

核能公民对话 （Bürgerdialog Kernenergie）

红色安娜 （Die rote Anna）

后 （post-）

后工业社会 （Post-indinstri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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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压迫 （Postindustrial Oppression）

后物质主义 （Post Matierialism）

后现代社会 （Postmodern Society）

后资本主义社会 （Post-Capitalist Society）

怀疑的一代 （The Sceptical Generation）

环保公民动议 （Bürgerinitiative Umweltschutz）

环保行动 （Aktion Umweltschutze. V. ）

环境保护工作组 （Arbeitskreis für Umweltschutz）

环境科学研究所 （Umweltwissenschaftliche Institut）

环境问题常设委员会 （Rat von Sachverständigen für Umweltfragen）

环境政策 （Umweltpolitik）

基层小组 （Basisgruppe）

基督教民主大学生联盟 （Ring Christlich-Demokratischer Studenten， 简称

RCDS）

基督教社会联盟 （Christlich-Soziale Union， 简称 CSU）

基督教—资产阶级 （Christlich-bürgerlich）

基民盟国家 （CDU-Staat）

基舍尔特， 赫伯特 （Herbert Kitschelt）

基辛格， 库尔特 （Kurt Kiesinger）

激进女性主义 （Radical Feminism）

家庭计划中心 （Familienplanungszentrum）

家庭理想 （Familieideal）

家庭社会工作 （Familienarbeit）

价值 （Worthiness）

交往组织 （Verkehrsorganisation）

教授大学 （Ordinarienuniversität）

（教席） 教授 （Ordinaius）

教育灾难 （Bildungskatastrop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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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民主化 （absolute Demokratisierung）

卡斯特罗， 菲德尔 （Fidel Castro）

凯尔森， 汉斯 （Hans Kelsen）

抗议对女性施暴 （Gegen Gewalt gegen Frauen）

科恩 -本迪特， D. （D. Cohn-Bendit）

科特格罗夫， 斯特凡 （Stephen Cotgrove）

科学委员会 （Wissenschaftsrat）

科学政策制定者 （Wissenschaftpolitiker）

科学职员 （wissenschaftlich Angestellten）

克恩， 托马斯 （Thomas Kern）

克格尔， 施图尔姆 （Sturm Kegel）

克赫尔， 曼弗雷德 （Manfred Keuchler）

克拉尔， 汉斯 -于尔根 （Hans-Jürgen Krahl）

克拉格斯， 赫尔穆特 （Helmut Klages）

克里蓬道夫， 艾克哈德 （Ekkehard Krippendorf）

库拉斯， 卡尔 （Karl Kurras）

拉贝尔， 贝恩德 （Bernd Rabehl）

拉施克， 约阿希姆 （Joachim Raschke， 又译雅克西姆·纳德考）

莱茵河堤岸保护联盟 （Der Verein zum Schutze des Rheinufers）

赖泽尔， 路德维希 （Ludwig Raiser）

联邦环境署 （Umweltbundesamt）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联邦助教协会 （Bundesassistentenkonferenz）

林泽， 乌尔里希 （Ulrich Linse），

鲁道夫， 克拉丽萨 （Clarissa Rudolph）

鲁多夫， 恩斯特 （Ernst Rudorff）

鲁尔煤矿区居民联合会 （Siedlungsverband Ruhrkohlenbezirk， 简称 SVR）

鲁赫特， 迪特尔 （Dieter Ru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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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布克， 卡尔 （Karl Lübke）

吕格尔， 西格丽德 （Sigrid Rüger）

吕克， 保罗 （Paul Lücke）

伦茨， 伊尔莎 （Ilse Lenz）

罗斯托克， 安妮 （Anne Rohstock）

罗特， 罗兰 （Roland Roth）

马尔库塞， 赫伯特 （Herbert Marcuse）

马克西近郊行动组织 （Aktion Maxvorstadt）

马勒， 霍斯特 （Horst Mahler）

迈尔 -塔施， P. （P. Mayer-Tasch）

迈因斯， 霍格尔 （Holger Meins）

蒙德， 西尔克 （Silke Mende）

米尔斯， 怀特 （Wright Mills）

米利特， 凯特 （Kate Millett）

米切尔， 朱丽叶 （Juliet Mitchell）

米歇尔斯， 罗伯特 （Robert Michels）

默勒斯， 克里斯托夫 （Christoph Möllers）

慕尼黑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工作组—218 行动 （Sozialistische Arbeitsgruppe

zur Befreiung der Frau - Aktion 218 - München）

慕尼黑社会主义妇女组织 （Sozialistischen Frauenorganisation München， 简

称 SFOM）

奈德哈特， 弗里德黑尔姆 （Friedhelm Neidhardt）

男权国家 （Herren Staatshütter）

内部改革 （innerer Reformen）

内费尔曼， 克努特 （Knut Nevermann）

尼默勒， 马丁 （Martin Niemöller）

《女巫私语》 （Hexengefluester Frauen又称 《魔女耳语》）

女性中间阶层 （weibliche Mittelsch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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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先锋艺术 （Avantgarden）

批判大学 （Kritische Universität）

期限规定 （Fristenregelung）

齐勒森， 霍斯特 （Horst Zillessen）

情绪化可感染性 （Beeinflussbarkeit für Emotionalisierung）

去特权化 （Entprivilegierung）

全德汽车俱乐部 （Allgemeiner Deutscher Automobilclub， 简称 ADAC）

群体大学 （Gruppenuniversität）

容克， 罗伯特 （Robert Jungk）

桑德尔， 黑尔克 （Helke Sander）

沙尔滕布兰德， 于尔根 （Jürgen Schaltenbrand）

上莱茵地区中央环保公民动议 （ Bürgeraktion Umweltschutz Zentrales

Oberrheingebiet e. V）

上莱茵反对核电站破坏环境联合行动委员会 （Oberrheinisches Aktionskomitee

gegen Umweltgefährdung durch Kernkraftwerke）

绍尔， 赫尔穆特 （Helmut Schauer）

舍尔斯基， 赫尔穆特 （Helmut Schelsky）

社会民主妇女工作联盟 （Arbeitgemeinshaft der sozialdemokratischer Frau，

简称 ASF）

社会民主选举动议 （Sozialdemokratische Wählerinitiative）

社会女性主义 （Sozialen Feminismus）

社会主义高校联盟 （Sozialistischer Hochschulbund， 简称 SHB）

社会 主 义 工 作 组 妇 女 委 员 会 （ Frauenkommission der Sozialisischen

Arbeitgruppe）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Socialist Feminism）

神授 （Gottes Auftrag an die Menschheit）

审批程序 （Genehmigungsverfahren）

生活世界殖民化 （Kolonialisierung der Lebenswelt）

·622·

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与国家治理研究 （1967—1983）



生态研究所 （Öko-Institut）

施罗德， 格哈德 （Gerhard Schröder）

施密特， 赫尔穆特 （Helmut Schmidt）

施密特， 卡罗 （Carlo Schmidt）

施莫勒， 古斯塔夫·冯 （Gustav von Schmoller）

施瓦茨， 爱丽丝 （Alice Schwarzer）

市民联合会 （Bürgervereine）

舒尔茨， 克里斯蒂娜 （Kristina Schulz）

特雷伯尔河 （Trebel）

体制内长征 （Marsch durch die Institutionen）

替代性政治联盟—绿党 （Die Sontige Politische Vereinigung [ SPV] -Die

Grünen）

统治 （Governing）

团结 （Unity）

退出教会斗争 （Kirchenaustrittskampagne）

瓦尔拉夫， 京特 （Günther Wallraff）

韦伯， 马克斯 （Max Weber）

维尔 （Wyhl）

维尔核电站公民动议组织 （Bürgerinitiative Atomkraftwerk Wyhl）

维根豪斯， 雷娜特 （Renate Wiggershaus）

维斯腾哈根， 汉斯 -赫尔穆特 （Hans-Helmut Wüstenhagen）

文化自由大会 （Kongress für Kulturelle Freiheit）

问责原则 （Verursacherprinzip）

沃普尔吉斯之夜 （Walpurgisnacht）

西柏林社会主义妇女联盟 （Sozialistischen Frauenbund Westberlins）

下易北河环保公民动议 （Bürgerinitiativ Umwelt Unterelbe）

现代化—危机理论 （Modernisierung-krisenthoerie）

现代环境运动 （moderne Umweltbeweg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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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纪手段 （Disziplinarmassnahmen）

协商民主制 （deliberative democracy）

新妇女运动 （Neue Frauenbewegung）

新环境运动 （Neue Umweltbewegung）

新社会运动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简称 NSB）

新社会运动理论 （Theorie der Neuen Sozialen Bewegungen）

新中间阶层 （Neue Mittelklasse）

新左派 （英语 New Left， 德语 Neue Linke）

选择 性 技 术 跨 学 科 工 作 组 （ Interdiszipläre Projektgruppe Alternative

Technologie）

学生代表大会 （Konvent）

学校代表大会 （Konzil）

雅恩， 格哈德 （Gehard Jahn）

杨宁， 约尔格 （Jörg Janning）

英格尔哈特， 罗纳德 （Ronald Inglehart）

于格斯屈尔， 雅各布·冯 （Jakob von Uexkull）

院外抗议活动 （派别） （Außerpalarmentarische Opposition）

约翰斯顿， 汉克 （Hank Johnston）

约普克， 克里斯蒂安 （Christian Joppke）

运动家族 （Bewegungsfamilie）

政治机会结构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政治生态运动 （politischer Ökologiebewegung）

直接民主 （Referendum， 或称全民公决）

指标模式 （Indikationsmodell）

中间阶层激进主义 （Mittlklassenradikalismus）

自我控告行动 （Selbstbezichtigungsaktion）

自由民主党 （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 简称 FDP）

自助帮扶 （Selbsthil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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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抗争 （Aktion letzter Ver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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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书的写作， 源于我对后工业转型时期联邦德国国家治理问题的关

注。 在撰写 《战后鲁尔问题研究 （1945—1953）》 一书时， 我发现鲁尔

工业在经历了 20 世纪 50 年代的复兴与繁荣后， 到六七十年代时又陷入

了痛苦的转型危机。 于是我便有了继续研究后工业化时期联邦德国经济、

社会问题的想法。 之后， 在敬爱的导师邢来顺教授的指点下， 我决定以

后工业转型时期出现的 “新社会运动” 为切入点， 深入考察这一时期联

邦德国的国家治理危机及其应对措施， 并成功地以此为题申报获得了国

家社科基金的资助。

课题写作期间， 我面临的最大困难便是资料不足。 因为新社会运动

是分散的民间运动， 国内二手中、 外文著作和论文很少论及这场运动在

联邦德国的发展状况。 为了能尽可能多地占有原始文献， 我除了利用德

国网站广泛搜集电子档案外， 还专门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 前往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历史研究所， 跟随专事德国当代史研究的阿德·鲍尔

肯佩尔 （Arnd Bauerkämper） 教授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学。 在鲍尔肯佩尔

教授的帮助下， 我从柏林市各大图书馆、 档案馆获得了大量有关新社会

运动及国家治理的资料， 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完成了课题的写作任务。

今天这本书能够顺利出版， 我还要特别感谢德国史学界的各位前辈

和同仁。 与他们的交流不仅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 而且也让我认识到了

自身研究的许多不足之处。

本书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一流学科 （新一轮） 建设资助成

果， 在此衷心感谢学院对本人科研工作所给予的帮助。



借此机会还要感谢历史文化学院的各位领导和同事。 他们在我申报

和完成课题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感谢家人的陪伴。 他们的理解和帮助是我完成此书的重要保障。

本书成书仓促， 其中尚有许多疏漏之处， 学界同仁的修改意见也未

能一一吸取。 学术之路漫漫且修远， 我将继续上下而求索。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岳 伟

2022 年 9 月于武昌桂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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